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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虽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本书基于大量真实的数据和经年的统计计算，采用了在过去8年中构建的三个大型数据库，在对福利国家方案的制度特征分析中，利用了我和沃尔特·科皮（Walter Korpi）从1981年开始在瑞典社会研究院承担的保守福利国家课题数据。若阿基姆·帕尔梅（Joakim Palme）在收集、整理和分析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我必须对瑞典三百周年基金银行和瑞典社会研究委员会提供此项研究的经费表示感谢。以下几章里所用的表格是参考了“SSIB数据档案”（Svensk Socialpolitik i International Belysning）的数据，并注明。

对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的分析是基于我们的WEEP数据库（“福利国家进入与退出课题”（Welfare State Entry and Exit Project））；其次，读者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表格注明的资料来源是“WEEP数据档案”。这是一个涉及多个国家的课题（包括10个国家25年的情况），始于1985年，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让·埃温德·科尔贝格（Jon Eivind Kolberg）、柏林科学中心（Science Center）的李·雷恩沃特（Lee Rainwater）、马丁·赖因（Martin Rein）和我共同主持。要把所有背后的资料都列举出来，至少要用一整章的篇幅。然而，择其要者，WEEP数据库取自于国家劳动力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没有谢勒·哈根（Karre Hagen）、汤姆·丘萨克（Tom Cusack）和弗莱德尔·纳斯侯德（Frieder Nashold）的帮助，就不可能有WEEP数据库。我还应对北欧文化委员会和柏林科学中心的资助表示感谢。

第三套数据在詹纳·詹内利（Gianna Giannelli）和乔伊斯·里斯（Joyce Reese）的帮助下于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院（EUI）建立起来，并得到了欧洲大学研究院的慷慨资助。这套数据包括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就业结构与变迁的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这里，我们主要依靠由国家统计局直接提供的，从人口普查中得来的原始数据表和未发表的数据。在表格中使用这些数据时，直接注明了出处。可惜的是我们无法追溯最早向我们提供这些数据的人。他们的服务对我们很重要。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很奇怪的要求。

在构建数据库时，我们在过去的8年里接触了18个国家不计其数的政府部门和统计官员。仅这一项工作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经验，值得与其他人分享。如果允许我排列一下次序的话，在这项工作中，美国居第一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它相比。在我所知的国家里，没有一个在数量、质量、协助和慷慨方面能够与美国劳动部、普查局和社会保障管理局相提并论。往下排，但有一定距离的是瑞典、挪威和英国。丹麦和意大利也提供了帮助，但是其统计体系只能说是二流的。从我处理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数据的经验看，最差的当属德国（什么也找不到）和荷兰（什么都要花钱）。在瑞士，银行和保险公司是主要的数据来源。

从内容来看，本书应是马丁·赖因说服了我关于社会政策可以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研究领域以后才开始写作的。本书一半的思想都是在我有幸与马丁·赖因和李·雷恩沃特合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另一半是我与沃尔特·科皮、让·埃温德·科尔贝格及约翰·麦尔斯（John Myles）合作的产物。事实上，这五个人也可以坐下来写出一个比本书更好的版本。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马丁·赖因，特别是在第6章和第8章；约翰·麦尔斯在第4章以及让·埃温德·科尔贝格在第6章中的贡献。

第1章首先在《加拿大社会学与人类学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ropology
 , 1989年春季号）上发表并经修改而成。还有一个与第7章有点不一样的版本在科曼、帕娄海默和怀特利（H. Keman, H. Paloheimo and P. F. Whiteley）编写的《应对危机》（Coping with the Crisis
 , 伦敦，SAGE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发表过。我对两家出版社允许我把这两篇文章用在本书中表示感谢。


引　　言

多年以来，福利国家一直是一个最受欢迎的研究话题。如果考虑到1960和1970年代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对福利国家的热衷便不足为怪了。国家以前担当着守夜人的角色，制定法律，维护秩序，图谋军事扩张，或者甚至为了维护集权统治而实行压迫，现在则成了主要致力于生产和分配社会福利的机制。因而，研究福利国家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历史现象。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中，国家显然在福利方面大不相同。即使都是把大部分的支出或人员用于福利目标，所提供的福利在质量上也会有所不同，并且各种相互竞争的活动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这些活动包括福利，维护法律及秩序，或促进赢利和贸易。

国家的历史特征在形成福利国家制度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吉登斯（Giddens, 1985）近来的一本书中，他强调了战争对福利国家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因素在研究福利国家起源的文献中基本上被忽视了。在我们的论述中，不能直接对抗他的论点。然而，我们间接地支持了专制主义和指令原则的相对影响力。然而，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政治阶级联盟对各种福利国家变体最有决定作用。

福利国家已经从狭义和广义上都讨论过了。那些执狭义观点的人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调和的角度来看待它：包括收入转移和社会服务，可能还象征性地涉及住房问题。广义的观点常常把问题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其兴趣集中于国家在管理和组织经济方面的更广泛的作用。因此，按照广义的观点，就业、工资问题和驾驭总体的宏观经济都被视为福利国家大家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方式所研究的主题与“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或者你不反对的话，和所谓“福利资本主义”的主题相同。

在本书中，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谈古典和现代政治经济学，也是为什么我们把本书最后三分之一的部分用来讨论就业和驾驭总体的宏观经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采用“福利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这样的字眼。

“福利国家制度”（welfare regimes）从某种程度上是把本书内容组织在一起的概念。有几个原因。首先，它用得较为广泛，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与传统的社会调和政策之间的联系太窄。第二，我们要说明的是当代发达国家群体，不仅仅从其传统社会福利政策的构建，而且从这些政策如何影响就业和总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明。要谈论一种“制度”（regime）就意味着国家与经济关系中的法律和组织特征是系统地相互交错的。

更为广泛的角度也有不利之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理解“大背景”，就不可能对各种福利项目的特点进行仔细剖析。比如，当我们研究养老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看它们怎么说明不同的国家是如何形成独特的公私混合体。一个损失是大规模的比较，就像我们所做的这样，没有办法对单个的国家进行具体的分析。我相信，对这本书中包括的18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感到，我对“他们”国家的处理，如果没有什么错误的话，也是很浅显的。很不幸，在作者的局限和出版社对版面的限制下，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有两个信念。第一个是现有的针对福利国家的理论模型是不充分的。我们就是要根据我们对福利国家的认识，把比较重要的内容进行重新概念化和理论化。一种社会项目的存在和所花的钱可能不如它所产生的作用更重要。我们应当用很多的篇幅来论述去商品化、社会分层和就业是福利国家的特性。第二个信念是只有比较实证研究才能充分揭示把现在福利国家统一或分隔开的根本性特点。社会科学的高远理想是要形成社会运动的法则。无论是按照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现代主义或建国的逻辑中的哪一个所形成的，它们总是处在一个类似的和趋同的进化之路上。显然，法律不应另有他径。

这里所谓比较研究是要（也应当）展示福利国家并不是划一的。事实上，这里所作的研究找到了三种极不相同的制度类型，每一种围绕着其自身的组织、分层和社会一体化的逻辑组织起来。其本源出自不同的历史力量，并追随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第1章，我们的任务是把福利国家的辩论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中来。这使主要理论问题的焦点更明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具体论述福利国家的明显特征。传统的从支出角度对福利国家进行概念化的做法不再适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使福利国家“社会学化”。大部分的研究把世界视为线性的：权利、工业化或支出多少。我们在这本书里把福利国家理解为聚在三种不同制度类型下的国家群。我们把这三种类型设为保守、自由和“社会民主”。如果分析不够，就很难把它们的形成以及进一步的发展解释清楚。

在第2、第3、第4章，对我们认为应是福利国家的明显特点进行了重新归纳。社会权利的范围总被视为社会政策的本质。受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启发，我们把社会权利从其对“去商品化”的能力角度来看。社会权力的显著标准必须是它们允许人们不通过纯市场力量就可以享受一定生活水平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社会权利降低了公民地位的“商品性”。

社会分层是福利国家的一部分。社会政策应当考虑到分层问题，但是也会产生分层。平等总是福利国家应当做到的，然而人们对于平等的理解总是相当模糊。在有些分析中，把社会福利能够消除不平等视为想当然。而其他一些分析的焦点又是在于消除贫困或总体的收入分配。真正被忽略的问题是，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分层系统。它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现有的分层或阶级差异呢？它创造了二元性、个人主义或者是社会团结吗？这些是第3章要讨论的问题。

社会权力和社会分层都是由国家和市场在分配体系中的关系所形成的。对于一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来讲，依赖于市场提供基本的福利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不能提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也无法保证公平。对于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来说，依赖于福利国家是很危险的，因为它限制了自由和效率。在第4章，我们考虑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促进形成不同国家的混合养老金体系。这一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不把福利国家的活动与私人部门的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理解福利国家；第二，认为市场或国家更适合于形成福利的想法只是天方夜谭。相反，市场往往是政治的产物，只是福利国家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比较福利国家的范围，并展示了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聚集于三个不同的制度之下。第二部分考虑了这种现象的成因。在这个分析中，我们显然不会把视野局限在为什么有的福利国家比别的国家在某个方面得分更多。我们必须阐明为什么世界上存在三种本质不同的福利国家逻辑。在第5章，我们用标准的比较相关分析确认了，在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哪种政治力量更为重要。与通行的学术共识保持一致，我们的结论是，政治不仅重要，而且起决定作用。然而，与多数研究不同，从政治上调动工人阶级并不一定是重要的。对于某些制度而言，工人阶级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福利国家是如何由于国家建国历史和／或保守主义和天主教的影响而发展来的。我们试图把我们的解释置于国家的政治历史中。

本书第二部分大大扩展了研究的范围。这里研究的焦点并不主要在于福利国家的形成，而是更多地关心它们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具体地，我们考查了福利-国家-就业相互作用的三个侧面。作为开始，第6章提出了一个为什么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福利国家制度紧密联系的论点。我们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巧合是惊人的，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的行为特征取决于福利国家的构建。

我们在第7章和第8章中更为仔细地考察了福利国家是如何影响就业市场的。我们在三个制度类型中各选择了一个代表性国家。第7章的重点在国家保持充分就业的能力，第8章的重点在后工业就业结构的转型。在第7章，我们分析福利国家如何在承诺充分就业后成为处理所面临的困境和紧张局面的关键机制。在第8章，我们提出不应相信会出现一条通行的后工业就业途径。我们找到了三种本质不同的轨迹，每一种的运动状态都受福利国家结构调整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是，每一种轨迹产生其自己的分层效果和结果，因此，处于非常不同的矛盾之中。

因而，本书把福利国家视为构建不同战后资本主义模式的主要机制。所以，本书命名为《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第一部分



三种福利国家制度



第1章　福利国家的三种政治经济学理论
(1)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遗产

关于福利国家的辩论一直围绕着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阶层的重要性会不会随着社会公民权的扩展而下降？换言之，福利国家能否从根本上转变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福利国家发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问题并不是最近才提出的。实际上，在100年前的19世纪，任何形式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前，政治经济学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论是自由的、保守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热衷于研究资本主义与福利的关系。他们当然提出了不同的（往往是规范性的）答案，但是他们的分析往往在市场（及产权）和国家（民主）的关系上趋于一致。

当代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的回应。对于亚当·斯密来说，市场是取消阶层、不平等和特权的最好手段。除了提供必要的最低标准，国家的干预只能使竞争交换的均衡过程变得僵化，并产生垄断、保护主义和低效率：国家维持了阶层，市场则有可能使阶层社会解体（斯密，1961，II，特别是第232～236页）。
(2)



如果从政治主张看，很难说自由政治经济学家的想法都一样。那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和后来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强调斯密谈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作用，拒绝了现金关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社会保护。J.S.穆勒（J. S. Mill）和“改良自由主义者”则提倡少量的政治监管。然而，他们都同意，通往平等与繁荣的道路应当由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和最少的国家干预来支持。

他们热情地拥抱市场资本主义，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状况是：国家维护绝对特权、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和无所不在的腐败。他们所攻击的是一个压制自由思想和创业精神的政府体系。因此，他们的观点是革命性的理论。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有时读起来像卡尔·马克思
(3)

 。

民主对于很多自由主义者来说是致命的弱点。只要资本主义仍是小财产所有者的世界，财产本身就不会对民主有什么畏惧。但是随着工业化，出现了无产阶级大众。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是限制财产特权的手段。自由主义者害怕普遍的投票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有可能使分配斗争政治化，扭曲市场并滋长低效率。许多自由主义者发现民主会篡夺或破坏市场。

保守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理解这一矛盾，但是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解决办法。德国历史学派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保守派中最前后一致的，特别是弗里德里西·李斯特（Friedrich List）、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他们不相信市场中原始的现金交易是对经济效率唯一的或最好的保证。他们的理想是，实现永久的父爱主义和专制主义，在最好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外壳保护下实现无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

一个著名的保守学派提出了“君主制福利国家”，用来保护社会福利、阶级调和、对王权的忠诚和生产率。在这种模式中，有效的生产体系不是来源于竞争，而是产生于纪律。一个指令性的国家会比混乱的市场更善于综合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长处。
(4)



保守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是针对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它是十足的民族主义和反对革命的，并扼制了民主的激情。它害怕社会均等化，宁愿保持等级和阶层。社会地位、级别和阶层是自然的和天定的；而阶级斗争却不是。如果允许人民大众参与，并允许消除权威和地位界限，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厌恶市场产生的权力分散，而且反对自由派所谓的市场能够保证平等的观点。正如道布（Dobb, 1946）所讲的，因为资本积累剥夺了人们的财产所有权，其最终影响将使阶层分化加深。由于这些激化了的矛盾，自由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自由和中立的理想来保护有产阶层。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阶层统治的基础。

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能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被议会制民主所消除？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当代福利国家所有辩论的核心问题。

自由主义者害怕民主会导致社会主义，因而他们并不热衷于发扬民主。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者怀疑议会制不过是一个空壳。或者如列宁所说，不过是一个“空谈之地”（叶索普（Jessop），1982）。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少内容都采用了这种思路，认为社会改革不过是资本主义秩序不断宣泄的一个渠道。从其定义看，它们不可能对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渴望作出反应。
(5)



在社会主义者以一种更为乐观的看法全心支持议会主义之前，他们需要对政治权利进行重要的扩展。理论上最为成熟的贡献来自于奥地利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德（Alder）、鲍尔（Bauer）、爱德华·海曼（Edward Heimann）。海曼（1929）认为，保守主义的改革可能完全是为了压制劳工动员。但是一旦实施，它们就变得矛盾重重：一旦工人享受到了社会权利，阶级平衡就基本上改变了，因为社会工资使工人对市场和雇主的依赖减少了，从而形成了潜在的力量源泉。对于海曼来说，社会政策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引入了一种外来因素。它如同可以穿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边界的特洛伊木马。这一思想立场在近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复兴（奥菲，1985；鲍尔斯和钦蒂斯（Bowles and Gintis）, 1986）。

如前面总结的，社会民主模式并不一定要放弃正统观念，即根本的平等，要求最终实现经济上的社会化。然而，历史经济很快证明，社会化是一个无法通过议会主义得到真正实现的目标。
(6)



社会民主要想以议会改革主义作为它追求平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战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工人以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有效地参与社会资源、医疗和教育；第二，社会政策不仅是解放，而且也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项前提条件（米尔达尔和米尔达尔（Myrdal and Myrdal），1936）。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福利政策的战略价值在于，它们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大军的进步。但是社会民主战略的妙处在于，社会政策也会导致权力的转移。通过消除贫困、失业和对工资的完全依赖，福利国家提高了政治能力，并消除了阻碍社会团结的社会分歧。

那么，社会民主模式孕育了当代福利国家辩论的一个主要设想：议会制度的阶级动员是实现平等、正义、自由和团结的社会主义理想的途径。

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前辈为近来的学术分析基础作出了界定。他们把阶层、国家、市场和民主这些关键变量划分开，并提出了关于公民权与阶层、效率与平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基本假设。当代的社会科学在两大科学阵地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第一，它把自己界定为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不愿做规范性的建议（罗宾斯（Robbins）, 1976）。第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历史变动性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把自己的努力视为一种取得普遍规律的体系。尽管当代政治经济学有时还对绝对真理的信仰抱着不放，但是当今支撑了几乎所有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揭示了变异性和渗透性的方法。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近来的多数学术研究把19世纪政治经济学所定义的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作为它们的关注点。可以理解，福利国家的扩张已经变成了验证政治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主要实例。

下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制度发展的比较研究进行综述。我的观点是，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被误导了，主要因为它们脱离了理论基础。因此，必须重新构造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以便充分地研究福利国家制度。这是本章最后一节论述的重点。

在解释福利国家制度方面，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强调结构与整个体系，另一种强调制度与行为者。

体系／结构方法

体系或结构主义理论追求的是抓住整体发展的逻辑。由体系产生“愿望”。因此，所发生的一切很容易被理解为社会及经济再生产在功能上的必然结果。由于它的注意力集中于体系运动的规则，这一方法倾向于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无论是工业化还是资本主义化，都过度地决定了文化或权力关系的差异。

这个理论的一种变体的起点是工业社会的理论，提出工业化使社会政策变得必要而又可能——必要是因为前工业化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如家庭、教会、贵族义务以及行会的凝聚力，被附属于现代化的力量所摧毁。这些力量包括社会流动性、城市化、个人主义以及市场依赖。问题的症结在于，市场并不能充分替代这些社会再生产模式，因为它只关照那些在市场中表现良好的人。因此，“福利功能”由民族-国家来专门负责。

现代官僚制度是一种理性的、普遍的和有效的组织形式，它的出现使福利国家成为可能。它是一种管理集体产品的手段，还是一个权力的中心，因此倾向于促进自身的增长。这种思路站在所谓的“工业化的逻辑”的角度。据此，福利国家作为现代工业经济而出现，摧毁传统的社会制度（弗洛拉和阿尔贝（Flora and Alber）, 1981；普赖尔（Pryor）, 1969）。但这个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政府社会政策只在传统社会被摧毁后50年甚至有时是100年之后才出现。这个基本的反应是在1883年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1962）中和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920）的研究中提出的——即要有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及其剩余才能允许稀缺资源从生产性用途（投资）转向福利（威伦斯基和勒比奥克斯（Wilensky and Lebeaux）, 1958）。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一观点是沿着老式自由主义的思路。社会再分配威胁到效率，只有达到某一经济水平，才有可能避免因其对经济的冲抵作用而造成负面结果（奥昆（Okun）, 1975）。

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这一观点非常类似。它放弃已经成为经典的前人强调以行动为中心的理论。它的分析起点是，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积累创造了促进社会改革的矛盾（奥康纳，1973）。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传统内，如其阐述“工业化的逻辑”的部分，福利国家制度几乎无法由政治人物来推进，无论他们是工会、社会主义政党、人道主义者还是得到启蒙的改革者。问题在于，国家的地位决定了它无论如何要服务于集体对资本的需要。因而，这个理论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假设之上：第一，权力是结构性的；第二，国家面对阶级的领导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普兰萨斯（Poulantzas），1973；布罗克（Block），1977；近期对这个文献的评价，参见泰伯恩（Therborn），1986a和斯考科波尔和阿曼塔（Skocpol and Amenta），1986）。

这种“资本主义逻辑”的视角引出了几个很难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普热沃尔斯基（Przeworski, 1980）谈到的，如果以物质至上为基础，就能确保工人阶级自愿地服从资本主义体制，那么很难解释为什么高达40％的国民产品必须用于营造合法的国家福利制度的各种活动。第二个问题是从“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推演出国家活动。东欧或许并不完全是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资本主义。然而，我们在这些国家也能发现“福利国家”的存在。也许无论如何累积，福利国家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或缺的？（斯考科波尔和阿曼塔，1986；贝尔（Bell），1978）

制 度 视 角

古典政治经济学者阐明了民主制度影响福利国家发展的原因。自由主义者担心完全的民主可能会妨碍市场的运作，并且导致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若要获得自由，必须要由市场来抵制政治的侵犯。在实践中，这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实现的。但正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促进了许多制度性的分析。以波拉尼（1944）为最佳代表，还有一些历史学派的反民主论者所推崇的制度论，主张任何试图将经济从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经济必须植根于社会之中才能生存。因此，波拉尼把社会政策视为社会经济不断整合的一个必要条件。

最近，制度调整理论（institutional alignment theory）中一个很有趣的分支提出，福利国家更容易在一个规模较小的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这类经济特别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冲击。正如岑施泰因（Katzenstein，1985）与卡梅伦（Cameron，1978）指出的，当一国的企业与劳动力都容易被外来力量所控制时，就很可能通过政府和利益的协调来约束阶级分配的冲突。

从J.S.穆勒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pueville）以来，民主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早已引起争论，但其论述有意忽略了所有的社会代理人或阶层。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论述是制度性的。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是，多数人支持通过社会分配来弥补市场的缺陷或市场的风险。如果工资收入者希望得到社会工资，则资本家（或农场主）也会倾向于要求以关税、垄断或补贴的形式得到保护。而民主是一个无法抗拒大多数人要求的制度。

这种民主理论在其现代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变体。其中一种指出了国家形成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全部的公民权利必须纳入社会权利（马歇尔，1950；本迪克斯（Bendix），1964；罗坎（Rokkan），1970）。第二种变体由多元论（pluralist）与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发展而来。它主张民主助长了政党围绕中间选民所进行的竞争，其结果会增加公共开支。例如，蒂夫特（Tufte，1978）认为，公共干预往往在竞选期间作为调动选民的手段而得到扩张。

从制度角度研究还面临许多实证问题（斯考科波尔和阿曼塔，1986）。这个观点认为，福利国家越发展，民主权利就越扩张。这一论点与一种历史悖论相矛盾：福利国家的产生早于民主制度的实现，而且是受到出于限制民主制度的动机所驱使。显然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统治下的法国，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以及冯·塔弗（von Taaffe）领导下的奥地利就是如此。相反，在较早实现民主的国家，福利制度多发展迟缓，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士。这个明显的矛盾能用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来解释：较早实现民主制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主，并由小资产所有者所支配。这些人利用他们的选举权来降低而不是提高税收（迪克（Dich），1973）。相比之下，专治政体在面对不情愿的民众时，在抬高税收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社会阶层作为政治动因

前文论及，阶级动员理论（class mobilisation）来源于社会民主政治经济学。它与结构主义和制度分析的不同在于，前者强调社会阶层是变化的主要动因，并主张阶级力量的平衡决定着分配结果。要强调主动的阶级动员，并不一定要否定结构性力量或权威的重要性（科皮，1983）。但在原则上，议会能够很有效地把动员起来的力量转化成所需的政治及改革。同样，议会政治能够凌驾于权威之上，而且可以用来服务于资本的敌对利益。更进一步，阶级动员理论假设福利国家不仅减轻了现行体系的病痛：一个“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本身就会为工资收入者形成重要的权力资源，并且强化工人运动。正如海曼（1929）原先主张的，社会权利逼退了资本主义权力的扩张。

为什么福利国家本身是一种权力资源，这个问题对采取哪种理论至关重要。答案是，在市场中的工资收入者从本质上是分散的，并分出不同层次——他们被迫相互竞争，没有保障，并依赖自身无法控制的决策和力量。这限制了他们集体团结与动员的能力。一个普遍性的福利国家所追求的社会权、收入保障、平等化和消除贫困等目标，是动员集体力量所需要的实力与团结的必要先决条件（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1985a）。

这个理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权力动员所需条件的确定。权力依赖于选民数量以及集体谈判所决定的资源。因此，权力动员依靠工会组织的层次、选票的份额以及左派或工党在议会与内阁所占有的席位。但是，一个动因的力量不能简单地由其所拥有的资源所决定：它还要取决于对立面所占有的资源、其动员的历史持久性以及权力联盟的模式。

阶级动员理论面临着若干有效的反对意见，其中三个是非常根本性的。第一是决策和权力的场所可能会从议会转到调解利益的新法团主义机构（neo-corporatist institution）（肖恩菲尔德（Shonfield），1965；施密特和莱姆布拉什（Schmitter and Lembruch），1979）。第二是工党影响福利国家发展的能力受到右翼政党权力结构的限制。卡斯尔斯（Castles，1978；1982）已经论述了，保守党派团结的程度比左派调动的力量更加重要。其他作者则强调了荷兰、意大利和德国等国的宗教性（通常是社会天主教）政党动员大批的工人阶级，并追求与其社会主义的竞争者所主张的并无多大差异的福利国家方案（施密特（Schmidt），1982；瓦伦斯基（Wilensky），1981）。阶级动员理论因其“瑞典中心主义”而受到批评，即它在权力动员过程的定义中过多地以瑞典这个相当独特的国家的经验为基础（沙莱夫（Shalev），1984）。

这些反对意见认为阶级动员理论的阶级形成假设中存在着基本的错误：我们不能假设社会主义是动员工资收入者的一个自然基础。的确，仍然没有充分的资料说明工人在什么条件下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历史上，工人动员的自然组织基础不但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行会，而且也存在于教会、种族或语言之中。指出现有的错误意识不能解释为什么荷兰、意大利或美国的工人在非社会主义的原则下仍然会动员起来。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瑞典工人阶级中占有主导地位与忏悔制度为什么对荷兰人如此重要一样难以捉摸。

第三点，也可能是最根本性的反对意见，是这个模型对权力所持的线性观点。这个理论认为选票、工会化或席位的增加会转化成更强的福利国家主义，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问题。首先，不论是对社会主义还是其他的政党，在实践中似乎非常不易跨越“百分之五十”这道取得议会多数的神奇门槛（普热沃尔斯基，1985）。其次，如果社会主义政党以传统方式代表工人阶级，则他们的主张明显不可能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占多数的例子很少；而且其角色正在被迅速地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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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望解决这种工人阶级少数派与线性关系的问题的办法是近来对巴灵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现代国家转变的、具有开拓性的阶级联盟理论（the class-coalition thesis）的应用（韦尔和斯考克普尔（Wier and Skocpol），1985；固尔艾维奇（Gourevitch），1986；艾斯平–安德森，1985a；艾斯平–安德森和弗里德兰（Esping-Andersen and Friedland），1982）。因此，凯恩斯对充分就业作出的承诺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伟大成就，都可追溯到工人运动与农民组织形成强有力的（但可变的）政治联盟的能力；也可以说，可持续性的社会民主也要依赖于新的工人阶级和白领阶层联盟的形成。

阶级联盟的研究方法还有其他的优点。如奥地利与瑞典两个国家在工人阶级动员这个变量上的得分相近，但却产生了非常不同的政策结果。这可以用这两个国家联盟形成的历史差异来解释：瑞典社会民主霸权得以突破是因为农民有能力形成著名的“红-绿”联盟；相比之下，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弱点在于其“据点”形象，农村阶层却实际上被保守联盟争取到了（艾斯平–安德森和科皮，1984）。

总之，我们必须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而不能只看到社会类型。一方面，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看到了趋同的福利国家以及阶级动员的范式，看到了大方向上的、但却是线性分布的差异。而互动模型，如联盟研究，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不同的福利国家体制。

什么是福利国家？

每一个理论范式多多少少都要对福利国家作出界定。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福利国家在什么时候，以及是否对工业主义的需要，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及其合法性作出功能性的反应？而我们又如何能识别出福利国家对需要所作的反应是否恰恰是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所需要的？除非我们对所要解释的现象有共同的认识，否则无法验证存在争议的论点。

综观所有的文献，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它们对福利国家本身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对福利国家的研究是由于对其他现象，如权力、工业化或资本主义矛盾的理论关注所带来的。一般来讲，福利国家从概念上并没有吸引到多少注意力。如果各个福利国家有所不同，其不同点何在？一个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真正地被称为福利国家？这把我们的注意又直接拉回到最早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福利国家？

教科书中通用的定义是，福利国家指国家承担保障其公民享有某些基本福利的责任。这样的定义没有回答社会政策究竟是否具有解放性，是否有助于体系的合法性，与市场过程相左还是有助于市场过程，所谓“基本”的实际含义，是否可以要求福利国家提供基本的或最低福利需求以外的内容等诸多问题。

第一代的比较研究通常始于这种概念化。它们不假思索地假定社会支出足以反映出国家对福利的承诺。而其理论意图也并不是真的要去获得对福利国家的充分了解，而是要验证政治经济学中存在争议的理论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不同国家在城市化、经济增长水平以及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等方面进行评分，自认为已经适当地考察了工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而另一方面，从权力角度来研究的理论则致力于比较各国左派政党的实力或工人阶级力量的动员。

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案例，所以很难对第一代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由于缺少可供比较的国家，可供同时检测的变量数从统计上就受到了限制。因此，当卡特赖特（Cutright，1965）或瓦伦斯基（1975）发现与人口和官僚体系相关的经济水平能够用来解释“富国”中福利国家的大多变异时，并没有将工人阶级动员或经济开放度的有关测度纳入其分析之中。因而，他们倾向于“工业化的逻辑”的结论值得怀疑。而且，当休伊特（Hewitt，1977）、斯蒂芬斯（Stephens，1979）、科皮（1983）、迈尔斯（Myles，1984a）与艾斯平–安德森（1985b）等人发现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工人阶级动员理论，或是施密特（1982，1983）发现支持新法团主义的证据，以及卡梅隆（1978）提出支持经济开放度的论点时，均未能针对其他看似合理的解释作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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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多数想解释福利国家，然而它们把重心放在支出上。这很可能产生误导。支出只是福利国家理论实质的附带现象而已。而且，线性评分的方式（权力、民主或支出水平的高低大小）与社会学理论中权力、民主或福利彼此联系而且具有结构性的观念是相矛盾的。利用支出水平来衡量福利国家的假定是，所有支出的重要性都是相同的。但是，有些福利国家，如奥地利，却把很大一部分钱花在享有优势的公务员的福利上。这就不是我们要考虑的对社会公民权与团结的承诺了。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在资力审查的社会救助方面花费不成比例。当代很少有分析家会同意，改良的贫困救济传统也可以视为福利国家的承诺。有些国家把大量的资金花在财政福利上，所采取的形式是为私人保险计划提供税收优待，主要的受益者是中产阶级，但这些税收支出在支出账户中却得不到显示。在英国，撒切尔执政时期，总社会支出有所增长，但几乎完全是高失业率所造成的。或许对某些计划的低支出倒更能显示出福利国家对充分就业的承诺比较认真。

泰伯恩（1983）认为我们必须先确立国家结构的概念。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用哪些标准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以及何时可以算做福利国家？回答这个问题有三个方式。泰伯恩建议从各国活动的历史转变开始。至少，在一个真正的福利国家，大部分日常活动必定是服务于所有家庭的福利需要。这个标准的影响深远。如果我们只是以支出与人员来测量国家的例行活动，则在1970年代以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称为福利国家。即使通常被称为福利国家的那些国家也无法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它们的大部分例行活动主要在国防、法律与秩序、行政等方面（泰伯恩，1983）。社会学家往往过于轻信一个国家对其已达到福利国家地位的自诩。而且他们的结论也下得太快，仿佛标准的社会方案一经引进，福利国家就诞生了。

第二个是概念方法，来自于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1958）对补缺式与制度式福利国家的经典分辨。在前一个模式中，国家只有在家庭或市场失败时才会承担责任；试图将承诺限于处于边缘且值得帮助的社会团体。而后一个模式则针对整个人口，是普遍性的，而且包含着制度化的福利承诺。原则上，它会将福利承诺扩大到所有对社会福利影响重大的分配领域。

蒂特马斯的方法孕育了比较福利国家研究中形形色色的新发展（迈尔斯，1984a；科皮，1980；艾斯平–安德森和科皮，1984，1986；艾斯平–安德森，1985b）。这个方法迫使研究者从支出的黑箱转向福利国家的内容：有针对性的与普遍性的方案的选择、享受条件、福利与服务的质量，以及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就业与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到国家对公民权的扩展中。这种福利国家分类的转变使得对福利国家简单的、线性排序很难持续下去。在概念上，我们已能清晰地比较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三个方法是从理论上选择出评判标准，再据以判断福利国家的类型。通过把实际的福利国家与某个抽象模式相比照，然后对各个方案或整个福利国家进行评分（达伊（Day），1978；迈尔斯，1984a）。但是，这是反历史的，而且不一定能够捕获历史人物在争取实现福利国家的过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与设计。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去验证包含行动者在内的因果理论的话，我们应该从在福利国家发展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所实际推崇的要求出发。很难想象，任何人只是为了争取获得支出而已。

福利国家的再界定

很少有人不同意T. H.马歇尔（T. H. Marshall，1950）的主张，即社会公民权构成了福利国家的核心理念。但是，必须对这个概念加以润饰。首先，它必须包含社会权利的赋予。如果社会权与财产权一样具有法律与执行的地位，如果它们是不可侵犯的，而且如果赋予社会权的基础是公民权而不是表现，那么, 它们将导致个人地位的去商品化并与市场相对立。但社会公民权的概念也包含了社会阶层化：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地位将会与其阶层地位相竞争，甚至取代后者。

福利国家不能仅从权利赋予的角度来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国家活动如何与市场和家庭在社会提供中的角色相结合。在对福利国家作出任何理论界定之前，有三个必须首先进行阐释的主要原则。

权利与去商品化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少有工人像真正的商品那样必须靠贩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只有当市场普及而且居主导地位之后，个人的福利才开始完全依赖现金交易关系。在剥离了劳动合同以外的其他确保社会再生产的制度安排之后，人们就被商品化了。此后，现代社会权的引进则暗示着纯粹商品地位的放松。当服务被视为一种权利，并且一个人不必依赖市场就能维持生活时，就出现了去商品化。

如果社会救助或保险不能把个人真正地从对市场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则未必能够形成明显的去商品化。资力审查的贫困救济可能会提供一个最终的安全网。但是，假若救济水平很低，并且会带来社会丑化问题，则这个救济体系无非是逼迫最为困窘的人投身于市场。这正是19世纪时多数国家济贫法的意图。与此相似，早期的多数社会保险方案也是有意地使劳动市场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欧格斯（Ogus），1979）。

无疑，去商品化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已经历很多争议。对劳动者而言，去商品化一直处于优先的地位。当工人完全地依赖市场时，难以动员他们团结行动。因为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反映出市场的不平等，“内”、“外”有别，所以工人运动难以形成。去商品化使工人强大起来，同时削弱了雇主的绝对权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雇主们一直反对去商品化。

在当代福利国家中，去商品化权利的发展有所不同。在以社会救助为主导的福利国家中，权利并不那么依附于工作表现，而是依附于所能显示出来的需要。然而，对需要的审查与微薄的救济，却抑制了去商品化的效果。因此，在以这个模式为主的国家中（主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市场实际得到了强化。因为除了那些市场中的失败者，所有的人都受到鼓励，与私人部门签订契约取得福利。

第二个主要的模式奉行强制性的国家社会保险，并有相当严格的享受条件。但这并不能自动保证实质性的去商品化，因为要由享受资格与福利规则的设计来决定。德国在社会保险方面是先行者，但近一个世纪的经验很难证明德国利用社会保险方案在去商品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福利金几乎完全依赖缴费，即依赖工作与就业。换言之，这不单是社会权存在与否的问题，也关系到相应的规则与前提条件。这些规则与条件决定了福利方案能真正替代市场依赖的程度。

第三个主要的福利模式是贝弗里奇式的（the Beveridge-type）的公民福利。初看，这似乎是最能实现去商品化的模式。它不计以前的收入、缴费情况或表现，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对所有人平等的福利。它可能确实更具有团结性，但不一定是去商品化的，因为这类方案很少能使福利金达到让领取者真心选择工作的标准。

在实践中，去商品化的福利国家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其最基本的定义必须包括公民在自认为必要的时候，能够自由地选择退出工作，而不会丧失工作、收入或一般的福利。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要求：例如，疾病保险保证个人的救济金等于正常收入，个人提供最少量的证据能够证明医疗伤害就有权利请假，而休假的时间长短由个人视需要认定。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人员、公务员与较高阶层的白领雇员通常可以享受这些条件。同样的思路也可用于养老金、产假、子女抚育假、教育假以及失业保险。

直到最近才有一些国家向着这个去商品化的水平迈进，在很多情况下还出现了明显的例外。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初，几乎所有国家的福利金水平都上升到近于正常工资的水平。但在有些国家，生病仍然必须提出医疗证明；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必须经过长达两周的等待期才能有资格申请；更有一些国家规定的享受期非常短。我们在第2章会看到，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最倾向于去商品化，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去商品化程度最低。

福利国家作为一个分层体系

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与T. H.马歇尔的富于开创性的作品中都强调了公民权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这种关系一向受到忽视。一般地讲，这个议题不是在假定中就被排除掉了（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福利国家为创造出更为平等的社会而生），就是从收入分配或教育能否促进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样很窄的概念入手。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应该是，社会政策究竟促进了什么样的分层体系。福利国家不只是一个干预，也可能是修正不平等结构的机制；其本身即是一个分层体系。它是一个安排社会关系的积极力量。

从比较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蕴含在福利国家内的不同分层体系。贫困救济的传统及其派生的当代资力审查式的社会救助显然是有分层的目的。通过惩罚与丑化接受救助者，促进了社会二元性，也因而成为工人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

由俾斯麦与冯·塔弗这样的保守改良者所提倡的社会保险模式显然也是一种阶级政治的形式。事实上，它试图同时取得两个分层的结果。第一是对不同阶层与地位的团体制定不同的方案，每个方案各由其明显独特的权利与特权来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适当定位，从而巩固工资收入者之间的分化。第二是将个人的忠诚直接与君主制度或中央政府权威结合在一起。这是俾斯麦在提倡由国家直接补充养老金福利时的动机。这种国家法团主义模式（state-corporatist model）主要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与法国得到推崇，促成了区分社会地位的十分复杂的保险基金。

这种法团主义传统中特别重要的是为公务员提供特权福利。这是鼓励对国家的忠诚，也是标明这一社会群体独特而优越的社会地位的手段。这种法团主义区分地位的模式主要源于旧有的行会传统。而像俾斯麦这样的新专制主义独裁者则视之为打击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的工具。

工人运动对法团主义模式的反对，和它们对济贫的反对一样，有明显的理由。然而最受工人拥护的其他方式，从把工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团结的阶级的角度看，问题一点儿也不少。工人所追求的第一个模式是自发组织的友谊性社团，或是类似的由工会或政党支持的兄弟般的福利计划。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工人对怀有敌意的国家所支持的改革表示明显的怀疑，同时也认为他们自己的组织不但是阶级动员的基地，也是团结、正义世界的萌芽；是微型的、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天堂。不过，这些微观社会主义社团往往成为问题成堆的划分阶层的据点，分化而不是团结了工人。会员资格一半限于工人阶级中最强大的层次，而那些最虚弱的、也最需要保护的人则最可能被排除在外。简言之，此种兄弟会式的模式阻碍了工人阶级动员的目标。

当社会主义政党发现需要组织政府，并实现它们长期追求的社会改革时，这种社会主义“据点方式”却成了额外的包袱。为了从政治上建立联盟以及促进更广泛的团结，他们的福利模式不得不修改成针对“人民”的福利。因此，社会主义者拥护了普遍主义的原则；借用了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它们的方案常常是按照民主的、单一费率、一般通过税收来提供资金的贝弗里奇模式而设计的。

作为资力审查式救助与法团主义社会保险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普遍主义体系提倡地位平等。所有的公民，无论其阶级或市场地位，都被赋予了相似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体系主要培养跨阶级的整合，即整个国家的整合。但是单一费率的普遍主义整合要求一种在历史上比较独特的阶级结构，即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小人物”。对他们而言，不高但是平均的福利水平或许就足够了。但当这种独特的阶级结构无法维持时，例如随着工人阶级财富的增长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单一费率的普遍主义无可逆转地加剧社会的分化，较为富有的人会转向私人保险与附加福利（fringe benefit），按照其所习惯的福利水平谋求对不高的平等福利的补充。当这个过程开始以后（例如在加拿大和英国），普遍主义所持有的美好平等精神，将会转变成类似社会救助国家的二元格局：穷人依赖国家，而其余的人则依赖市场。

事实上，不仅是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历史上所有的福利国家模式都已面临阶级结构变迁的困境，但因为对财富与中产阶级增加的反应有所不同，导致不同的社会分层。某种程度上，因为法团主义的保险传统能够比较容易地从技术上为现有的体系升级，分配更为充足的福利金，所以有能力来管理新的而且是更高的对福利国家的期望。1957年，德国阿德诺伊尔（Adenauer）的养老金改革是这方面的先锋。它号称要恢复已受侵蚀的地位差异，因为过去的保险体系已无力提供符合个人期望的福利。为此，它只将过去的累进缴费福利（contribution-graduated benefits）转变成累进收入福利（earnings-graduated benefits），而并没有变动地位区别的框架。

不论是实行社会救助还是实行普遍主义贝弗里奇体系的国家都要选择是否容许市场或国家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满足中产阶级的期望。在这种政治选择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一个以英国与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典型。它们将国家并不慷慨的普遍主义保存下来，同时允许市场向日益增长的社会阶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更高的福利。由于这些团体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二元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也出现在福利国家的各种转移支付之间：在这些国家中，成长最快的公共支出项目之一，是对所谓“私人”福利计划的税收补贴。其典型的政治效果是，中产阶级对普遍性越来越低的公共转移支付体系的支持下降。

另一个不同的模式则试图寻求普遍主义与市场之外的充分性相融合。有些国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通过国家指令或立法，在单一费率的平等主义保险方案之上，另外建立一个奢侈的第二层次，将新中产阶级纳入这一个普遍的、与收入挂钩的保险方案之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瑞典和挪威，保证福利金与预期相协调，重新引进了福利金的不平等，但有效地阻止了市场力量的进入。因此成功地维持了普遍主义，进而也维持了政治上的一致性。对这类福利国家模式所要求的高税收而言，广泛而一致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福利国家体制

当我们调查社会权与福利国家分层的国际变体时，会发现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制度安排的性质有所不同。我们发现，福利国家的各种变体并不是线性分布的，而是依体制类型而成簇分布的。

我们所发现的一个簇群是“自由的”福利国家，以资力审查式的救助、有限的普遍性转移或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为主导。福利主要是迎合低收入，通常是工人阶级、对国家有依赖的人的需要。在这个模式中，社会改革的进步严格地受限于传统的、自由的工作伦理标准：对福利的限制相当于选择福利而不工作的边际倾向。领取资格的规定因而是苛刻的，而且时常带来丑化的效果；福利通常是有限的。而国家消极地——通过保证最低水平——或者积极地——通过补贴私人福利方案来鼓励市场。

结果，这类体制将去商品化的效果降到最低，有效地控制社会权的范围，并建立了一个分层的秩序，把国家福利接受者之间的相对平等、多数人按市场区别对待的福利以及二者之间阶层政治的二元分割混合在一起。这种模式的原型有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

第二种体制类型簇群中的国家有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在这些国家中，法团国家主义的历史遗产得到升级，以迎合新的“后工业”阶级结构。在这些保守的并且“法团主义”色彩很浓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对市场效率与商品化的痴迷从未过分突出，而且对社会权的赋予也从来没有受到严肃的争议。主要的考虑是如何维护地位差异；因此，权利是附属于阶层和地位的。这种法团主义与国家结构相结合，随时准备取代市场而成为福利提供者；因此私人保险与职业附加福利是真正居于边缘地位的。另一方面，国家强调维持地位差异，意味着再分配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法团主义体制往往由教会来塑造，因而极度致力于维护传统的家庭关系。社会保险一般排除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而家庭福利则鼓励母道。托儿所与类似的家庭服务明显地得不到发展。“辅助性”原则强调了只有当家庭对其成员不再有服务能力时，国家才会进行干预。

第三种，也是规模最小的体制簇群，是将普遍主义原则与去商品化的社会权扩展到新中产阶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社会民主显然是社会改革背后的主导力量。我们或者可称之为“社会民主”体制类型。社会民主论者并不允许国家与市场之间以及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二元分化，是追求最高水平实现平等的福利国家，而不是其他制度所追求的在最低需要层次的平等。首先，这意味着服务与福利必须上升到满足新中产阶级最具差异性的品味的层次；其次，通过保证工人充分享受境遇较好的人所能享受的权利来实现平等。

这套程式可以转化成高度去商品化与普遍性方案的混合，但这些方案又是按照不同的预期而制定的。所以，体力劳动者也能享有与工薪白领职员或公务员同等的权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纳入到一个普遍的保险体系之中，而福利则根据设定的收入而累进。这一模式排挤了市场，并因此形成了基本上是支持福利国家的普遍团结。所有的人都受益；所有的人都是依赖者；而且所有的人都觉得有义务为其支付。

社会民主体制的解放性政策针对的是市场与传统家庭二者。与法团主义的辅助性模式不同的是，社会民主体制的原则不是等到家庭的救助能力消失之后，而是先行地将家庭关系的成本社会化。其理想不是使对家庭的依赖最大化，而是使个人独立的能力最大化。由此，这个模式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独特结合。其结果则是福利国家直接向儿童提供转移支付，也承担起照顾儿童、老人与无助者的直接责任。于是，它承担了十分沉重的社会服务负担，不仅仅是服务于家庭的需求，也允许妇女去选择工作而不是照顾家庭。

或许社会民主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融合了福利与工作。它一度真诚地承诺保证充分就业，而且完全依赖于这个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工作权与收入保护权的地位相同；另一方面，由于维持一个团结的、普遍性的与去商品化的福利体系需要巨大的成本，它必须使社会问题最小化并使税收最大化。显然，让大部分的人都工作，而让最少的人依赖社会转移，是维持这个制度的最好办法。

其他两种体制类型都不把充分就业当成是福利国家承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保守主义的传统下，不鼓励妇女参加工作；而在自由主义的理想中，对性别差异的关心并不如对市场的尊崇。

在以后的各章中，我们会介绍福利国家的簇群。必须承认，没有哪个国家纯粹地属于某一个簇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许主要是社会民主的，但它们并非完全不受某些重要的自由主义因素影响。自由主义体制的两种类型也不是纯粹的。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强制性的，而且不符合精算原则。至少就新政早期的形式而言，它的社会民主性与当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如出一辙。欧洲的保守主义体制则已经受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两者的刺激。在过去几十年中，它们已经变得不那么法团主义，也不那么权威主义了。

尽管缺乏纯粹性，如果我们界定福利国家的根本标准是社会权的性质、社会分层以及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世界显然由不同的体制簇群所组成。仅凭量的多少或好坏来比较各个福利国家，将会产生极大的误导。

福利国家体制的成因

如果福利国家分属于三种不同的体制类型，我们将面对一个复杂得多的工作：找出福利国家差异的成因。工业化、经济增长、资本主义或是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些体制类型？一个流于表面的回答是：很小。我们所研究的国家除了在工人阶级动员方面有所不同外，或多或少都有些类似。而且，在这三个簇群的国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非常强大的工人运动与政党。

如果要用一个福利国家发展理论来解释这些簇群的话，就必须仔细地重新考虑其因果关系的假设。必须放弃发现一个强有力的成因的希望；应该找出明显的互动效果。基于先前的论述，可以发现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阶级动员（特别是指工人阶级）的性质，阶层政治联盟的结构以及体制制度化的历史遗留。

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绝对没有一个无法抗拒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工人会自动而且自然地形成社会主义的阶层认同；也不能说他们的动员看起来特别像是瑞典式的。实际上，工人阶级集体特征的历史形成及其目标、意识形态与政治能力都会出现分歧。不论是在工会或政党发展上都会出现根本的差异。工会可能分成派别或追求比较普遍的目标；它们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它们可能强调意识形态或遵循公事公办的工会原则。无论是怎么样的，对其政治要求的表达、阶层亲和以及工党行动范围等都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显然，一个工人阶级动员的理论必须注意工会结构。

工会组织的结构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反映在工党的形成上，但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能期待具体的政党构成会产生某种福利国家的结果？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去认定，任何劳工或左翼政党会有能力单独地建构出福利国家。撇开宗教或其他分别不谈，只有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工党才有可能长时间地单独掌握议会多数席位，足以实施其意志。我们已经注意到传统的工人阶级难以构成选举的多数。随后的问题是，阶级动员理论必须超脱于主要的左翼政党。历史上，福利国家的建设依赖于政治联盟的形成。阶级联盟的结构比任何一个阶层的权力资源都更有决定意义。

不同阶级联盟的出现，部分地取决于阶层形成。在工业化的较早阶段，农村阶层通常是民选中最大的单一群体。如果社会民主派要成为政治上的多数，就不得不在农民阶层中寻找同盟。历史上的诸多情况是，农村阶层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以小规模资本密集型的家庭农场所主导的农村经济，比一个依赖大量廉价劳工的经济更有联盟的潜力。而且，在一个农民的政治表达能力很强并且组织有方的地方（如斯堪的纳维亚），通过政治谈判达成协议的能力也强得多。

因此，农民在联盟形成与福利国家发展中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在北欧诸国，以农业价格补贴来换取福利国家的充分就业，是达成广泛的红-绿联盟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况在挪威与瑞典尤为真实。这两个国家的农业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因而十分依赖国家的补贴。美国的新政也是基于类似的联盟（由民主党塑造的），但不同的是，以劳动力密集为主的南方各州阻止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并且进一步反对福利国家的发展。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农村经济则对红-绿联盟十分冷淡。例如在德国与意大利，农业的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因而工会与左翼政党常被视为一种威胁。此外，欧陆的保守势力已经成功地将农民吸纳到“反动的”联盟之中，有助于巩固劳工在政治上的孤立地位。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基本上是农村阶层政治的问题。因而，在这个阶段建立福利国家取决于哪个势力能够获得农民的支持。缺少红-绿联盟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有福利国家的改革。相反，它意味着政治力量主宰了福利国家的设计。英国则是这个一般规则的例外，因为其农村阶层的政治影响早在世纪之交就受到了侵蚀。所以英国的联盟逻辑在很早就面临了大部分国家后来才面临的困境，即不断增加的白领阶层构成了政治多数的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的巩固从根本上依赖于新中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对社会民主而言，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将工人阶级与白领阶层的需要融合在一起，而不会牺牲对团结的承诺。

由于新中产阶级从历史上就在市场中享有相对的特权地位。他们能够不依靠国家相当成功地满足其福利需要，公务员则享有优待的国家福利。他们的就业保障从传统上就已经达到了不用担心充分就业的水平。最终，任何激进的收入平等化方案都会遭到中产阶级的敌视。因此，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有可能放弃社会民主计划，并加强自由福利国家的原则。

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确实对福利国家的巩固具有决定意义。他们在三种福利国家体制中的作用在前面的阐释中已经一览无余。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几乎完全依赖于社会民主将新中产阶级纳入到新型福利国家中的能力：各种福利迎合中产阶级的品位与期望。即便如此，仍然要保留普遍的权利。实际上，通过扩展社会服务与公共就业，福利国家直接参与了中产阶级的塑造，因此有利于社会民主。

相比之下，正因为新中产阶级在从市场到国家的转换过程中没有得到关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完整地保留了补缺式的福利国家模式。从阶层的角度来看，其结果就是二元分化。福利国家基本上迎合工人阶级与穷人的需要。而私人保险与职业附加福利则适应中产阶级的需要。由于后者在选举中的重要性，福利国家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会受到抗拒。这是很符合逻辑的结果。

第三，即欧陆福利国家体制虽然也受到新中产阶级的影响，但方式不同。其原因是历史性的。受到保守政治势力发展的影响，这些体制使得中产阶级乐于保留按职业划分的社会保险方案以及忠于最终生成这些方案的政治势力，并使其制度化。1957年时阿德诺伊尔对养老金的大力改革显然是要恢复中产阶级的忠诚。

结　　论

我们在此提出了一种有别于简单的福利国家发展的阶级动员理论。提出这样一个理论是考虑到有必要从线性分析方法转到互动分析方法，并同时研究福利国家及其成因。假如我们要研究福利国家，必须从界定其社会角色的一系列标准开始。这一角色当然不仅仅指支出或征税；也不一定是实现平等。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较福利国家的框架，考虑到了历史人物为其联合与斗争的诸多原则。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福利国家所包含的原则时，发现了明显不同的体制簇群，而不仅限于围绕着某个共同变量的“多”或“少”的差异。

体制差异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力量是互动的。其中包括，第一，工人阶级政治形成的形态。第二，从农村经济转向中产阶级社会过程中的政治联盟构筑。关于政治联盟形成的问题是决定性的。第三，过去的改革对阶级偏好与政治行为的制度化也有决定性的贡献。在法团主义体制中，区分等级地位的社会保险加强了中产阶级对某一福利国家类型的支持。在自由主义体制中，中产阶级与市场制度性地结合在一起。而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命运则与建立一个使传统的工人阶级和新白领阶层均受益的中产阶级福利国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派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目标，一部分原因是其私人福利市场相对落后，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能够建立一个福利国家，提供足够奢侈的福利来满足更为差异性的公众需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成本极高。

但是一个试图解释福利国家增长的理论，应该也能理解福利国家削减或衰退的理由。一般认为，反对福利国家的活动、对税收的抗议以及削减都是由社会支出负担过重所引起的。看似矛盾的是，反对的意见也不错。在过去10年中，在福利支出最多的地方，一般地，反对福利国家的情绪也最弱，反之亦然。这是为什么呢？

福利国家反向运动的危机不只依赖于支出，也依赖于福利国家的阶层特征。中产阶级福利国家，不论是社会民主的（如斯堪的纳维亚）还是法团主义的（如德国），都有中产阶级的支持。相比之下，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自由主义的、补缺的福利国家则依赖一个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在政治上倾向补缺的社会阶层的支持。英国也愈发如此了。因此，这三类福利国家体制所植根的阶级联盟不但解释了福利国家过去的演化，也解释了其未来的前景。

 

————————————————————


(1)
  本章是根据先前发表于《加拿大社会学与人类学评论》（第26卷：第2期（1989年））的文章改写的，原文标题是“福利国家的三种政治经济学”。


(2)
  引用亚当·斯密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读过他的作品。仔细看他的作品会发现他还是比较谨慎，并且对资本主义的好处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表现出极度的热情。


(3)
  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 1996, II, 第236页）中，斯密对国家支持拥有财产而享受特权和保障的人的做法作出评论：“民权政府，只要它从制度上是保证财产安全，实际上就是从制度上保护富人不是穷人，或者保护拥有一些财产的人而不是根本没有财产的人。”


(4)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读者几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传统，因为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被翻译成英文。一个影响了公众辩论以及后来社会立法的文献是阿道夫·瓦格纳的《论社会问题》Rede Ueber Die Soziale Frage
 ，1872）。熊彼特（1954），特别是鲍尔（Bower, 1947）对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传统用英语作了综述。

天主教的传统中，教皇通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
 , 1891）和《四十年》（Quadrogesimo Anno
 ，1931）是两份根本性的文献。社会天主教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主张是形成一种社会组织，把紧密的家庭关系纳入到跨阶级的集团中。国家按照辅助原则提供救助。新近的探讨，见里彻尔（Richter, 1987）。

就像自由主义者一样，保守的政治经济学家在现在仍然得到响应，尽管这样的人比以前少了很多。德国奥特马尔·施潘（Ottmar Spann）提出了法西斯主义法团（Standische）国家的概念后出现了保守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辅助原则仍然指导着德国基督教民主政治的很多方面（里彻尔，1987）。


(5)
  这一分析的主要支持者是德国的“国家生成”（state derivation）学派（参见米勒和纽塞斯（Muller and Neususs），1973；奥菲（Offe），1972；奥康纳（O'Connor），1973；高夫（Gough），1979；以及普兰萨斯（Poulantzas），1973的作品）。斯考科波尔和阿曼塔对此作出了精辟的综述，这一方式决不是一维的。奥菲、奥康纳和高夫提出社会改革的功能还是对大众需求的妥协并可能自相矛盾。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者反对议会改革受理论的支配较少而受现实的支配较多。奥古斯特·贝贝尔（August Bebel）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领导人。他反对俾斯麦（Bismarck）的开拓性社会立法，不是因为他不喜欢社会保护，而是因为俾斯麦改革背后露骨的反社会主义和分裂主义动机。


(6)
  其实现来自两方面的经验：其一，以1920年代的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代表，发现了即使是工人阶级基础也没有对社会化表示多大的热情。实际上，瑞典社会主义者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为社会化准备方案。经过10年的探索，这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说，这项使命根本无法实施。其二，由挪威社会主义者和布朗姆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为代表，发现极端的建议很容易被资本家限制投资和资本输出的能力所破坏。


(7)
  仅对议会制度的阶级假设而言，这显然不是问题；但结构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说明新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说明无法表明新中产阶级构成一个新工人阶级，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个变形都会面临严重的（虽然并不相同的）问题。


(8)
  已有诸多作者对这一文献作了详尽的评论，例如，参见瓦伦斯基等（1985）。乌西塔洛（Uusitalo，1984）、沙莱夫（1983）与斯考科波尔和阿曼塔（1986）。


第2章　社会政策中的去商品化

现代社会政策的主要源泉是人类需要和劳动力都变成了商品。因此，福利依赖于我们与现金交易关系的联系。这并不是说社会政策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并不存在，只是它的特性和组织发生了转化。传统的社会福利所面对的世界只经历了很不完全的商品化。所以在中世纪，是家庭、教会或统治者而不是劳动合同，决定一个人的生存能力。

资本主义的繁荣伴随着“前商品化”社会保护的萎缩而来。当满足人类需要就意味着购买商品时，购买力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变得显著起来。然而，当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人在市场之外求得生存的权利就受到了威胁。这是社会政策中矛盾最多的一个问题。商品化问题是马克思在积累过程中对阶级发展进行分析时提出的中心问题：独立的生产者变成了无产的工资收入者。劳动力商品化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异化。

劳动的商品形式是现代哲学、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所关心的中心议题。古典自由资本主义者反对取代纯粹的现金交易关系，因为这样做会扰乱甚至威胁到神圣的供求平衡。他们及其当代的追随者都认为，最低社会工资不会消除贫困，却会使其长久存在。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总是模棱两可。他有时提出真正的人类福利仅在完全取消劳动工资后才会实现，而有时又认为社会调和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后一种观点不仅是改良主义社会民主派的创造，而且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他对《英国工厂法》的分析中也提到过。T. H.马歇尔（1950）的观点是，社会公民权基本上解决了商品化的问题，因此帮助削弱了阶级的显著性。最后，传统的保守主义干脆反对人的商品化原则，因为它会威胁到权威和社会整合；保守主义者害怕它会打击旧秩序的长久生存。

波拉尼（1944）在《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提出了自由资本主义试图使劳动力完全商品化的根本性矛盾。虽然体系本身只能通过劳动力商品化才能发展，这样做却会种下自我毁灭的种子：如果劳动力不过是一种商品，它就有可能有破坏作用。

波拉尼以英国为例指出，前工业化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收入保障体系禁止了劳动力向纯商品的转化。因为这一体系从实质上保证了社会工资，它缓解了无土地工人到新建的纺织城去工作的迫切性。因此，直到1834年新的《济贫法》取而代之以前，斯宾汉姆兰体系一直束缚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新的《济贫法》确实是为了促进工资就业而设计的积极的社会政策，而现金交易关系成了一个人生存的关键所在。福利，如果不是仅仅为了生存的话，取决于一个人愿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的愿望。我们可能觉得斯宾汉姆兰体系支持前商品化的原则，因为它依附于传统封建社会的保障。自由资本主义的《济贫法》初看起来是政府被动性的一个极端例子。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其背后隐藏着在福利分配中，为了建立市场统治地位所设计的非常积极的社会政策。没有可以依靠的财产，没有国家可以引导人类需要，市场对工人来说成了为求生存必须像商品一样行事的监狱。

需要和人的商品化可能会加强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机制。但是，它削弱了单个工人的地位。在市场中，自由的教条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存在：工人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效用，如不同的工作、雇主和休闲时间之间进行选择。但是马克思、波拉尼和后来的林德布卢姆（Lindblom，1977）认为，这是一种狱墙之内的自由，因而是虚伪的。这一观点很正确。工人们与其他的商品不一样，因为他们必须生存，并要对自我和他们必须生存的社会进行再生产。洗衣机可以囤积起来，直到价格合适再出售；但是劳动力是不能长时间积压而不寻求其他的生活手段的。

把工人商品化的政治必然会滋长其对立面。作为商品，人们容易受到他们所无法驾驭的力量的控制；即使很小的社会危机，如患病，以及宏观事件，如经济周期，就有可能使商品遭到破坏。如果工人真的像一件件的商品那样行动，按照商品的定义，他们应当竞争；竞争越激烈，价格越便宜。作为商品，工人处于离散状态，他们是可以替代的，很容易就可以辞退。因此，去商品化是一个有着多重根源的过程。正如，波拉尼所论证的，去商品化对于体系的生存是必要的。它还是对达到可容忍的个人福利和保障水平的前提条件。最后，没有去商品化，工人就无法进行集体行动；因此，它是工人运动发展所需的统一和团结的基本要素。

福利国家演化的可变性反映出对去商品化压力的不同反应。要了解这个概念，不应混淆去商品化和完全消除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这不是或有或无的问题。这个概念指的是个人或家庭在市场参与之外，仍能维持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的程度。从社会政策的历史来看，冲突往往围绕着可以容许的市场免疫度，例如社会权的强度、范围与性质。当工作与否近于自由选择而不是必需时，去商品化就可以达到去–无产阶级化（de-proletarianization）的水平了。

劳动力的商品地位是19世纪关于“社会问题”，或用德国最常用的术语“劳工问题”的论辩与冲突的核心。当然工人成为纯粹的商品不太可能实际存在。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最高潮时期，前资本主义所残余的社群主义（communalism）也还持续着，而新的保护机制也已经形成了。然而，为了分析的需要，将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当成一种理想类型还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更加清楚地识别出主要的差异。19世纪时，传统的保守主义通过维护前资本主义的准则，构成了对抗商品化的唯一主要力量，明显地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因而，我们应该从处理前商品化的遗留问题着手。

前商品化和保守主义的遗产

我们不应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就缺少商品形式。封建农业常会生产出经济作物，而中世纪的城镇也密切地参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维持庄园或专制经济所需要的税收又会刺激商品销售。只不过是当时劳动的商品形式仍没有得到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农民、奴隶、熟练工绝不是可以不分工作表现而享有很多福利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工作却要求获得生计所需。缺少商品形式是指大多数的人不必完全依赖工资收入来维持生存。住户常常保持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封建的奴役制度也假定某种程度的互惠以及领主的父权式协助；城市的生产者强制性地加入行会或兄弟会；极度贫困的人总可以求助于教堂。多数人能依靠盛行的规范与社群组织来维生，与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商品逻辑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济贫措施相比较，“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救助更慷慨、更友善。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性的观点认为，个人的商品化在道德上是堕落的，社会腐败、一盘散沙而且迷失了方向。个人之间并不要去竞争或斗争，而是将自我的利益附属于公认的权威与流行的制度。而在实践中，保守主义究竟是如何处理商品化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整理出几个模式：第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第二个是法团主义的；第三个是国家本位主义的。

封建的理想对商品地位充满了敌意；对人类幸福而言，市场无关紧要，而有偿劳动的重要性也只是边际性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清楚地阐释了这个逻辑：1970年代时，有一个典型的美国（纺织）公司决定在海地开始生产。它看中了当地极低的工资成本。在工厂建成时，工厂的所有管理人员，清一色的美国人，决定用略高的工资来吸引岛上最棒的工人。当然，在开幕那天，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来到这个工厂，希望提供服务。管理阶层不费吹灰之力就选定了其中最好的劳动力。但是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工厂就倒闭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美国式的管理无法应付封建式的福利安排。就是工人母亲的房子烧坏了，老板（在海地，工人叫他“爸爸”）也要负责修复；或者，当小孩需要医护或兄弟结婚时，也是“爸爸”的责任。显然，这些美国人错把海地人的市场工资当做实际工资了！而在那些劳动力实现了真正的商品化的地方，经理绝不会是“爸爸”。

我们不应认为海地的封建父权主义不过是遥远过去的遗产而已。保护人制度（patronage）与庇护主义（clentelism）就是这类现象的现代版，而且在驯服残酷的商品化世界方面极有影响。在美国，城市机器已成为一种机制，使少数民族的移民能将有偿工作与福利结合在一起；在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在战后的权力扩大，特别是在工作与残疾人抚恤金的分配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福利庇护主义（welfare-clientelism）。更贴切的例子是在欧洲与美国出现的、由雇主提供的职业附加福利方案。它们一般都是雇主自主决定，将福利奖给那些受宠爱的员工。在美国，“美国运通公司”（当时是家海运公司）率先实行了这类方案。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这种父权式的、庇护主义的奖励一直是私人公司的一个典型特征（威弗（Weaver），1982）。

法团主义团体是前资本主义与前商品化安排的第二个变体。它们出现在城镇的工匠与手工艺人之间，用以将整个阶层封闭起来，垄断加入权、会员资格、价格与生产。行会与兄弟会也融合了薪水与社会福利，如照顾残疾会员、寡妇和孤儿。他们的会员资格不是商品，也不在市场上出售，而是视其法人地位而定。重要的是，行会包括了师傅与熟练工，接受级别与等级的不同，但并不区分阶级。当行会废止时，它们常常转成互助团体。在德国，这些互助团体与随后的社会保险法案都保留了诸多的旧式封建精神。例如，某些团体保留了强制会员资格以及法人自治原则（纽曼和沙普特（Neumann and Schapter），1982）。

法团主义模式是对早期商品化的一种反应，而且是出现得最多的一种反应。它遍布在初级的工人阶级兄弟会之中。在封闭的条件下为其成员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与保护。不过，这类兄弟会主要针对地位优越的手工工匠。

但在欧洲大陆，法团主义模式主要受保守统治阶层的喜爱。他们把它当做一种在资本主义经济日渐明朗的过程中，对传统社会加以维护的方法；是将个人整合到一个有机实体之中的手段。这个实体免受市场个性化与竞争的影响，并消除了阶级反抗的逻辑。法团主义福利成为天主教会的教条，而且在教皇的两份谈论社会问题的重要教谕，《新事物》和《四十年》中，得到积极的宣扬（梅森纳（Messner），1964）。在《四十年》中，法团主义色彩尤其强烈，同时也与当时法西斯意识形态保持了一致的论调。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并不特别急于将劳动力培育成零散的商品，而是要重树道德赏罚的原则。因此，其社会政策积极主张赋予一系列的社会权利。尽管如此，这些权利取决于适当的忠诚与道德；它们被视为新法西斯党人的整体要素（里姆林格（Rimlinger），1987；基耶博（Guillebaud），1941；普罗伊瑟（Preusser），1982）。

虽然取决于道德、忠诚或习俗，在国家本位主义传统中，保守主义是否乐于赋予社会权仍是相当明显的。或许历史上最好的代表是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与冯·塔弗统治下的奥地利。与法团主义一样，其最终的动机是社会整合、维护权威并对抗社会主义。它还受同样强烈的反对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动机所驱使。从思想上，它受到了诸如古斯塔夫·施莫勒和阿道夫·瓦格纳这样的保守学者，以及天主教教诲，如克特乐（Ketteler）主教的言论所引导。在为统治者提供的福利中融合了“君主社会主义”（monarchical socialism）的原则以及父权式专制模式的义务。

国家本位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权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当俾斯麦与冯·塔弗率先使用现代社会保险时，他们事实上是追随了法国拿破仑三世。但俾斯麦想要更进一步，甚至考虑将就业权（也可以称之为就业义务）变成他更为宏大的以工为兵（Sodaten der Arbeit）理想的重要成分：即工人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士兵在军队中的角色一样（普雷勒尔（Preller），1949，1970；布里格斯（Briggs），1961）。1930年代，通过工作征召，纳粹真的开始实施俾斯麦将工人军事化的老观念。这个政策反对妇女就业，同时强迫性地要求工人加入罗伯特·莱（Robert Ley）的高度法团主义的“劳工阵线”（里姆林格，1987）。在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中，责任与权利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

我们对社会权的保守主义基础作这样长的叙述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正是现代社会政策的历史来源。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英国或欧洲大陆，第一个系统地、有目的地攻击劳动力商品化的总是保守的传统。其原因并不难看出。首先，这些保守势力相当正确地担心，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进步将会摧毁其权力与特权所植根的各种制度。劳动力作为商品将明显地撕毁封建与专制的劳动力控制体系。

其次，工人地位在商品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盛期也都存在着；它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并能获得相当大的合法性。行会或许已经取消了，但仍作为互惠的社团而生存下来；资本主义的公司（以及国家）在工作契约之外，也提供一系列的社会福利；而父权主义与企业家精神似乎并不特别矛盾。正如熊彼特（1970）雄辩地指出，资本主义秩序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受到早期存留下来的、保护性社会阶层的支配与组织。可以这么说，“前商品化”的社会政策是一个“支撑资本主义的拱架”（熊彼特，1970，p. 139）。它也是我们今天所认定的现代福利国家的一块基石。

自由主义对商品化困境的反应

在现实生活中，与自由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纯粹而未经稀释的劳动力商品可能从未存在过。事实上，它也并未出现在任何严肃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中。如亚当·斯密或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之类的理论大师均未倡导过国家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的政治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错觉。许多劳动力市场的确出现过纯粹商品的案例，如同德州曾发生过的街角劳工拍卖会。而较受尊重的理论则只是主张国家的作用应是绝对极小化的，只有在面临真正的人类危机时才能调用。

是斯迈利（Smiley）或马蒂诺（Martineau）等使自由资本主义普及的人，让纯粹的商品形式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从福利角度看，他们的主张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他们认为保障最低的社会标准会导致贫困与失业，而无法使之消灭——这一论点在近来的新自由主义中获得新生。其次，对他们而言，社会保障会导致道德败坏、奢侈、懒惰和酗酒。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的道德观显然有所不同。

自由主义的一般假设是，市场是解放性的，是自立与勤奋的最佳保护伞。只要不加以干预，市场的自律机制会确保所有想要工作的人能够就业，从而能够保证自身的福利。私人生活可能会受到不安定、危险与陷阱的搅扰；而原则上也可能出现贫困与无助的现象。但是，这不是体制的错，而只是个人缺乏远见且不能节俭的结果。

这种粗糙的自由主义“优良社会”模式有几个显而易见且众所周知的弱点。它假设所有的个人都能够真正参与市场活动，这当然是不对的。老弱盲残的人被迫依靠家庭，会限制家庭在市场上提供劳动力的能力。当工资仅够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时，就不太可能为将来的社会灾难进行储蓄。而且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抵御长期性的危机。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自由主义教条被迫求助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救助制度，如家庭、教会与社区。这样，就发生了自相矛盾，因为如果这些制度担负起社会责任，它们就无法按照市场规则运行。

自由主义承认公共产品的原则是社会干预的基础。如果没有灯塔，商船会搁浅。同样地，如果没有公共卫生设施，人口会灭绝。迫于环境压力，自由主义不得不接受社会权。正如英国人在布尔战争（the Boer War）中所发现的，如果没有大量的健康而且受过教育的士兵，帝国将难以维系。同样，陷于贫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效率要逊于德国等后发的工业国家。那么，自由主义如何与劳动力商品化的困境相妥协呢？

自由主义找到两个可以接受的答案。一个是将旧济贫法中的“较低享受资格”（less eligibility）原则加以修正，并转换成资力审查式社会救助的框架。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无条件社会权的扩张，并且将政府的救济限制在能够证明确实需要的人身上，并不致诱使工人选择福利来取代工作。某种意义上，资力审查式救助体系将非市场收入留给那些无法参与市场的人。蒂特马斯（1974）的补余或边际福利国家的概念，正是想要抓住自由主义的这种范式，即公共责任只有在市场失败时才介入：商品逻辑至高无上。

社会救助模式主要进入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政策中。这个世纪开始后很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些时候，它常常严格限制在适当的“商品化”（有时也是道德的）行为上。例如，在丹麦，那些未能偿还先前领取的国家贫困救助的人，将不能获得资力审查的救助年金。而在新西兰，社会救助拒绝向有“不道德”婚姻行为的人，如离婚的人，进行支付。

同样的思想也影响了第二个方式。即使是最纯粹的自由主义也从未拒绝过慈善或保险。但慈善或任何种类的保险都出于自愿的，并且保险是契约式的且符合精算原则。因为不存在免费的午餐，权利与救济金必须反映缴费状况。一旦自由主义逐渐接受了工会主义的原则，它也完全能将个人保险的想法扩展为集体谈判式的社会福利。事实上，后者启发了整个福利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强烈刺激了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自由主义（布兰代斯（Brandes），1976）。其思路是通过鼓励以公司为基础的福利方案来淡化国家社会保险的“社会主义”色彩。

自由主义所偏爱的显然是市场中由私人组织的保险。但如同欧格斯（Ogus，1979）谈到的，公共社会保险的理念与劳动力商品逻辑的调和，并不像纯粹论者的（purist）意识形态所认定的那样困难。社会保险与其私人部门的类似计划一样，把享受权与就业福利、工作表现、缴费情况相挂钩。因而，应会促进工作积极性与生产力。如果是建立在精算的基础上，它也会保留纯粹的福利交换关系。而且，如格雷布纳（Graebner，1980）所论述的，商业社会甚至认为老年养老金能促使劳动力市场更富弹性：有了养老金，雇主能够——让别人出钱——使自己更轻易地摆脱年龄较大的、缺乏效率的工人。即使是强制性社会保险的理念也能与自由主义教条相适应。如果某些团体被纳入社会保险之中，而其他的团体却没有，结果将产生不公平竞争。而正是在这个动机的驱使下，美国形成了普遍的强制性失业保险，而不受那些社会团结之类的理想所左右。一旦社会保险变得无法避免，自由主义倾向于采用普遍性的解决方式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总之，自由主义对社会保障的包容实际上比人们一般想象的更富有弹性。正是因为在某些条件下，它希望真正强化劳动力的商品地位，而不致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

去商品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学

社会主义，不论作为一个理论、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政治策略，其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的反应。对社会主义而言，劳动力商品化是异化过程与阶级的构成要素；在这个条件下，工人放弃对工作的控制权而换得工资；在这个条件下，他们对市场的依赖得到确立，也因而成为雇主控制的重要来源。此外，它是阶级分化的成因，也是集体团结的障碍。单从定义看，商品之间相互竞争，竞争越激烈，价格越便宜。因此，很自然，工人对去商品化的渴望成为工人运动政策的指导原则。不论是工人的福利或是运动的力量，都依赖于使个人摆脱金钱交易关系的奴役。

古典社会主义理论常被描述成是在提倡全面摧毁劳动力商品的逻辑。当然从最终目标来看是对的，但从实践分析来看却并非如此。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曾为《英国工厂法》喝彩，因为它有助于改善工人的软弱无力。而在《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最后一章则宣扬一系列增加工人资源并强化其在市场中地位的温和社会改革。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罗萨·卢森堡（Rosa Luxemburg）二人积极提倡社会工资。一般地，不论革命的或改革的理论都同意，在工资劳动之外，为争取社会收入权而抗争的做法是必要的并且是有益的。区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主要是战略问题。

去商品化政策的雏形与法团主义的保守传统血脉相承，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早期的工人运动主要是建立在有限的工匠联盟、互助会、有时是政党的基础上。当然，这些组织形式的一个弱点是福利水平有限，而且只能有限地顾及到工人阶级中最易受到伤害的成员。对工人团结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无组织的“贫民窟无产阶级”。他们是最需要赋权的劳工，但微观的社会主义福利团体却难以触及他们。因此，出现了关于是否支持资产阶级国家中社会权扩张的争论。

这个困境严重抑制了社会主义者的行动能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由保守派或自由派势力所控制，而社会主义除了反对他们认为是有害的社会绥靖措施，则没有多少选择。在进入20世纪相当一段时间后，这依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反应。但是，社会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在社会权问题上的分裂不一定那么深。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如瑞典的布兰亭（Branting）、德国的海曼（Heiman）和卡莱茨基（Kalecki），都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转而支持一个新兴的范式，即奥地利与德国社会民主派所推崇的“缓慢革命”。

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综合了保守的改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例如，两位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莱德勒和马沙克（Lederer and Marshack，1926）认为，对工人的保护推进了工人的事业，因为它无法避免地限制了雇主控制的范围。而当时最重要的一位理论家爱德华·海曼（1929）则认为社会政策具有双重作用：它很可能是支持与拯救资本主义体系的工具，但同时又是个外来事物，威胁削弱资本的法则。受到这类分析的影响，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来维护渐进主义的策略，并对抗革命共产主义提出的理想。后者相信，革命的根源埋藏在危机与崩溃之中，但改良主义者则认为危机孕育的人类苦难只会削弱社会主义的计划。因此，社会权范围的扩大与质量的逐渐提高，被视为更大范围斗争的先决条件，而不只是最后的胜利果实。通过这种战略性的结盟，社会主义终究将福利国家列为其长期计划的焦点。正是从这个角度，社会民主变成了福利国家主义的同义词。

若认为社会主义有一个去商品化的蓝图，那是绝对错误的。即使是最为著名的瑞典社会主义者也是在各种政策中摸索，其中许多政策目标立足于不健全的社会主义根基。有两个困扰的来源，一个与“能力-需求”关系的一种解释有关，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议题。如果社会改良是需求的函数，则社会主义者会很容易发现，他们主要在自由主义的资力审查模式中运作，而福利标准视贫困者的生活条件而定。澳大利亚与丹麦的许多案例显示，社会救助模式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受到工人运动的支持。或许社会主义者争取提高福利并使社会丑化达到最小，但他们仍认为救助型的方案是最平等的：帮助真正需要的人。

另一个困惑的来源与去商品化的服务对象有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党具有强烈的“工人主义”导向，视自己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保护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它自然会拥护具有阶级排他性的方案。但当社会主义者逐步拥抱“所有的小人物”时，他们在政治上被迫以普遍适用的方式来处理权力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政策普遍主义具有凝聚力的根源，我们在第3章会进行讨论。

几乎所有早期的社会主义社会政策都信奉基本的或最低的社会权：其思路是实行强有力的享受权，但维持低水平的福利，而且限定在人类需求的核心领域（如养老金、意外保险、失业与患者救济金）。财政限制当然起到一定作用，但所采取方式的简朴性也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反映——它们是从“工人主义”的角度、从提供不致使人落到基本线以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确实，直到1950与1960年代，虽然工党的社会方案都提供非常宽松的享受资格标准，但普遍设定了简朴的范围与质量。其目标是要打击贫困，而不是真的要将工人从对市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这样做需要对社会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包括两个基本变革：第一，权力的扩张超越狭窄的绝对需求；第二，救济金必须提高到国家正常的收入与平均生活水平。关于前者，特别重要的是引进各式各样的方案，允许雇员在从事工作之外的活动时，如生育、家庭责任、再教育、组织活动甚至是休闲等，也能获得工资。这样的方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去商品化。而关于后者，关键的问题是救济接受者的状况。即使在长时期内，其生活水平也不应有所下降。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范式中的去商品化，其要点是解放对市场的依赖。这是针对社会权的性质与安排而言的，而不针对其存在本身。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确定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方式。相对于保守模式，对家庭、道德或权威的依赖不能取代对市场的依赖；这种观念更近于个人独立。而相对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将权利最大化与制度化。在追求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范式的地方，原则上也应便于工人地位的去无产阶级化：即工人与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近特权阶层（如公务员）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中所享受的水平。

现实世界中的福利国家与去商品化

不论何时何地，不同社会政策在去商品化的潜能上的差异都可以通过实证来鉴别。这种潜能显然不能仅凭社会支出水平来概括，而是要求通过对实际福利方案的规则与标准进行分析。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充分利用去商品化的重要层面。

其中一个层面必须涉及人们获得福利机会的规则：享受资格的标准与对享受权的限制。如果按某个计划享受并不困难，如果不论过去的就业记录、表现、需求审定或金钱缴纳状况，均有权享受充分的生活水平，则此方案有较大的去商品化潜能。“进入”的另一面是 “退出”。如果一个方案提供福利金的期间有限，则显然其去商品化的能力也随时间的缩短而递减。

第二个层面与收入替代率有关，如果福利金水平明显低于正常所得或社会接受的适当生活水平，则可能的结果是促使领取者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我们因而必须将收入替代水平也考虑在内。

第三，享受权的范围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权，以抵御基本的社会风险：失业、残疾、病患与老年。一个最高级的例子是不论何种原因，都向公民支付社会工资。这一思路实质上保证了公民的工资所得，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荷兰所讨论的一样。美国的负所得税建议，虽然比较温和，但也相当接近这个想法了。

享受权的条件

社会权很难是无条件的。申请人至少必须满足某个条件，如生病、年老或失业，才能得到福利金。然而，除了呈报问题，条件通常与某种社会保障安排的种类相联系。

我们可以大致上区分三种安排，每一种对去商品化都有独特的影响。一种最常见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它们将享受权界定在可证实的而且是与不幸有关的需求上。由于其主要来源于济贫法，这种社会救助传统的特征是对资产或收入进行严格程度不等的审查。这些制度并没有适当地拓展公民权。这种传统的主要例子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早期的养老金方案、英国的补充福利金方案、美国的补充性保障收入以及整个澳大利亚的福利体系。每个国家都有某种资力审查式的社会救助或济贫安排。最关键的是在这类体制中资产/收入审查的限制性和福利金的慷慨程度。

第二种体系把享受权在工作表现的基础上进行扩大。这一变形植根于保险的传统。它主要由德国首先发展而来，然后传遍欧洲大陆。在这里，权利明显地以对劳动力市场的依附以及资金缴费为条件，而且通常是符合精算逻辑的；例如，个人通过合同拥有个人的享有权。这种体制提供去商品化机会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了精算原则：即一个人必须工作或缴费多久才能有资格享受，以前的工作表现与福利金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密。

第三种体系源自贝弗里奇的普遍公民权原则，而不计需要的程度或工作表现。取而代之，资格的确定是根据一国的公民或长期居民身份。这类项目均建立在单一费率福利原则之上。总体上，这种“人民福利”方式有很强的去商品化潜能，但也明显受到福利金慷慨程度的影响。人民福利体系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受推崇，已经成为社会政策中社会主义传统的长期原则。虽然从未得到实施，但它已经成为德国社会民主永久的理想。

一定程度上，这三种体系反映了蒂特马斯著名的补缺式、行业表现（industrial-achievement）及制度性福利国家的三种划分（蒂特马斯，1958）。在现实中，并没有一个国家是某个单一层面的纯粹代表。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或许是以社会救助体系为主，但也有其他的方案来作为补充。在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加拿大则混合了人民养老金与基于社会保险的养老金；而即使是澳大利亚，也正逐步接近人民福利养老金原则。欧洲大陆各国社会保险传统最强，在过去这些年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选择：在意大利是社会养老金；在法国是“团结基金”（the solidarity funds）。最后，几乎所有被人民福利方式所主宰的国家，均发展出收入与工作相关的方案，作为对单一费率普遍性方案的较低福利金水平的补充。简言之，现在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混合体系。

虽然从实证上区分福利国家在去商品化方面的能力差别是件很复杂的工作，但并非不可能。我们在此对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福利方案：养老金、患病与失业三种现金福利金进行去商品化的综合评分。这些分数根据一系列不同的变量来看一个普通人脱离市场的难易程度：第一，享受条件的限制性，如工作经验、缴费或资产调查；第二，内置的、打消积极性的因素的强度（如现金救济的等候时间）与享受资格的最长期限；第三，救济金接近预期正常收入水平的程度。去商品化的总分按社会保障方案所覆盖的相关人口比例来加权。这反映任何人都有权转移支付的可能性。一个方案可能会提供非常奢侈的救济金与宽松的条件，但如果只是针对很小的群体，则显然其去商品化的能力很有限。

表2.1是18个先进工业民主国家养老金的去商品化指数。我们用五个变量来构造养老金的指数：1）一个普通工人的最低养老金占他本人收入的百分比（净税后替代率）；2）一个人（净）标准年金替代率；3）有资格享受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数；4）全部养老金由个人支付的比例。以上四个变量的分数加总，再按5）超过规定年龄且实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的比例（即领取率）来加权。患病与失业救济金的计算过程几乎完全相同，有以下几点例外：我们只包括标准救济金（净）替代率，省略个人资金贡献部分，并包括受到救济的等候天数与救济金持续的周数等资料。对全部三个方案，我们都将救济金得分加倍，因为在任何人的工作/福利规划决策中，预期收入水平具有绝对的决定意义。



表2.1　老龄养老金、患者救济金和失业保险中去商品化的程度（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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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越高，去商品化的程度越高。评分程序见本章附录。


a
 不存在此项计划，因此分值为0。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为防止产生任何误解，这里必须阐明，我们想要测量的是一个方案的去商品化潜能，而不是其一般的性质。我们要掌握一位普通工人独立于市场的程度。因此，一个一般被认为是采用单一费率养老金体系的国家（如德国）有可能得分很低。事实上，在这个例子中，德国得分较低是因为它要求长期和大量的个人基金缴费，还因为它的养老金相对有限。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患病和失业方面的评分都非常低，因为它们只根据资力审查提供救济金。

表2.1中，三种方案的去商品化潜能有明显的不同。无一例外地，失业保险比较容易打消积极性。表2.1还指出发达福利国家的去商品化程度有实质性的差异。有些国家所有的方案评分都很低，而另一些国家在所有方面都有较强的去商品化。这样，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各国的福利体系含有一定的系统性特征。特别是北欧国家，均有去商品化倾向，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去商品化水平最低。这也正是我们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分类所预期的结果。

表2.2中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福利国家会集合成不同的簇群。在此，我们提出前面18个国家的去商品化总分。大致根据这些国家簇群与平均值的相对关系，区分出三类国家：盎格鲁–撒克逊的“新型”国家都汇聚在指数的底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居于顶部。在这两极中间的是欧陆国家，有些（特别是比利时和荷兰）更接近于北欧国家。



表2.2　以综合的去商品化为标准的福利国家排序（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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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程序见本章附录。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即使表2.2显示出有些案例处于边界地带，但国家群聚的现象相当突出。而且这些簇群的划分和我们在先前讨论中相同福利国家制度带有一定近似性的论点相一致。我们期望的是，那些在历史上由自由主义所主宰的国家去商品化程度很低，在第一个簇群中就能看到这样的特征。在“高度去商品化”的簇群中，我们看到的多属社会民主主导的福利国家，和我们预计的恰好相同。最后，欧陆国家由于受到强有力的天主教和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倾向于占据中间的地位——它们乐于大幅扩大市场之外的权利因素，但是与社会民主国家的例子相比，前者更强调社会控制。

我们如何解释不同福利国家去商品化能力之间的差异呢？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用经济发展或工人阶级力量动员所做的简单解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我们在第5章会进一步讨论，经济发展水平与去商品化是负相关的，而且没有解释力。

我们将会看到，左派权力的打消对去商品化会有相当强而且是正面的影响，大约可以解释40％的方差。然而，未解释的残差仍很大，需要深入分析才能全面理解福利国家的变体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将在第5章阐述。在此，我们仅提出，可以从政治力量变量与国家历史遗产的相互作用中找到解释。欧陆国家较高的去商品化得分，不仅是左派政治动员的产物，而且来自于长期以来的保守主义与天主教改良主义的传统。反过来，工人运动比较强的国家，如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去商品化的得分却相当低。我们可从其历史上由制度化自由主义所主宰的现象来寻求解释。

当我们考察不同国家早期如何汇集成群，尤其是在左翼或工党对社会政策立法产生影响之前，一个依据历史解释福利国家簇群的方法会更有收获。由此，我们能将“社会民主”的效果设为常量。在1930与1950年，去商品化较低的群体中包含了1980年该群体中的大多数国家：加拿大、美国、新西兰以及（1950年）澳大利亚。还包括了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长期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以及芬兰。战后芬兰的去商品化明显提高，可视为社会民主化的一个案例，而另外两个国家则不能这么看。1980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高度的去商品化在1950年以前是无从谈起的，是战后社会民主力量影响的又一例证。然而，最重要的是欧陆的“保守-天主教”或国家本位主义体制，如德国、奥地利与法国等，它们在1930年代，乃至1950年代和1980年代都一直获得中高水平的评分。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能够提出以下指导性假设，并在以下各章中进一步探讨：

1．具有较长保守主义和／或天主教改良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在较早时期有可能会开发出相当程度的去商品化社会政策。尽管如此，其福利国家以强大的社会控制机制来取代松懈的市场纽带，例如已经证实的强大就业关系或较强的家庭责任。1950年以后，我们在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可以找到的去商品化方面的卓越表现，或许归于社会民主工人运动的强大政治地位是最为恰当的了。

2．具有强大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根据政治权力的结构而出现两个分支。社会民主在政治上占优的国家，如丹麦、挪威、瑞典等，其自由模式已遭到破坏，并用高度的去商品化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体制来取代。另一方面，在工人未能重组国家政治经济并确定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则是持续低水平的或至多为中等水平的去商品化。一端的例子是英国，另一端是加拿大与美国。1950年，英国成为高度去商品化群体中的一员，证实了英国工党的突破：战后推行的贝弗里奇（Beveridge）普遍社会公民权模式，将英国置于国际去商品化得分最高的国家。到了1980年代，这个体系并非被取消了，而是未能取得进步；工党在战后的力量过于薄弱，而且时常中断，以致无法赶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美国与加拿大则是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纯粹”案例，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受到社会主义甚或保守改良主义等替代范式的任何挑战。

附录　去商品化指数的评分程序

养　老　金

老年养老金的去商品化程度通过累加的方式来测度，包括1）一个赚得平均工资的标准生产性工人的最低养老金。这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的替代率是当年养老金占普通工人收入的比率，养老金与收入都为税后净值。2）一个普通工人的标准养老金，计算方法同上。3）缴费期间，用满足标准养老金领取资格所需的缴费（或就业）年数来测度（反向计分）。4）养老金融资中个人负担的成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别对18个国家就这四个指标打分，以1代表低水平去商品化；2代表中等水平去商品化；3代表高水平去商品化。分类以距离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方法来进行，对个别离散程度过大的国家做出了调整。最后，按方案所覆盖的（相关）人口比例（养老金按领取率）来对得分加权。由于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基于资力审查，我们对其缴费期间的赋值为0，而对其所覆盖的人口按0.5加权。这个“反向”评分反映出从赋权的角度来看，资力审查的方案具有高度的条件性。考虑到替代率对人们在福利-工作之间进行选择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增加了这些变量的权重（乘以2）。

患病与失业现金救济金

在患病与失业方案中，我们按下列的指标测度去商品化：1）对一个标准工人生病或失业前26周所提供的救济金（净）替代率；2）规定的取得领取资格前的周数；3）救济金支付前所需的等待天数；4）救济金能够维持的周数。和养老金一样，我们根据标准差来评定1、2、3的分值，以得出概括性的去商品化指数。然后，按所覆盖的（相关）人口占劳动力的百分比进行加权。资力审查方案的处理与养老金相同。同养老金一样，替代率也乘以2。


第3章　作为一种分层体系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可以提供服务与收入保障，但也是、而且总是一种社会分层体系。福利国家是塑造阶级与社会秩序的关键制度。福利国家的组织特征帮助决定了社会团结、阶级分隔以及地位差异的表现。

虽然福利国家是分层的一种动因的说法已经得到了认同，但不幸的是，对它的认识常常是狭隘的和不明确的。福利国家的这个方面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均受到严重忽视。在理论层次上，有两种主要的看法：一种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很多相同之处。其典型的论点是，即使发达的福利国家也不过是在复制（甚至可能在孕育）现有的阶级社会（奥菲（Offe），1972；奥康纳（O'Connor），1973；穆勒和纽塞斯（Muller and Neussuss），1973）。因此，奥康纳认为福利政策提供了垄断资本主义所需的合法性与社会安定。皮文和克劳沃德（Piven and Cloward，1971）的研究中，政府向贫民提供救助的意愿，取决于其感受到的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而不那么取决于贫民的迫切需要。

第二种看法则是踏着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的足迹，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追随了其战前的先辈，如海曼（Heimann）。这个观点认为福利改革是阶级显著性下降的主要贡献因素（利普塞特（Lipset），1960；克罗斯兰（Crosland），1967；帕金（Parkin），1979）。此处的论点是，福利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联合了工人阶级，并使大众以民主化的方式参与国家；或者如帕金所述，它把阶级冲突转化为地位竞争。

实证方面的文献几乎都是着眼于收入再分配。问题当然不在于总体上的收入不平等是否已经下降——这是个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事实——而是福利国家的税收/支出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如克劳斯（Kraus，1981）所揭示的，解答这个问题的实证与方法论的问题即使不是没办法解决也是很困难的，而截面和序时性研究的发现均和猜测差不多。尽管如此，多数研究的结论大体相似。在进行截面研究时，我们发现不同国家福利制度的平等化能力上有着巨大差异。在有些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效果不足为道；相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则效果显著（索叶（Sawyer），1976；休伊特（Hewitt），1977；斯蒂芬斯（Stephens），1979；卡梅伦（Cameron），1987；奥希金斯（O'Higgins），1985；林根（Ringen），1987；林根和乌西塔洛（Ringen and Uusitalo），即将出版，1990）。

与权力和平等的理论相比，这些研究不太关心福利国家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没有解释为什么福利国家结构会产生这么不同的分配效果。正如卡梅伦的研究那样，福利国家在分析中往往被含糊地以社会支出水平所取代。奥希金斯与林根则是少见的两个将分配结果与福利国家规划的构成要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例子。

当对这个问题进行多年序时研究时，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论。几项研究都得出结论说，尽管福利国家增长迅速，但分配能力只是少许地增加了一些而已（索叶（Sawyer），1982；肯尼斯·汉森（Kenneth Hansen），1987）。发生这种转变的理由很直接：当福利国家规模扩大，其财政方面的要求迫使国家征收重税，就是收入不多的住户也不放过。结果，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净效果则主要取决于社会转移的结构性。一种似非而是的解释是，大规模的福利国家因而会丧失其税收的再分配能力。就转移而言，平均主义的动力会因中产阶级有可能不成比例地受益而受阻（勒·格兰德（Le Grand），1982）。在各国，对中产阶级的偏向的程度有可能不同，但我们目前缺乏可比的证据。我们在下文中将仔细探讨福利国家结构对平等的直接影响。

近期的不少比较研究开始以更为有效的方法来重新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总体收入分配上。“卢森堡收入研究”（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保存了世界上唯一真正有可比性的微观收入分配数据，已经写出了一系列关于各个福利国家降低或消除主要社会群体贫困能力的分析报告。赫德斯特伦和林根（Hedstrom and Ringen，1985）以及斯梅丁、托里和赖因（Smeeding，Torrey and Rein，1988）的研究发现了不同国家之间惊人地不同：处于贫困的老年人口百分比范围从英国的29％和美国的24％，下降到德国的11％，而瑞典不及1％。在有子女的家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异。因为老年人与有子女的家庭特别依赖转移性收入，所以这些研究能够直接确定不同福利体系对分层的影响。

第二种具有创新意义的不同于标准收入分配的方法是“生活水平”研究。这类研究至今仍局限在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研究中。这个观点指出，只凭收入不足以提供足够宽泛的基础来反映机会与不平等的结构。取而代之，将资源的概念扩大到包括健康、住房、工作生活、教育、社会与政治实力以及其他对人类再生产有关键作用的成分。全国性调查是测度人口的资源调用分配状况的。瑞典自1968年，然后是丹麦与挪威，在以后的年份里不断重复这样的研究，使之能够监测资源分配随时间的变化。瑞典和丹麦提供了评价福利国家分配效果最有意思的数据，因为他们多年来对同一批人进行了调查，并且研究了长期失业率的上升与经济滞胀。他们的发现是，尽管经济条件不断恶化（特别是丹麦），但是总体上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最为严重的资源匮乏已经减少，而且继续向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爱里克松和阿伯格（Erikson and Aaberg），1984；汉森（Hansen），1988）。因此有证据表明，至少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说，福利国家强有力地抵制了经济不平等的冲力。

无论如何，贫困与收入分配都只是福利国家分层的一个（虽然是很重要的）方面而已。即使生活水平的不平等下降了，但根本的阶级或身份的差别依然存在。在此，我们并不那么关心收入水平，而是关心社会公民权的构建在各国之间有什么不同。

那么，福利国家分层中的显著方面有哪些呢？除了其纯粹的收入分配角色之外，福利国家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塑造阶级与地位。教育体系是个很明显，而且得到很多研究的例子，其中不仅个人的流动机会受到影响，而且整个阶级结构都在其中孕育。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会讨论到，社会服务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对国家就业结构有决定意义。在这里，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福利国家传统的且仍占主要地位的活动——收入维持——对阶层化的影响。

贝弗里奇爵士与T. H. 马歇尔已向世人揭示了那种特别的，并且本质上带有种族优越感的假设——普遍主义是发达福利国家的标志。战后英国改革中所隐含的普遍主义为阶级重要性逐渐下降的理论提供了源泉。但是，不必跑到很远的地方就可找到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组织特征。在有些国家，覆盖面或许相当全面；但从养老金到患者救济金的体系却包括了按照无数种职业区分的方案，明显的是设计来承认与维持旧有的地位差别。在某些国家，关键的社会群体会被赋予特权地位——如公务员。但在其他国家，社会保险是用来促进个人主义与自立，而不是为了集体团结。另外在其他一些国家，社会方案主要是针对真正有需要的人，因而造成了贫民（依赖福利国家的人）与中产阶级（主要通过市场得到保障的人）之间的二元社会。

换言之，同样是大而全的福利国家，对社会结构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影响。一个国家可能会滋生等级与地位差异，另一个可能促成二元社会，而第三个则是普遍主义的。每一个例子都会产生其独特的社会团结网络，我们能够找出三种分层及团结的模式或思路，与我们从去商品化角度所看到的三种体制类型平行运行且相互接近。

保守主义社会政策中的分层

正如前面看到的，传统的保守主义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可以有多种不同模式。和社会权的情况相似，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综合社会平等化和阶级敌对的厌恶使传统社会得到整合。由于它倾向于严格的等级、法团主义或家庭主义，其贯穿的思想是，为了社会整合，传统的地位关系必须得到维持。

历史上，强调威权父权主义的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结构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源于封建庄园社会以及欧洲与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制，指导原则是等级、权威以及个人（或家庭）对父权或国家的直接服从。受到黑格尔（Hegel）国家理论的启迪，这些组织观念受到19世纪学者、社会改革者和政治家的热情推崇，尤其是在德国与奥地利等国（鲍尔（Bower），1947）。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的国家干预式经济（Staatswirtschaftlische Oekonmie）思想认为国家应直接指导和组织所有的经济活动。而俾斯麦（Bismarck）的工人士兵（Soldaten der Arbeit）观念则是套用军事上的概念，其思路是以连队为基础来组织工人（就像步兵），受经理（就像中尉）的直接指挥，并对国家（就像将军）负责（基勒堡德（Guillebaud），1941）。

当俾斯麦宣传他的第一个社会保险方案时，他必须两面作战：一面要对抗自由主义者，他们偏爱市场的解决方式；另一面要对抗保守主义者，他们支持行会模式或家庭主义。而俾斯麦则要的是国家本位主义的至高境界。坚持由国家直接提供资金与分配社会福利金，俾斯麦的目标是要将工人直接与君主制的父权主义权威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职业基金或是现金交易关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的计划大打折扣，俾斯麦的1891年养老金立法只保留了他想要的国家赠予的一小部分（里姆林格（Rimlinger），1971）。确实，后来的养老金体系以及大部分的威廉明妮（Wilhelmine）社会方案，都能被解释成一种国家本位主义，它对自由主义（精算主义）和保守的法团主义（强制性区分职业的方案（compulsory occupationally distinct schemes））作出了部分的让步。

国家本位主义的父权主义在社会政策的两个领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个是奥地利、德国与法国等国的传统，为公务员提供非常慷慨的福利。其目的是奖励或许是保证公务员适当的忠诚与服从。但也有证据表明，该体制有意利用社会政策动议来塑造阶级结构。科卡（Kocka，1981）指出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养老金政策如何创造出特殊的社会阶层、公务员阶层和私人部门工薪雇员阶层。奥地利也曾采取过类似的政策（奥特鲁巴（Otruba），1981）。结果是在国家公务员与其国民之间，在工人与较高的“社会层级”（estate）之间形成非常明显的地位屏障。我们在此能看到国家本位主义与法团主义的遗迹之间关系紧密。

父权主义的第二个主要遗产存在于社会救助的演化中。正如许多作者都认识到的，在贵族政治体制下，如迪斯雷里（Disraeli）时期的英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及埃斯楚普（Estrup）时期的丹麦等，贫困救济比在自由主义制度下显得人道和慷慨得多（布里格斯（Briggs），1961；里姆林格，1971；埃文斯（Evans），1987；维比·摩根森（Viby Morgensen），1973）。由于倾向于对收入保护提供基本保证，保守主义者受古训“位高责重”的影响而乐于施救。

在保守主义传统中，法团主义总是国家本位主义的一个主要替代。它源自庄园、行会、垄断以及公司法人传统，这些组织在中世纪城市经济中把社会与经济生活组织起来。虽然在18与19世纪行会逐渐消失了，但其立足的原则被纳入到法人结社主义（corporate associationalism）与互助主义（mutualism）的意识形态之中。法团主义，作为保守主义对由市场和工业所带来的社会分割和个性化的一种反应，而发展起来。它是涂尔干（Durkheim）分析如何对抗社会混乱的核心思想；它成为教皇及天主教社会政策的基石；甚至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

法团主义的整合性原则基于地位身份、义务的和排他性的会员资格、互助主义以及代表的垄断性等兄弟情谊之上。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后，法团主义一般围绕职业性结社而建立，试图维持传统上得到认同的地位差别，并以此形成社会与经济的组织关系。这样的法人实体，常常直接仿效旧式的行会，作为互助协会和友伴社团，在地位比较优越的工人之间建立起来，如管道工与木匠。在其他的例子中，法团主义社会福利随着国家的参与而建立起来，例如在矿工与海员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19世纪晚期，随着社会立法加速，法团主义也加速扩散。

不管是因国家认识到了某些地位特权的存在，还是因为有组织的团体拒绝成为更具有地位包容性的立法的一部分，构建无数区别地位的社会保险方案的传统确立起来了——这些方案各有各的规则、资金来源和福利结构；每一个都为了突出其主群的相对地位。因此，俾斯麦的工人养老金与矿工的年金不会混同，当然更不会与公务员或白领雇员的社会政策相混同（科卡（Kocka），1981）。在奥地利，官方承认公证人所享有的地位特权必须与其自身的养老金方案相一致，因而法团主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走得更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养老金立法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形形色色的工薪收入群体（“干部”）成功地在社会保障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意大利迷魂阵一样的养老金体系在国际上堪称法团主义的领头羊，有120多种以职业区分的养老金基金（福斯托（Fausto），1978）。

法团主义在大陆欧洲各国势力最为强大。原因并不难追寻。第一，这些国家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行会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相当近的时期。在社会保障的萌芽时期，方案开发的可行模式已经存在了。第二，也是由于第一点的部分影响，地位差异、等级以及特权的力量已经变得异常强大。第三，天主教教会成功地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改革的工具。19世纪末，教皇通谕《新事物》鼓吹国家本位主义与法团主义相结合；1931年的通谕《四十年》中，法团主义色彩甚至更加浓厚。

法团主义是天主教教会为全力保持传统家庭而作出的反应，它寻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行替代，它也相信有可能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组织起和谐的关系。法团主义很容易将自身融入到天主教的“辅助性”原则之中，其思路是只有当家庭能力无法提供彼此间的保护时，较高层和较大范围的社会集体力量才应介入。行会、兄弟会或互助会的集体团结性明显近似于家庭单位，也因此会比更为高远的中央政府，更能满足家庭的需求（梅森纳（Messner），1964；里彻尔（Richter），1987）。

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欧洲的法西斯统治下，法团主义变成一种近乎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为了取得更利于中央政治控制的大而全的阶级组织，而不是那么出于“辅助性”的考虑（基勒堡德（Guillebaud），1941；里姆林格，1987）。

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分层

自由主义的目标作为保守主义分层的对立面来理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舍弃庄园、行会、垄断和中央君主专制主义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发现了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机会以及健康的竞争性等条件。显然，强力的国家以及法团主义的胶合，对自由市场、志愿主义（voluntarism）以及创业精神都是一种束缚。

人们常常认为自由主义对积极国家的抗拒是对社会政策的消极态度。正如同波拉尼（1944）所展示的，这是个神话。通过限制救助或帮助消除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通过拒绝提供任何市场以外的方式，经典的自由国家试图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组织中赋予金钱交易关系以支配性的角色；自由主义教条的底线是，国家没有任何适当的理由来改变由市场所导致的分层。市场的分层是正义的，因为它们能够反映出努力、动机、熟练与自立。

在经典自由主义思想中，普遍主义与平等是重要的原则，如果能防止有组织的权力干涉市场自动的“出清机制”，则这两个原则必然能够实现。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小化社会政策乃与其理想是相匹配的。社会政策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分层所产生的结果：父权主义与精英主义；国家的依赖；贫穷的长久存在等。如果没有国家，没有垄断（如工人阶级工会联盟），也就不会有阶级，就是一个由自由行动的人组成的网络，也许自行其是，但在法律、契约与金钱交易关系面前人人平等。

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理想在实践中与其所促成的二元化与社会丑化相矛盾。虽然市场根据现金交易对其参与者进行分层时并未受到任何束缚，但自由主义国家却为市场上的失败者建立起惩罚性和丑化效果很强的贫困救济措施。迪斯雷里（Disraeli）的《西比而》（又称《预言》）一书可能至今仍是关于在英国自由主义如何帮助创造出一个社会两个国家的最好的教材。

即使自由主义迫于压力转为现代收入审查式社会救助后，贫民救济的社会羞辱仍然保留下来了。丹麦可用来很好地展示这一模式不经意就能造成二元社会。1891年所引进的老年救助方案只不过是贫困救济体系的更新而已。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改革转变成实质上的普遍公民养老金之后，由于其传统上对贫困与依赖的丑化，大量的中产阶级退休者放弃了领取养老金的权利。

然而，资力审查式的救济只是自由主义社会政策中的补余因素。而真正的核心是市场中的个人保险，带有自愿性和符合精算的合约。在这个框架中，“社会政策的结果”将会近似于市场结果：那些节俭的，有创业精神的以及自力更生的人会得到奖励。

但是历史现实为，个人生命保险模式表现不佳。与其他替代的市场解决途径和／或国家的作用相比较，个人生命保险未能担当起满足人们社会保障需求的角色。我们在第4章会更详细地讨论，私人福利市场只有在国家提供一定的协助时才有可能成长。因此，更务实的自由主义反应方式是混合市场的福利资本主义与公共部门的社会保险。在世纪之交（19世纪／20世纪。——译者）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时期，出现了最低程度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交融的原则。

自由主义的改革运动通常与英国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联系在一起，但整个西方世界都可找到对应的运动。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在英国，朗特里（Rowntree）与布斯（Booth）的研究揭示了在城市工人阶级中蔓延的贫困、疾病与困苦。布尔战争（Boer War）暴露出英国战士的状态极差（比尔（Beer），1966；埃文斯（Evans），1978；阿什弗德，1986，第62页）。一个更具一般意义的催化剂则是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人们了解到一个新型的资本主义已经拉开序幕，这是一种围绕着大型集团、组织、官僚体系、人力资本以及更加纷繁复杂的劳动分工而形成的经济制度——简言之，这是一种经济秩序，在其中进步、效率与利润已不能单靠压榨工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来获得。无怪乎一些主要的倡议均来自于“法人自由主义者”（corporate liberals）（温斯坦（Weinstein），1972）。新科学管理学派或自由主义改革者，如美国的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把对市场的坚定支持与坚信市场的出路要求更大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改革自由主义者由于认识到外部性问题、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以及出于帮助人们自立的政策，而愿意去支持更大范围的集体主义措施。改革自由主义并不准备打开一条逃离市场的路，只是采取行动以减少社会病患，并重新调整个人主义和社会通过集体形式来组织这个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者所钟爱的社会政策也反映出这个新的逻辑。通过大众教育与支持机会平等，可以帮助人们自立。职业附加福利或福利资本主义的思想，反映出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工资谈判的做法已经得到接受，也反映了人们希望必要的福利计划能够纳入到这个领域之中。只要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能基本保持自愿性并符合精算原则，不妨碍工作积极性与竞争，就渐渐成为一个可接受的政策。如欧格斯（1979）指出的，自由主义者经常吃惊地发现，社会保险之中竟然带有一系列的自由主义理想：如个人契约的原则、福利金水平与过去的表现挂钩、自力更生以及服从于市场等。国家确实可以作为另一类承保人。改革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权在市场中形成。

虽然这些都是受到推崇的理想，但在实践中，自由改革主义（liberal reformism）通常容许出现明显的变例。例如，1908年劳合·乔治引进了非缴费的，也因此不符合精算的养老金。如基尔·哈迪（Keir Hardy）与独立工党所示，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原则的倡议，可能是出于更为迫切的分裂低层与高层工人阶级阵营的动机。但福利水平仍被维持在最低限，以鼓励私人节俭（海伊（Hay），1975；佩林（Pelling），1961；基尔伯特（Gilbert），1966）。美国的社会保障法也出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由于严格坚持精算原则，法案很快具有明显的再分配功能，而且强制要求加入。但和英国的养老金一样，美国的社会保障并不是要排挤私人养老金市场与个人主义。因此，福利与缴费水平被定得相当低，而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服从于市场（德克（Derthick），1979；夸达格诺（Quadagno），1988）。

总而言之：在自由主义的核心，分层的理想显然是由市场培育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然而，在自由主义试图将这个概念应用于国家政策时，却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它热衷于需求审查方式，希望政府救助只针对真正的贫民。这个想法本身是符合逻辑的，但不曾想导致了社会丑化与二元化。而其替代方法，即私人保险与谈判相结合的职业福利和社会保险，从自立、正义、精算主义和自由选择等自由主义原理来看，也同样合乎逻辑，但这些解决方式也都会形成其特殊的阶级二元现象。经过谈判或契约形成的私人福利从逻辑上可以产生和市场一样的不平等，但私人福利注定主要出现在劳动力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层次；它必然不会去关注处于最危险境地的工人的福利需求。再来看看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险计划，如果坚持原则的话，也可以复制出市场的分层的面貌，但是它会促使那些较为幸运的人获得更多的私人保障。

那么，如果将这三种自由主义方式结合起来，结果可能是个人自身责任与二元化现象的奇怪组合：底部的群体主要依赖有丑化作用的救济；中间群体则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客户；最后是有特权的群体，他们能够从市场获得主要的福利。事实上，这或多或少是美国社会分层的形态，英国的福利体系也有些类似（艾斯平–安德森、赖因和雷恩沃特，1988）。

社会主义社会政策的分层

和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同，社会主义者的改革主义也总是追求着独特的分层结果。对工人运动而言，团结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主义者总是面临着如何建成一个可供长期集体动员发展的统一体的问题。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这个问题描绘成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这完全是个误导：社会主义者真正要对抗的是历史选择的多重性。他们自己的阶层就有力地代表了其中的一些选择。一方面，他们必须抗拒狭隘的地位团结所推崇的排他性法团主义，早先的工会组织与友伴社团中就充斥着这样的做法。而且他们必需攻击雇主与国家的父权主义，因为这样的父权主义会涣散工人的忠诚，并分裂工人阶级。最后，他们必须对抗市场的零散化和个性化的冲动。

多数早期的社会主义著作都表明，集体主义的一个严重障碍是持续失业造成的二元分化后果。如考茨基（1971）在1891年提出的“贫民窟无产阶级”就被普遍地视为一种主要威胁。他们堕落了、走投无路、没有组织也没有任何资源，易受反动煽动的影响，难以组织起来，有可能压低工资和破坏罢工。1867年第一国际的洛桑大会上，“贫民窟无产阶级”就是一个主要议题；当时，与会代表相信通过合作运动可以改善底层无产阶级的道德与经济条件。

第二个重要的障碍是早先保守派与自由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化社会分隔。旧的济贫法体系显然是最大的敌人，因为它强行割裂了无产阶级，而且救济金领取者一般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废止资力审查与较低享受资格的规定成为政治上的首要任务。同样，他们反对雇主支持的父权主义福利，因为它会产生法团主义与个别主义的后果；他们也攻击国家向工人提供保险的做法，因为那是社会怀柔主义的，有分裂性，还会将不平等制度化。

社会主义者当然看到了统治阶级改革主义中蕴藏着的危险，但常常受到巨大的压力去设计出真正的替代方式。其思想的一个萌芽源于早期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批判。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心认为社会怀柔式的改革可能推迟社会主义——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拿破仑三世、冯·塔弗以及俾斯麦都公开承认，他们的目的正在于此。但就是马克思也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在马克思对《英国工厂法》（1954～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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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章）的分析中总结道，资产阶级的改革不但是有意义的，也会提高工人的地位。而他在《共产党宣言》的结论中所呼吁的改革，与后来的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社会主义者必须设计出一种社会政策，既照顾到对社会救济的真正需要，又能帮助社会主义运动获得权力。而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围绕着对团结原则的争议。法团主义与兄弟会是一种流行的模式，尤其是在技术工人与手工艺工人之中。但如果以建立广泛的阶级联盟并提升“贫民窟无产阶级”为目标，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方式是将这个社会问题交由工会处理，通过集体谈判来达成妥协。但这种方式假定具有稳定而强大的谈判力和雇主的认同；它有可能重复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或主要偏袒劳动力中的贵族基层。再次重申，这个策略不太可能产生广泛的团结。即便如此，它仍然在两类社会中成为主要的方式。在澳大利亚，由于工会处于异常有利的谈判地位，这个方式占据了优势。在美国，由于缺少一个可靠的政治联盟，国家又不值得信赖，这个方式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常转向第三种替代方式，即微观的社会主义“聚居区战略”，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成为工人福利的提供者。这是条诱人的道路，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被限制在国家权力之外的地方，更是有吸引力。他显示出领导者能够对工人的迫切需求作出建设性的反应。一个微观社会主义天堂可以促进设立组织、会员增加和社会主义教育，并以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工人阶级需求具有吸引力的代言者。这些都是这个方式的诱人之处。微观社会主义是即将到来的美好社会的实例，并能更清楚地揭露出周围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情与残酷。

微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早期曾被热烈追逐过，并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个运动常常建立起有组织的王国，拥有休闲设施、国际象棋俱乐部、剧团、音乐、童子军组织（Boy Scout）、运动俱乐部，甚至包括了诸如住房协会与合作社等的生产性企业。

这种聚居区模式的问题在于其自身的目的，也就是通过会员调动来建立阶级团结与权力。因为其财源是工人自己，所以容易受长期经济危机与高成本的产业争端所累。而且，微视社会主义会孕育了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二元分化。在有特权的工人与地位不稳的群体之间也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分隔。如果以后社会主义者希望实现广泛的阶级统一并取得议会多数，他们必须采用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团结思想，一种有助于使实际上具有显著差异而且是分隔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普遍主义。

广受欢迎的普遍主义原则的出现与民主权利的扩张与确立并驾齐驱。在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处于先驱地位。佩尔·阿尔宾·汉松（Per Albin Hansson）对1920年代后期的“人民之家”福利国家大放溢美之词。实际上，在1880年代丹麦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养老金计划，以及本世纪前10年瑞典布兰亭（Branting）的社会政策中，这一趋势就已经明朗了（艾尔默Elmer，1960；拉斯姆森（Rasmussen），193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的奥特·鲍尔（Otto Bauer）通过覆盖面很广的福利政策来谋求工农联盟（鲍尔，1919）。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这样高度法团主义的体系中，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总是通过呼吁国民保险与统一性来争取普遍主义。

普遍主义与民主同时出现绝非偶然。议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改革前景，但也强迫社会主义者必须动员绝对多数的选民，然而几乎可以肯定，聚居区策略无法实现这一点。在工人阶级可能继续居于少数地位的地方，多数性的问题更为集中。

1898年，伯恩斯坦（Bernstein）在其经典的《进化论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伯恩斯坦，1961），以后几年里选民中的社会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可以接受少数派反对党的地位，或者可以进行更广泛的政治联盟。而后一种情况需要跨阶级的普遍主义政治。

启发鲍尔思想的是联盟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民之家”福利政策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农民阶级是广泛大众联盟的核心，而社会主义者在动员农业阶层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社会主义聚居区模式较弱的地方——如斯堪的纳维亚——其渗透到农村社会结构里的能力要强得多。而在社会主义集中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地方，如“红色柏林”（Red Berlin）与“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意识形态和言论更倾向于保留传统的革命性、工人主义的色彩，而向农村进发时，得不到什么有利的反应。

向人民普遍主义的转变并不只是出于获得最多选票的公用性目的。鉴于当下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主义者对团结的理解，这个转变应该还是符合逻辑的。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农村和城市的大量“小人物”为主。因为许多其他群体都是无法控制的外力的受害者，也面临着贫困与基本的社会风险，所以团结不一定仅限于工人。普遍主义成为指导性的原则，因为它能够降低地位、福利和公民责任的不平等，也因为它有助于建立政治联盟。

普遍主义偶尔还会与相竞争的工人运动的目标发生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工人运动发现自有资金和有控制的福利基金是资金和组织实力的重要来源。为了普遍团结而放弃它们的想法不一定总会获得支持。在德国，工会小心守护着对患者基金的控制。即使是在丹麦与瑞典的工人运动中，普遍主义的先锋们也不愿失去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控制。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其工人运动相当强大，但从未完全接受普遍主义的理想。在这些国家中，劳动力维持了传统上对有针对性的、收入审查式福利金的广泛的偏爱，因为这些福利的再分配效果比较显著。但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工会多年以来一直享有突出的谈判地位。因此如同卡斯尔斯（Castles，1986）所论述的，工人所要求的社会保障同样（即使不会更好的话）也能通过工资谈判而实现。

在社会结构开始经历现代化时，社会主义者对普遍主义的坚持也受到严峻的考验。在发达经济中，原来的“小人物”消失了，代之以新的白领薪金收入阶层与较富足的工人，他们很难满足于基本的单一费率福利。因此，除非社会保障能够跟进，否则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向私人市场方案的逃离，从而导致新的不平等。因此，为了保持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团结，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将社会福利调整到中产阶级的标准。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第一个为“中产阶级”标准的普遍主义铺路。其方法是将普遍的享受资格与高收入退出福利相结合，这样就把福利国家的救助与服务和中产阶级的期望搭配起来了。平均水平的工人，作为社会公民，向上移动了。福利国家则巩固了绝大多数人对它的支持。“中产阶级”普遍主义保护了福利国家不受倒退心理的冲击。

福利国家分层的比较层面

即使所有的福利国家都会参与社会分层的过程，它们的做法也各有不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的历史遗留在福利国家的早期建设中就已经制度化了，而且常常延续一个世纪以上。结果不同的体制以群而分，与我们在分析去商品化时所发现的分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为了分辨出这些福利国家的群体，我们必须先找到分层的显著方面。法团主义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对各种职业、地位区分方案的依赖程度得到最好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预期到在最高、最低水平的福利金之间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分辨国家本位主义的最简单方式是看公务员是否享有许多的特权。相比之下，我们可以从福利国家的补余性来分辨出自由主义原则，尤其是资力审查的相对显著程度；也可以从受保个人所负担的相对财务责任；从志愿的、私人部门福利的相对比重来看。而且，要理解社会主义理想，一个相关的测度显然应是普遍主义的程度。社会主义体制福利差异应该是最低的。

体制类型是否清晰界定，视某些体制特色在多大程度上只会出现在这一种类型中而定。举例说明，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保守型的体系（具有强大的法团主义和／或公务员特权）也会有自由主义的特点（如大规模的私人市场）或社会主义的特点（如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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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因为现实世界里的各个福利国家极可能是混合形态的，我们的任务是看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分不同体制类型的协方差。

在表3.1中我们列出各种体制特有的方案特征数据。如表中所示，代表保守主义
 分层原则的，首先是地位分隔的程度或法团主义，利用实行中的（主要）按职业区分的养老金方案数来测量；其次，表中也列出了“国家本位主义”的程度，用政府雇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测量。



表3.1　1980年18个福利国家的法团主义、国家本位主义、收入审查、市场影响、普遍主义和福利平等性















	 
	法团主义a

	国家本位主义b

	资力审查的贫困救助c
 
(3)

 （占总公共社会支出的％）
	私人养老金（占养老金总额的％）
	私人医疗支出（占总额的％）
	平均d
 普遍主义
	平均e
 福利平等性



	澳大利亚
	1
	0.7
	3.3
	30
	36
	33
	1.00



	奥地利
	7
	3.8
	2.8
	3
	36
	72
	0.52



	比利时
	5
	3.0
	4.5
	8
	13
	67
	0.79



	加拿大
	2
	0.2
	15.6
	38
	26
	93
	0.48



	丹麦
	2
	1.1
	1.0
	17
	15
	87
	0.99



	芬兰
	4
	2.5
	1.9
	3
	21
	88
	0.72



	法国
	10
	3.1
	11.2
	8
	28
	70
	0.55



	德国
	6
	2.2
	4.9
	11
	20
	72
	0.56



	爱尔兰
	1
	2.2
	5.9
	10
	6
	60
	0.77



	意大利
	12
	2.2
	9.3
	2
	12
	59
	0.52



	日本
	7
	0.9
	7.0
	23
	28
	63
	0.32



	荷兰
	3
	1.8
	6.9
	13
	22
	87
	0.57



	新西兰
	1
	0.8
	2.3
	4
	18
	33
	1.00



	挪威
	4
	0.9
	2.1
	8
	1
	95
	0.69



	瑞典
	2
	1.0
	1.1
	6
	7
	90
	0.82



	瑞士
	2
	1.0
	8.8
	20
	35
	96
	0.48



	英国
	2
	2.0
	-f

	12
	10
	76
	0.64



	美国
	2
	1.5
	18.2
	21
	57
	54
	0.22



	 
	 
	 
	 
	 
	 
	 
	 



	平均值
	4.1
	1.7
	5.9
	13
	22
	72
	0.65



	标准差
	3.2
	1.0
	5.1
	10
	14
	19
	0.22





a．按以职业区分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的个数来测度。只包括了主要的计划。

b．按给政府雇员的养老金占GDP的百分比计算。

c．按贫困救助支出扣除按正常收入审查计划所得的救济金估计（如斯堪的纳维亚住房津贴，德国失业救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老年、失业和患者救助）。还应记住这两种针对性的目标之间界限比较难以区分。我们这里的估计是基于一项对各国体系运行状况的评估。

d．患者、失业和养老金的平均水平（收入审查式救助计划，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失业和患者福利金的得分为0，因为它们都不提供福利金的全部公民权）。

e．对患者、失业和养老金的基本和最大社会福利之间的平均差（基于净税后福利金）。福利差异是有保障的社会福利对体系内可获最多合法福利金之比。

f．没有数据。

资料来源：G.艾斯平–安德森（1987b；表3）；美国政府印书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世界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1981）；国际劳工组织（ILO），《社会保障的成本》（The Cost of Social Security
 ，基本表格）（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81）；经合组织（OECD），《医疗测算，1960～1983》（Measuring Health Care
 , 1960～1983）（巴黎：经合组织，1985）。

 

表3.1中还展示了用来确认自由主义
 特征的三个变量：第一，资力审查福利的相对比重，用总公共社会支出所占的百分比（排除政府雇员福利金）来测度；第二，私人部门在养老金方面的重要性，用私人部门占总养老金支出的比重来测度；再有就是医疗卫生，用私人部门占总卫生支出的比重来测度。



表3.2　18个福利国家分层特征的双变量相关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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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表3.1中包括两个最明显的与社会主义
 制度相关的特征，即方案普遍主义的程度（用从16～64岁人口中有资格领取患者、失业和养老金救济金的人所占的平均百分比来测量）以及救济金结构的平等程度。就后者而言，我们的测量方法是上述三种方案的平均值，用基本福利金水平与合法所得最高救济金额之比来计算。我们显然期望社会主义取向的制度会强调福利平等，而保守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应该最大。

从保守主义的特征开始，我们发现在法团主义和国家本位主义国家均大体出现了双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而且，这两个特征的并存是相当明显的。有一群国家在这两方面得分都相当高：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芬兰也可以算在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早先按去商品化标准找出的具有保守主义传统的国家就是这同一群国家。



表3.3　根据保守、自由和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划分的福利国家群体（括号内为累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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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谈自由主义的特征，这个规律不太清晰。按贫困救助变量的聚集特征将各国分成三个群体，一群的分数非常高（加拿大、法国和美国），一群是中等水平，而还有一群的贫困救助真正是边缘性的（北欧各国）。相比之下，私人养老金变量清楚地鉴别出一个群体有很强的私人养老金，另一个群体则几乎没有私人养老金。和贫困救助一样，私人部门的卫生变量也聚集成三个群体，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些国家，如奥地利和德国，“私有化”程度很高，其私人福利组织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在这两个国家中，“私人”医疗卫生主要反映了教会影响的传统（诸如博爱组织（Caritas）），而不是不受约束的私人创业。但总体上看，有一个群体在我们的自由主义特征方面，有系统地获得高分：美国与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和瑞士，但不如美、加那么明显。

最后我们来考虑社会主义制度的测度。我们认为，普遍主义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统驭原则，而且与加拿大和瑞士等几个自由主义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个极端是社会权异常不发达的自由主义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大陆国家在此则落入中等水平，而它们在保守主义项下取得了高分。这样的结果并不惊奇，因为它们强调按职业划分的强制会员资格。这会导致大部分劳动力由保险所覆盖。福利差异测度在原则上应有助于明确区分“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强调平等，福利差异应较小；保守主义维护地位和等级的原则会导致显著的不平等。为正确解释这个变量，我们应暂时撇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因为它们的体系基于单一费率的社会救助，按定义的字面意义，所有福利都应该是平等的。否则，这个趋势就基本上和我们预期的一样：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国家是最平均主义的。然而，这个表不太能区分出法团主义体系（确实差异性很大）以及相对应的自由主义体系（也有很大差异）。

如表3.2所示，我们用零阶相关矩阵来尝试区分体制聚集的程度。显然，要证明一种制度的存在，用来辨别该制度的特征必须有很强的相关性；反之，应是负相关或不相关。而表3.2的相关关系正代表了我们所预期的制度聚集。保守主义的特征（法团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呈现正向相关（0.55），而他们与自由主义制度的特征（贫困救助、私有化）和社会主义的普遍主义变量，都呈负相关或不相关。它们与福利差异之间是正相关的，表明保守主义制度倾向于复制福利国家的不平等。

自由主义制度的聚集也同样明显。贫困救助与私人养老金和健康二者都强相关（r分别为0.49和0.60），而后两者间也呈正相关。较高的福利差异与自由主义制度变量有很强的关联。我们可以因此得出结论，在等级体系与市场依赖的制度中均会出现福利金水平的高度不平等。自由主义的特殊性相当明显，因为它的特征与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均呈负相关或不相关。

最后，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因为它的两个变量，普遍主义和平均主义福利都不密切相关。有些国家（如加拿大和瑞士）虽然在其他方面是非常自由主义的，却也接近普遍主义。而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如澳大利亚）的体系基本上是单一费率最低福利，其福利差异性很低。尽管如此，普遍主义特征确实自成一体，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制度变量均不同（不相关）。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未能发现平均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

如第2章所述，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发展成综合指数，以便更清晰、有效地找出重要的国家群聚。如前所述，我们根据每个变量分配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来加以（粗略）汇总。在表3.3中，我们提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累计汇总得分。和附录中的说明一样，分数越高，相应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程度就越高。我们在这个表中将各国分入高、中、低三个群体。

从表3.3中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国家确实存在群聚。保守主义综合指数得分高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比利时），在我们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指数中得分都较低，至多只能达到中等水平。相应地，具有较强自由主义特征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瑞士和美国）在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方面得分都只达到中低水平。最后，社会主义群体的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在其他两种制度群体的得分都比较低（或只有中等水平）。

换言之，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福利国家在塑造社会分层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我们已经找出分层的诸多特征，并与人们真实经历与预见的不平等、地位和阶级差异关系重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单凭平均主义的“强”、“弱”来比较福利国家是误导性的。取而代之，我们发现，在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包含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分层逻辑。由此，我们可以像谈论去商品化那样来谈论这些制度。

另外，我们可以开始看到去商品化和分层的群居效果十分相近。回想我们在第2章提出的证据，在斯堪的纳维亚受社会民主影响的福利国家中，高度去商品化和很强的普遍主义明显共同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低度去商品化与强烈个人主义自立也同样明显地共存。最后，欧陆国家在法团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方面紧密靠近，而去商品化程度却相当有限。

在第4章，我们会分析在养老金方面国家与市场的界限是如何出现的，这是最重要的福利国家方案。我们会据此来总结我们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分类。已经很清楚，公-私混合在塑造去商品化与分层方面都担当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希望更加充分地讨论社会政策，或更具体地讲，养老金在政治经济中的整体结构。

附录　分层指数的评分程序

如第2章，我们根据各国在各变量平均值与标准差周围的分布情况设计出许多指数。保守主义制度特征以法团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变量来描述；自由主义制度特征则是通过社会救助与私人医疗和养老金的相对重要性来描述；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则主要是以普遍主义的程度来测度。我们期望社会主义制度在最后的变量：福利差异，得分较低。

为了构造法团主义指数，拥有少于或等于两个分立的按职业划分的养老金方案的国家，得0分；拥有两到五个（包括五个）这类方案的国家，得2分；而拥有5个以上按职业划分方案的国家，则得4分。

国家本位主义变量反映给予公务员福利特权的程度，以公务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测量。当这个比例低于（或等于）1％时，我们为这个指数评0分；当这个比例介于1％和2.1％之间时，评2分；而当这个比例超过2.2％时，评4分。

社会救助相对重要性指数建立在资力审查福利金支出占总社会转移支付的百分比基础上。完整界定经典资力审查福利金和较为现代的由收入决定的转移支付二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决定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福利国家定为基本上是收入审查性的，因而这些国家的得分相当低。同样，我们排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住房补贴。换言之，这个变量的构造是要包括那些按传统贫困救助逻辑看，属于真正的资力审查的社会救助方案的支出。因此包括了美国“依赖儿童家庭救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日耳曼国家的社会救助（Sozialhilfe）、北欧国家的社会协助（socialhjaelp）等。英国则出现一个特殊问题，因为资力审查和收入审查的福利金，都被纳入“补充福利”（supplementary benefits）大项下。为了比较，我们决定（保守地）估计英国的比例等于1％。这个变量的构造依先前采用的逻辑：如果社会救助对于总转移性支付的支出比例低于3％，评0分；在3％至8％之间，评2分；超过8％，评4分。

私人养老金支出占总养老金支出的相对比例指数，按如下计算：如果比例低于10％，该国的得分为 0；如果比例在10％至15％之间，得分为2；如果比例超过16％，我们给该国的评分为4。

私人健康支出的相对比例小于10％的国家，我们给打0分；在10％至20％之间，我们给打2分；如果大于21％，该国会得4分。

普遍主义变量测量相关人口（16至65岁的劳动力）受到各种方案覆盖的百分比。低度普遍主义的定义是不到（或等于）60％的人口受到覆盖，评分则为0；而当覆盖率在61％至85％之间时，我们给2分；而当覆盖率超过86％时，我们给4分。请注意收入审查的方案，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失业与患者福利金计划，得分为0。这是因为这些类型的方案并不自动赋予普遍权利。

最后，福利水平差异变量的测量是基于一个正常标准的工人能够取得的标准福利，以及体系规定的最高福利水平。如果标准福利不到最高福利的55％，我们给该体系评0分（反映出差距很大）；如果在55％至80％之间，体系得分为2；而如果超过80％，体系得分为4。

 

————————————————————


(1)
  原文如此。怀疑此处有误。1802年6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工厂法。——译者


(2)
  从上下文理解，这里似应为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原文如此。——译者


(3)
  原文中缺少c项，这里为译者所加。——译者


第4章　养老金体制形成中的国家与市场

导　　论

无论国家还是市场都不会注定地提供福利，但几乎每一本社会政策教科书都试图说服你它们会。社会学家一般将福利分配与政府社会政策等同起来。自由主义思想与当代经济学理论则要我们相信，国家是人为创造的，而市场如果不受任何妨碍，应是唯一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各种福利需要的制度。对汽车而言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但对社会保障而言则肯定不对。

我们发现，所有的发达国家私人与公共福利提供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混合。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会看到福利国家最重要的结构特征。本章将利用养老金来探讨这一关系。养老金是到目前为止总的社会转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会发现国家创造了市场，市场也创造了国家。至少对养老金而言，它需要运用国家权力来建立与培养一个适于生存的私人市场。反过来，国家在提供养老金方面的角色又会因市场的特性与限制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国家与市场，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政治权力与金钱交易之间，不断互动，从而生成某种特殊的社会提供的混合体，能够进一步界定福利国家体制。

如果分析养老金显得有些狭窄与平淡的话，那么记住两种情况：第一，在许多当代国家中，养老金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第二，养老金是连接工作与休闲、工资收入与再分配、个人主义与团结、金钱交易与社会权的核心纽带。因而，养老金有助于阐明一系列长期以来相互冲突的资本主义原理。

国家与市场关系中的福利国家体制

如同第1章和第2章中所讨论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概念指的是社会制度安排、规则与对指导和塑造反复发生的社会政策决定、制度开发、问题界定甚至公民与福利消费者的反映和需求结构的理解。政策体制的存在反映出短期政策、改革、辩论和决策都在各国不同性质的历史制度化框架中进行。附着在社会公民权之上的权利与要求之间的界限，就是这种制度参数的一个例子。它们在历史上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权利的人类需要范围，是在识别福利国家体制时的核心的界定问题。在蒂特马斯的方案中，“制度性”的福利国家，与“边际主义”相比，并不认可注定的社会权界限（蒂特马斯，1974；科皮，1980）。

相应地，在识别福利国家体制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将大致是公共提供的社会权和个人的主动贡献相结合。换言之，能够从公共与私人各自负担那些基本人类需要的角度来比较不同的体制。

公共与私人社会保障之间的划分，提供了福利国家体制的去商品化、社会权和分层关系的结构背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必须对私人福利进行分析以便能够识别福利国家；而且如同我们将要发现的，反过来看也是一样正确。但除了进行分类的关系，因为国际提供与私人提供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福利国家增长理论的任何严肃测定，都必不可少地要分析私人提供的角色（赖因（Rein）和雷恩沃特（Rainwater），1986）。

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社会提供的公私混合

任何对公私混合的研究都会遇到可怕的障碍。一个是缺乏可信赖的数据，特别是追溯以前的经历时；另一个是难以准确界定公私的归属。

定义的问题必须在我们探讨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区分体系的第一个原则必须和法律的存在有关，因为这是在各种契约安排之中区分社会权的唯一有意义的方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养老金都纳入“公共”名下，a）如果它们由国家来直接立法与管理；或者b）存在清楚明确的政府指令，要求私人部门提供某种形式的养老金。因此，我们把芬兰、英国和荷兰的二级行业养老金都视为公共养老金；但瑞士（直至1982年）一直都缺少明确的政府指令，其劳动市场养老金就应归入私人养老金。相同的论点也适用于荷兰的“公司养老金”。法国是唯一不够明显的例子：官方的命令确实存在，但却没有正式立法。因为法国养老金的做法实际上和那些真正立法实行的案例别无二致，所以我们将法国职业养老金选定为“公共的”。政府命令出现的那一年，定为从私人转向公共的转折点。

第二个必须区分出来的类别是政府公务员养老金。这些反映出政府作为雇主的角色，因而本质上是职业养老金；虽然是由政府预算出资支付，但它们与法定的社会权关系不大，而和特殊地位划分很有关系。它们是国家本位主义与法团主义特权的遗产。

除此以外还有两种“纯粹的”私人养老金：职业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年金。因为它们所遵循的逻辑不同，所以有必要将这两种私人养老金分开。严格地讲，很难认定职业性方案纯粹是遵循市场的。因为它们时常反映出雇主的家长作风（如传统的赏赐型养老金）；它们有时是集体保险的结果（如团体方案），从这个角度，它们是私人部门中相当于法团主义社会保险的部分；而且它们也常是劳动力市场集体谈判的结果，因而构成一种延迟支付工资的形式。现在，第一种已相当少（除了在日本），我们可以因此将私人职业养老金主要视为一种团体保险或工会主义的形式。最后，个人保险类，如人寿保险方案，则反映出个人在竞争性签约框架内自立的传统。

前文中已经谈到，一般意义上，私人计划的统计资料很少，而且统计口径不同，所以实证问题很难处理。通常，人寿保险计划、指令性职业计划以及有基金支持的或信托式的劳动力市场养老金，都有可靠的信息。而主要的缺陷在于无基金支持的“赏赐型”养老金。对某些国家，尤其是日本，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低估私人提供的范围。而且，历史数据几乎不可能收集到。这也限制了我们对现在的考察。奥地利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可用的信息很少，但一般都认为这两个国家的私人计划确实很少；因此我们在给样本打分时，为它们的评分最低（对意大利的估算因为有1970年已知的私人养老金支出数据，而变得比较方便）。

在下面的实证概述中，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的指数：第一是各种方案类型的总支出；第二则是老年住户的收入来源。对于前者，我们宁愿采用支出数据而不是覆盖面和财务数据。因为覆盖面和财务数据反映的是现状：在长期资金累计的情况下，财务数据有可能反映出未来的局面。覆盖面数据的问题在于，覆盖面大并不必然表示私人养老金的作用也大；例如在瑞典，有一个近乎普遍的私人职业养老金，但所支付的金额却并不重要。

在老年住户的收入来源方面，我们有一些国家的调查资料，使我们能够估计公共及私人养老金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工作收入与个人储蓄的相对重要性，特别是在老年住户的总收入中来看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这为我们验证工作持续的重要性提供了可能性，并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以支出为基础的数据与以收入来源为基础的数据，来考察数据的可靠性。在本章的附录中，我们将会更仔细地说明养老金支出的定义与数据来源。

国家与市场的养老金提供

我们有可能追溯某些国家自1950年代以来的职业养老金方案的支出变动情况。表4.1显示了12个国家在1950至1980年间，职业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的估计值。这个表揭示了两个重要现象。我们在下文中会深入探讨。首先，它显示直到最近为止，私人职业养老金（有存款准备金的）的作用并不重要。在1950年时，私人养老金（以及公共养老金）只占用了少量的国家资源。其次，这个表反映出各国的不同趋势。有些国家的私人养老金已经增长了很多，尤其是澳大利亚、瑞士与美国。丹麦、加拿大和荷兰也有明显的增长。但芬兰、瑞典和英国的发展则是反向的。当然是因政府的立法或命令限制了私人部门。在表4.2中，我们更仔细地检验了1980年前后养老金支出的细节，从中发现各国私人养老金有两种不同的分配模式。



表4.1　对私人职业养老金范围的估算

（1950年以后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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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艾斯平–安德森，1988，《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中的国家与市场》，欧洲大学学院工作论文（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佛罗伦萨，意大利。



表4.2　1980年公共及私人部门养老金计划支出及个人人寿

保险年金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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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本上不存在的体系。

b．“个人基金”的支出数据没有。已经按贡献率作出估计。

c．1981年数据。

d．1977年数据。

e．1979年数据。劳动力市场中的养老金是在签订合同时分配到私人部门，公共雇员福利金除外。

资料来源：G. 艾斯平–安德森，《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中的国家与市场》。

这个表显示了18个国家中，社会保障、政府雇员、私人职业养老金与个人养老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相对比重。所有四个类别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都相当明显。社会保障养老金从日本的刚刚超过2％到最高的瑞典近10％。政府雇员养老金的范围则从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不到1％到最高的奥地利近4％。私人职业方案在奥地利与意大利不很重要，但在瑞士与美国的比重则非常大。个人养老金（可能也包括某些团体方案）在加拿大、丹麦和德国起重要作用，但在芬兰、意大利和英国则相当边缘。

如果我们给出这四个类别各自占总养老金支出（含私人与公共）的比例，就能得出一个较清晰的、可以相互参照的养老金状况，如表4.3所示。请注意，我们将奥地利与意大利的职业养老金支出设为国内生产总值的0.1％。



表4.3　1980年公–私养老金的混合

（占养老金总支出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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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 艾斯平–安德森，《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中的国家与市场》。

表4.3显示出各国有明显的类聚倾向。整体上，社会保障水平低的国家，其私人部门所占的比例也较大，但这几乎是自我重复。在公共雇员养老金受重视的程度上，各国间两种分配模式的分歧着实令人惊讶。一个群体的公共雇员养老金规模相当庞大：如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和日本。这个群体当然是我们先前提出的带有很强的国家本位主义和法团主义特征的国家。相比之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式福利国家中的公务员养老金支出则较低（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新西兰、挪威、瑞典和瑞士）。而能够区分这两者的，主要是社会保障与私人部门的相对地位。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有限的社会保障加上强大的私人投入。而挪威和瑞典（可能也包括丹麦）则相反。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列出如下的“养老金体系”：

1．法团主义以由国家主导的保险体系为主。在这个体系中，地位是养老金结构的重要要素。一般而言，私人市场在这个体系中是处于边缘地位的，而社会保障则倾向于根据职业差别高度分隔。公务员享有明显的特权：如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还可以包括芬兰。

2．补余式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为主导，取代了社会保障或公务员特权，甚至取代了二者：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和美国。

3．普遍主义是由国家主导的体系，其中包括了全部人口的社会权，消除了地位特权与市场：如新西兰、挪威和瑞典，还有可能包括丹麦与荷兰。

这样的分类只留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模式的例子：英国。英国的基本单一费率国家养老金从没有得到公共部门的、与工资挂钩的、第二层次的养老金方案的补充；同时，在养老金受益人可以选择转向市场购买保险的情况下，私人养老金得到某种程度的增长。但是，哪个方面都没有强有力的发展，足以决定英国体系的整体形态。

在老年住户的收入来源数据方面，也有类似的类聚情形出现。因此，在补余式的体系中，工作、投资与私人养老金收入应在住户总收入中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

表4.4显示了这一点，只有少数的例外。可惜的是，这些数据并不能帮助我们把公务员养老金和一般的社会保障区分开。和我们所预想的一样，工作收入占重要地位的国家有加拿大和美国，但丹麦、爱尔兰和英国也是如此。丹麦和英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相当直接的，它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提供的只是有限的单一费率的养老金，而第二层的保障或者是不存在，或者成立得太晚，以至于无法提供足够的养老金收入。至于爱尔兰会这样的原因，则主要是与乡村个体经营者持续占有重要地位有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个表指的是住户数据，因而工作收入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指的是配偶的薪资。



表4.4　户主在65岁以上的住户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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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注明”收入来源在表中没有包括；所以表中数据不一定汇总后为100％。加拿大、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的数据是指户主年龄为65～74岁。注意，挪威和丹麦的退休年龄为67岁，数据是指67岁以上的户主。丹麦数据是单身男子、单身女子和已婚住户的加权平均，根据数据来源（如下）所提供的数据重新计算而成。

a．工作收入包括个体经营收入。

b．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其他公共部门对老年人的收入转移，包括公务员养老金。

c．挪威私人养老金数据包括住户收入统计中的公务员养老金。我们从国民账户中了解到，公务员养老金对私人职业养老金的比率为9∶1，并据此进行调整——把90％分配给“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d．这也包括私人职业养老金，无法单独计算。

资料来源：加拿大、瑞典、英国和美国，数据是从LIS资料中的数据计算而来。丹麦的数据是从奥尔森和汉森（H. Olsen and G. Hansen）的《1977年老年人生活状况》（De Aeldres Levevilkaar
 ，1977）（哥本哈根：SFI，1981，第263ff页）。芬兰的数据来自于芬兰中央统计局的直接通信。爱尔兰的数据来自布莱克威尔（J. Blackwell）《爱尔兰的老年人收入》（Incomes of the Elderly in Ireland
 ）（都柏林：NCA，1984，表12）以及与巴黎经合组织的麦克夸尔博士（Dr. M. Macquire）的直接通信。新西兰的数字来自《新西兰住户调查，1980～1981》（New Zealand Household Survey，1980～1981
 ）（威灵顿，统计局，1983，表10）。挪威的数据来自《收入统计，1982》（Inntektsstatistik，1982
 ）（奥斯陆：中央统计局，1985，第58页）。德国的统计数据根据《1978年收入消费随机测试》（Einkommens-und Verbrauch Stickprobe，1978
 ）（Wiesbaden:联邦统计局，1983，第308页）。

表4.4对投资收入与私人养老金作出区分，相当于个人自力更生与集体谈判之间的关系。因此，个人主义在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非常明显，而在挪威、瑞典和芬兰则最不明显。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掌握了一部分早至1960年代初期的住户收入调查数据，这使得我们可以研究丹麦、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国的主要结构变迁。主要的趋势是，工作收入的重要性下降，尤其是在丹麦和加拿大；社会保障的重要性提高；而投资收入的地位也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丹麦和加拿大（OECD，1977；古德曼（Goodman），1986）。

两种指标之间的统计一致性相当强。十个可以获得有效住户收入数据的国家的样本显示，私人养老金占住户收入的比例与职业养老金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之间的零基相关系数是＋0.602。类似地，社会保障比例的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683。工作收入与私人养老金占住户收入的比例与社会保障变量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分别是－0.694与－0.636）。

这些证据指出，我们在研究养老金公私混合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指标之间在实证上的一致性很高。这也意味着“体制视角”对福利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可能会非常有价值。即使只看单个指标也已经能够清楚看出围绕在我们提出的基本面上的类聚。当我们加入不同的指标时，这个规律变得更加明显。

养老金结构的历史根源

我们不应把19世纪的养老金和退休的概念强行运用到现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休仍是少数人能享受的（格雷布内尔（Graebner），1980；迈尔斯（Myles），1984a）。不论是公共政策还是私人选择，都假定一个人在某一特定年龄时一般会停止工作，然后开始享受晚年的安逸。当时确实会有一些人自行规划养老金，但养老金从来都不可能取代工资和储蓄。直到最近，大部分的老年人才能确保一定水平的退休所得，使其能够防止对别人的依赖、陷入贫穷或被迫重返工作。

19世纪末才出现社会保障养老金，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快速蔓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难以成为制度化的退休工具（佩林（Perrin），1969）。但这并不意味着养老金曾先被私人领域所主宰，然后逐渐被国家排挤出去。事实上，从开始到现在，养老金都是从混杂的公私混合而持续发展而来；而国家只是协助促进了这两方面的发展。

19世纪的老年收入安全是为了应付丧失工作能力或户主死亡的一种保障。除了工作（这是正常人都要做的）之外，老年收入保障的主要来源是私人部门提供的家庭照顾、互助和慈善救助，以及公共部门提供的贫民救济。随着养老金方案实际出现，国家也开始承担核心角色。国家作为雇主，又常常在职业养老金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的尝试。例如英国政府早在1834年即引进了公务员养老金。具有讽刺意义是，就在同一年，新济贫法却建立起更严格的资格审查原则。纽约市自1857年开始为雇员提供养老金。税收政策在促进私人部门养老金方面开始扮演关键性角色；政府对早期友伴性社团的管理，以及有关养老金支付的免税规定，都直接造成了私人养老金的结构变迁。最后，国家的间接刺激自然变得相当重要；法定养老金的缺乏、不充分的覆盖面、弱小的福利和严格资格审查条件等几乎都会激起其他私人替代途径的产生。

任何对养老金历史的讨论都需考虑盛行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差异悬殊的结构条件。由于阶级结构与人口条件的变化，客观需求也在不断地改变。

19世纪的人口很大部分在农村；个体经营非常重要。因此，在1870年，农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往往会超过50％（例如，奥地利65％、丹麦52％、德国和美国50％，但英国只有23％）。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商品化仍不太明显，也意味着老年人对工资和保险收入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

除了就业结构，当时的人口状况也缓解了对老年养老金的需求。1820年前后，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通常不过40年；直到1900年仍低于50年（而现代社会的预期寿命多超过70年）。考虑到高度的婴儿死亡率，我们注意到在世纪之交，20岁的人的预期寿命很难超过60年：奥地利60年、法国61年、美国62年、瑞典66年（联合国统计办公室（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Office），1949）。换言之，通常一个人很难活过65岁，这自然会对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影响。在1870年前后，65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在3％～5％（而1970年代中期则是11％～15％）（迈迪逊（Maddison），1982）。

因此，在19世纪的工业社会中，老年养老金的需求是较为有限的，但不意味着养老金需求不存在。随着劳动力商品地位的确立也开始出现了危机，人如果无法工作就会危害到的生存。寡妇、残疾人和老年人都很容易受到极度贫困的伤害，冯·鲍卢泽克（von Balluseck，1983，第219页）报告说，1867年柏林接受救济的人多为寡妇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但不论是遭遇不幸的人还是希望获得保障的需求都没有相应的、可持续的能力来满足。

19世纪时的老年收入保障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实现的。首先，大部分人必须连续工作。直到20世纪，这个起点一直得到了适当的保留。鲍尔（Ball，1978，第80页）报告说，1890年代，几乎70％的65岁以上美国男性在工作；基勒马德（Guillemard，1980）指出法国的比率也差不多。事实上，老年社会保障方案或雇主提供的方案并是为了取代工作收入，而是为了补偿日渐消失的工作能力（迈尔斯，1984）。雇主常为年老而生产力较低的人员提供庇护式的工作——这个措施偶尔仍会受到广泛的采用。

家庭是确保老年生活的第二个主要方式。家庭有两方面的重要性：第一，生产方式在传统上会传给下一代。在这个传统下，老年人会期待能够分得“红利”。第二，家庭也是一般性的福利功能的提供者。1929年纽约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依靠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威弗（Weaver），1982，第42页）。

第三种方式是慈善。在许多国家中由教堂主导。前面谈到的纽约调查显示，有3.5％的老年人仅仅依靠慈善救助，但这不足以代表慈善的真正重要性。到1927年，美国私人慈善总支出高达总公共福利支出的6倍（威弗，1982，第20页）。

公共提供的贫民救济是第四种方式。和前面谈到的一样，至少直到本世纪之初，这是当时唯一仍在运行的政府收入维持方案。在德国，救济名单里往往是那些既没工作又没财产的老年劳动力。在英国，即使到了1954年，仍有大约一百万老年人依赖社会救助（布朗和斯莫尔（Brown and Small），1985，第136页）。然而，在政治原则受到僵化自由主义所主宰的地方，贫民救济也不是一个可靠的来源。例如，美国仍有许多州拒绝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现金救助（威弗，1982）。又如，英国济贫院确保了除了最赤贫的人，其他贫民只能另谋出路。

第五和第六种方式是国家和私人养老金方案，在当今居主宰地位。但在19世纪，它们的地位仍不明显。俾斯麦开拓式的养老金保险在1889年才出现。直到20世纪，多数国家仍然没有为其劳动力建立公共养老金制度。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无动于衷，国家在（为其自己的公务员）提供职业养老金方面实际上是现行的，而且也时常通过法令为高风险和高度优先的职业，例如海员或矿工提供保障。但是显然，这类方案并不能覆盖那些潜在需求最大的公民，也就是不断增长的众多没有资产的工薪劳动者。退伍军人养老金有时有一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美国。斯考克普和伊肯伯里（Skocpol and Ikenberry，1983）强调，美国很奇怪，民众对养老金的立法并不施加什么压力，因为它有纷繁复杂的内战养老金支出。

私人部门保险并不能填补家庭、慈善和国家所留出的巨大空白。19世纪时，我们的前人通常会有两种私人部门养老金可以选择。最重要的是友伴性社团及类似的社团。这些社团一般是针对特定社会团体的互助组织，根据职业或工会来大致决定；它们常常又是更早的行会组织发展而来。它们的范围在有些国家是相当明显的，基尔伯特（Gilbert，1966）估计在1880年的英国，大约50％的工人阶级男性是友伴性社团的会员；在1890年左右，美国约有370万会员——相当于劳动力的5％左右（威弗，1982，第46页）。阿什弗得（Ashford，1986，第151页）也指出法国的互助性社团在1920年约有200万会员。但在另一方面，友伴性社团涉足老年养老金的程度不大。它们的活动集中在患病保护、失业、丧葬费和抚恤幸存者。而且会员大多由工人阶级中境况较好、技术性部门的雇员组成：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每周上缴保费的人。结果，友伴性社团在确保老年养老金所得方面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看并不是那么高。这种情况在1920年代的美国很明显，虽然会员数已超过500万人，但1928年世界上享受养老金福利者的总数只有11 000人（威弗，1982）。

私人部门养老金保障的另一个来源是雇主提供的方案。在早期，只有少数行业建立了私人养老金方案。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铁路、采矿业，还有航海。这些行业在早期的养老金常是由政府所资助的，而且只有少数私人企业在19世纪就开始开设公司养老金。而这些公司几乎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者，如美国的美国运通、美国电话电报、卡内基钢铁和柯达公司；德国的克虏伯钢铁、西门子和赫希斯特公司；还有英国的吉百利、利华和朗特里等公司。然而，这些方案主要是针对领取年薪的职员，而且毕竟都是父权式和赠与式的。福利是酌情决定的，通常取决于终生地、忠诚地服务，没有固定的财务作保证。这样，它们不是基于契约规定的资格，而是视公司收支状况而定，所以人们未来能否得到养老金，是与公司的命运紧密联系的。

公私混合的历史发展

很明显，19世纪的养老金市场是补余的而且没有得到发展。因此，国家养老金保险在最初出现时，很难会产生任何重要的“挤出”效果。事实上，在19世纪的私人市场中，没有太多可供养老金发挥的空间。

看似矛盾的是，公共与私人养老金同时出现同时增长。而逐渐被挤出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残余，如家庭和慈善、贫民救济和友伴性社团。

养老金演化的因果结构是根据社会学变量（人口与就业）与政治转型共同发生作用的效果。在世纪之交，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在家庭结构与预期寿命方面。在本世纪开始的前30年之中，大多数国家1岁男孩的预期寿命几乎增加了10年；因此造成65岁以上公民比例的增加（联合国统计局（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Office），1949）。正是在这个时期，从个体经营到工资劳动、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化特别强烈。在德国与美国，农业就业的比例从1870年的50％，下降到1910年的大约33％。因此，在新的社会秩序下，不论家庭或农场都无法为一般工人提供很多的老年保障。而需求却在不断地增长。

这也是工作与就业的意义得到重新定义的时代。从工匠的店铺和小规模制造变成现代化的大生产，从强调劳动力密集转变成日益重视扩大生产力。美国的进步年代与欧洲相应的年代，带动了科学管理与理性地有效运用劳动力；因此为了管理上的需要而解雇年老劳动力的做法也随之而来了（迈尔斯，1984a；格雷布内尔（Graebner），1980）。

养老金的需求明显增长。公民通过集体力量来要求养老金的能力也随之增长。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在公共或私人养老金方案方面，都出现了无数的提议与规划。早在1697年，丹尼尔·狄福（Daniel Defoe）即提议成立“养老金办公室”；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也提出养老金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他确实也在下议院推动实质性的立法；在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老年保障都在得到讨论（阿伯（Alber），1982，第32～33页；阿什弗德，1986）。但这些规划都没有实现，因为缺乏政治意愿，也可能只是因为来自民众的压力太小。然而，在世纪之交，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意愿有了表达的渠道。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会与产业性和全国性的工人协会逐渐出现了。在19世纪末，它们一般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其增长在任何地方都是爆炸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普遍的投票权开始得到扩展，赋予正在兴起的工党一定的代表性和谈判力。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已变成了政治问题。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现代公私老年保障的混合形态。私人部门养老金发展为两个基本体系：一个是个人的（人寿）保险；另一个是集体的职业与行业养老金。通常，在公共部门首先出现的是公务员养老金，社会保障养老金稍后出现。

早期的社会立法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基于社会救助的传统，强调基本的、而且往往是单一费率的最低福利（如丹麦和澳大利亚）；另一个途径是基于个人缴费和可证明的就业记录的精算保险方案。总体上，储蓄的成分从友伴性社团转变成现代保险公司；雇主赠与型养老金逐渐转为由集体谈判而来的契约附加福利；政府的贫民救济则发展成社会保障。

公共和私人养老金在早期的发展，常常是为了弱化工人运动。私人部门雇主所制定的养老金，是分化雇员和美化管理层的工具（迈尔斯，1984a；格雷布内尔，1980；金，1978；杰克逊，1977）。雇主利用养老金作为在劳动力中维护自身地位和权威的工具。他们不是特别照顾白领和年薪阶层，就是开发出明显区别对待的方案。工会一般会反对这种做法，一部分是为了赢得工人的忠诚，另一部分是因为为这些措施会助长工人间的分化。即便如此，特定职业的工会仍然偏好排他性的附加福利方案。

同样，早期国家立法确立的养老金一般是用做抑制工人运动扩大的工具，同时也引导劳动力对现有的秩序表示忠诚（里姆林格，1971）。早期德国、丹麦和奥地利各国改革背后都显然有这个背景；这个动机也引导着1891年的教宗通谕《新事物》。甚至养老金在早期的发展很少是由工党创始的。

由于工人运动不论在国家还是在市场中都处于劣势，它们自然集中于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本世纪初，工人运动快速成长。如同前面谈到的，在1890至1900年间，美国的工会社团成员从370万增加到530万；这个增长一直持续到大萧条。当时这些社团遇到严重的财务困难，而逐渐失去了与私人保险公司、雇主方案以及公共养老金的竞争能力（威弗，1982，第46ff页）。应该记住的是，纳入工会方案的大多数会员可能只有四分之一能享受养老金（威弗，1982，第48页），而其中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实际上领到养老金。在英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到1938年，工会基金的会员数已增至550万人（布朗和斯莫尔，1985），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英国劳动力的24％。

从工人运动的角度看，友伴性社团的策略并不那么积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排除了工人阶级中最脆弱的部分，它有瓦解工人阶级的危险。除此之外，因为反复出现的失业、昂贵的罢工以及经济周期等，它也容易造成财政困境。威弗（1982）强调，美国工会基金之所以衰落，主要是因为它没有预见到大萧条的到来。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私人与公共养老金同时有了制度化的发展。在扶持市场的扩张方面，公共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政府开始热心为中央与地方的雇员建立职业养老金方案。1898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建立起教师养老金制度；而到了1937年，这个制度进一步扩展到所有的地方政府雇员（布朗和斯莫尔，1985）。在美国，不论联邦雇员还是州/地方政府养老金的覆盖面都快速扩大。到1928年，公共雇员覆盖面已经达到大约100万，相当于25％的全体公务员（金，1978，第200页；威弗，1982，第48页）。同年，退伍军人养老金仍然是养老金收入的最大来源，受益者高达50万人，接近美国全部养老金领取者的85％（威弗，1982，第48页）。这也是一个特殊时期，运输、煤气和电力这类公共事业国有化了；导致加入政府雇员方案的人数增加。在美国，联邦政府甚至出面挽救铁路公司，致使行业养老金方案在1935年时国有化。

政府职业性方案对私人部门增长的直接影响有两个层次。它们定下了调子，激励其他类型的雇员团体也要求相等的保障；它们扶持了保险公司，使其成为重要的制度，以个人、团体和行业方案等形式促进私人部门养老金保障的进一步发展。简言之，政府雇员的方案协助构建了私人市场。

政府也可通过财政和法规政策来施加影响。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府在社会保护领域里引进了税收支出的概念，来协助私人创业。典型的方法是允许保险缴费支出从税收中扣除（例如，英国1921年的《财政法案》（Finance Act）；丹麦1922年和1924年的《税收法案》（Revenue Act）；以及美国1926年的《税收法案》）。当政府赋予了税收特权之后，也产生了规范私人部门方案的动机，以便确保这些方案在财政上的稳固、可信性，并忠于契约所赋予的权利。借此，政府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的重要地位；伴随着这个发展而来的是，政府也协助重新塑造了雇主养老金的性质，阻止了传统的酌情而定的恩惠原则，并鼓励了常规的、谈判的和契约式附加养老金方案的兴起。

或者经过设计，或者是原本如此，社会保险方案的立法为私人养老金留下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在美国这样立法出现较慢的国家，其动机较为明显。当立法真的出现时，私人部门开始时常常充满敌意，担心挤出效应。当德国在1911年立法制定工薪雇员养老金时，保险行业曾竭力反对这样的立法（杨茨（Jantz），1961，第149页）。

然而，养老金立法对私人养老金增长的效果并不是那么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引进的社会保障改革所提供的福利非常有限，其覆盖面并不完全，而且从采用保险模式的国家提出的缴费要求看，基本上是让未来的人才有机会获得福利。就像是在英国，1908年的法案只对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公民提供资历审查的福利；其后1925年的缴费养老金中，设定了长达40年的缴费期间，不论从任何角度计算，这样的设计都只能提供最低的福利，而必须以其他收入来补充。德国劳动力养老金保险成立时，是向无法工作的残疾人，超过70岁的劳动力并有35年缴费经历的人提供养老金。如迈尔斯（1984a）所揭示的，即是最后确实拿到养老金的德国人，可能也无法以此为生。瑞典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老年养老金保险在1931年就立法通过了，但几十年来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福利。因此，在全部三个案例中，社会保障在确保养老金收入中扮演的角色还是边缘的，而私人养老金市场也没有能力填补太多的明显的空白。

一般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政府养老金立法是基于严格的精算与最低保障的原则，以避免妨碍市场和减少劳动力供给；它也假定，必要的补充养老金应该从私人市场购买。在美国，最低限度原则的意识非常强烈，但相同的基本原则在欧洲的相关措施上也得到使用。“福利资本主义”是个能够贴切地描绘出整个时代政府责任界定的口号。

养老金的混合型态在20世纪前期几十年的发展正反映出一个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它是一个发展矩阵，连接了19世纪大量前资本主义的方式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主义。养老金的客观需求已经显示出来了；工资收入者要求行动的实力越来越难以回避；新的工业生产方式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价值；国家已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鼓励、甚或创造出养老金市场；社会保障已经开始运作，但无从居于主导地位。

在20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里，私人养老金方案的增长速度令人瞩目。但比增长速度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的转型。它们从酌情而定的救济金变成了契约式协议；从没有基金支持的方案变成保险的、信托式的方案；而且是从为少数高层雇员提供，慢慢地扩展到体力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互助传统也出现了转变，友伴性社团（或家庭里的存钱罐）让位给现代保险公司的寿险方案。更为缓慢地，包含在家庭农场内的储蓄方式也让位给城市的住房拥有。

人们期望福利资本主义能够允许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替代人们不喜欢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保险。它对“进步时代”的新世界，包括了正在兴起的现代股份公司、科学管理以及对良好劳动关系的高度重视，很有吸引力。

在美国，公司和整个产业都开始建立基金支持的和信托式的养老金方案，并逐渐与保险公司合作。至1930年，保险业共有8 300万张保单（包括个人、团体和公司方案）。所支付的福利金额高达20亿美元（高于慈善团体、公务员和各种国家养老金方案所支付金额的总和）（威弗，1982，第42页）。这个惊人的数额主要包括除了养老金之外的其他风险，但寿险行业最快速的增长出现在养老金领域。1915年，团体方案（几乎都与个别制造业的工厂签约）占了总量的1％。这个数字到1935年增长为15％（威弗，1982，第47页）。

1920年代，针对体力劳动者的行业养老金快速增长。至1928年，它们已超越工会的养老金方案，覆盖面高达工会的4倍。行业养老金的总资产在1920至1929年之间增长了10倍；方案数目从1900年的15个增加到1929年的400个（威弗，1982，第47ff页）。但到了大萧条时，高增长率几乎为零，而福利资本主义仍然不过是个信念而已。在大萧条前夕，覆盖的保单总数约为400万（包括铁路行业），相当于劳动力的7.5％。如果将所有的养老金保险方案计算在内，覆盖面高达劳动力的14％（威弗，1982，第48页）。但覆盖率掩盖了一个问题：最后实际领到养老金的比率很低。由于缺乏可携带的权利，长期服务的要求以及其他的生活事件，在实际上，被覆盖的人中或许只有能10％最后享受到福利（拉蒂默（Latimer），1932）。而且即使他们领到福利，其水平通常太低，也不足以维持生计。以1927年的物价计算，每个月的平均养老金只有45美元（按照198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相当于每个月200美元）。

美国的福利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失败的，而且它不是很能配合市场运作。总体来说，其驱动力来自法团主义，根据私人产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团体与阶层，给予不同的优惠措施。长期的服务要求加上它无法跟随雇员迁移，很容易将劳动力变成公司的奴隶。这种法团主义的色彩并不只是管理策略的结果，而且是早期集体谈判的成果：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会运动大多由带有排他性的技术与手工艺工会所主导。

在其他地方多多少少也会有和美国类似的情况，即使是在通过老年养老金立法的国家也是如此。德国1889与1911年的法案可能真的妨碍了私人部门养老金的成长，但并非全然如此；不论是传统的没有基金支持的救助基金（Unterstutzungskassen）或公司方案，都稳定地成为养老金混合形态中的一部分。1933年，寿险支付金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0.6％。相比之下，美国1929年，为1.9％。1933年，德国养老金计划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美国1940年的数字则为0.3％（什科尔尼克（Skolnick），1976；蒙乃尔（Munnell），1982；联邦统计局，1972，第217页）。从覆盖面来看，德国私人部门方案呈现稳定的增长，但其福利规模则仍处于边缘地位。

英国虽然有了社会保障立法，但私人职业方案仍然快速增长。参加职业方案的人数从1908年的约100万上升至1936年的260万（其中一半的人参加了公务员方案）。英国被覆盖的劳动力和美国相比，约是10％∶12％。英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依靠来自雇主与雇员的共同交费。而且，对体力劳动者，缴费和享受的福利都是单一费率。1936年，每周的养老金一般为20先令左右（约等于工人正常工资的25％至30％），而社会保障养老金则是每周10先令（布朗和斯莫尔，1985）。因此，英国的养老金混合比起美国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色彩更浓。

1920年代出现的私人养老金方案对冲抵大萧条的不利影响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受害者多属于工会社团。事实上，在德国与美国这两个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中，私人部门方案的增长趋势依旧。第一，它们逐渐发展成再保险的和基金支持的；第二，它们仍有严重的倾向性，有利于失业风险较低的白领雇员。而且，私人方案受到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而且偶尔得到政府直接援助。

战后时代的重建

最小化的国家与不断扩大的市场能够相互扶助，以调和资本主义与福利的希望即使是在大萧条将其彻底粉碎之前，也并不没有真正存在过。美国老年人对此都有所经历。1940年（社会保障刚刚开始时），估计的总养老金保障（包括所有类型的私人与公共养老金支出）约覆盖了33.5％的65岁以上人口。在这个数字中，私人方案只覆盖了下一年人口的1.8％；社会保障覆盖了1.2％；23％的老年人领取老年救助（old-age assistance, OAA），而另外4％的老年人则领取退伍军人福利（估计数字来自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1976，第H部分）。大约不到一半的65岁以上男性在这期间仍在工作，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保障的漏洞都是很大的。大多数人很明显地无法从市场获得福利。我们可以作出的结论是，大约1/3的人必须从家庭、慈善团体甚或从地方的贫穷救助中寻求协助。



表4.5　1939年一些国家65岁以上享受社会保障养老金者占人口的百分比，以及净（税后）养老金占平均工资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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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包括社会保障和政府-雇员养老金，但是不包括公共救助。税后替代率指的是平均老年养老金支付额占生产工人平均工资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SSIB数据资料。

其他多数国家也是如此。没有足够的市场提供，国家的覆盖面也不够充分。表4.5显示出1939年，社会保障与政府雇员养老金汇总之后，65岁以上人口参加养老金的比例，只有少数国家的大部分老年人能够领取养老金。有些国家甚至尚未引进社会保障，如法国。这个表也显示出平均养老金的金额相当低，无法作为老年收入的单一来源。在这期间，根本没有私人养老金覆盖面的资料。以瑞士为例，其社会保障覆盖面极低，大约相当于美国的水平。我们知道，在1940年时，瑞士的寿险公司大约仅支付29 000份养老金（联邦统计局，1982，第335页）。而在丹麦，从表4.4中可以看出，基本处于平均水平以上，其战后初期的私人养老金覆盖面为100 000人（OECD，1977）。英国只有200 000人领取职业养老金，其中一半在公共部门（布朗和斯莫尔，1985，第1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养老金发展的分水岭。战争需要并创造出某种程度的国家凝聚力，将工人运动推到政治决策的核心地位；在过度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战时对工资-物价的严格管制，迫使雇主提供吸引人的附加福利，也迫使工会去要求这些福利。战争不是破坏了旧有的社会保险体系（如德国），就是为战后福利国家的承诺建立起一个框架。战争还需要极高的公共支出与税收水平。即使在战后规模缩小了，也有助于在战后数十年间，建立起新的、公众对财政负担所能容忍的上限。

出于上述原因，也因为社会保障仍不充分，1940年代是私人养老金增长的时代。在美国，这个方向上的发展特别强烈。那里只有少数人在可见的未来能够靠社会保障提供的支票为生。即使在1939年（及其以后）所引进的“整套”措施，福利水平还是太低（1939年是平均每月25美元）。“新政”的劳动改革最后导致出现大量工会，而战争则带来了充分就业。工资-物价管制为附加福利的增长创造了条件（因为附加福利不受什么管制）（鲍尔，1978；迈尔斯，1984a；格雷布内尔，1980）。

私人养老金在许多国家的兴起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以英国为例，加入私人部门方案的人数从1936年的160万增至1953年的310万（到了1960年则为550万）。与战前相比，“工会代表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积极鼓励其附属的工会通过谈判要求养老金待遇。而在美国，大战期间私人方案的覆盖面增加了250万人（金，1978，第200页），而这样的增长速度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之后。从1945到1950年，私人养老金福利支出增了68％。从1950至1960年，增长了364％（蒙乃尔，1982，表 8.4）。实际上，在几乎整个战后时期，特别是在1960年代后期与1970年代初期，私人养老金支出的增长几乎与社会保障的增长一样快。通过谈判要求建立行业养老金的现象几乎扩大到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是少数的例外）；而在法国，则形成了迷魂阵一样的补充性方案，而后则被纳入补充退休金协会（ARRCO）和补充职业年金计划（AGIRC）。荷兰则出现了行业和公司方案，前者最终受到政府指令的约束；芬兰与瑞典也同样地将第二层养老金国有化了。

战争使养老金制度的形式至少朝向两个重要的方向转变。第一是蒙乃尔（1982）所指出的，私人养老金作为工会谈判策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现在的工资收益递延成未来的承诺。第二，随着加入工会变得制度化（例如，美国是根据1948年全国劳动关系局的规范），传统福利救济形式的养老金逐渐消失了，促成了集体谈判的、契约式的养老金方案的形成（赖因，1982）。从某种意义上看，工会协助加速了前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并且代之以集体的市场契约。

战后职业养老金的迅速增加不只是战争与工会权利的副产品；它也受到各种政府创新措施的培育。如果国家的角色在战前和战后有所区别的话，则是在战后资本主义中，国家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突出而且强有力。首先，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决策已产生深远的效果。其次，出现了两个基本的国家养老金类型。第一是普遍性的单一费率养老金，通常只是从原有的最低养老金升级而来，所提供的福利金额是一致的，但却不高，而且假定私人养老金会有所补充。这种思路在英国1944年的白皮书以及丹麦1956年的改革中很明显，在澳大利亚、挪威和瑞典的体系中也都有这样的假设。

第二种类型建立在社会保险养老金基础上，强调精算，以缴费为依据来决定福利，而享受的资格以就业表现为前提。在这个制度安排之下，许多公民（例如妇女和流动性劳动力）会被排除在外，而且对大多数劳动力而言，这个体系达到成熟所需的时间往往太长，以至于预期的养老金很难让人满意；因此，这也刺激了私人市场的形成。荷兰与美国是明显如此。所以，不论在哪个案例中，公共政策都为补充性的私人养老金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政府的税收政策是私人养老金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先决条件。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不少国家在战后制定的税法中大幅改善了私人养老金缴费的免税地位，而且有时领取私人养老金的人还能享受特别扣除。政府则以税收支出为主要的方式来帮助并资助私人养老金市场。现在，在澳大利亚、丹麦和美国这些国家中，和私人养老金相关的税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约在1％左右，而英国大约是0.7％（经合组织，OECD，1984a，维斯托-詹森（Vestero-Jensen），1984）。同样，私人养老金不但可能是一种递延工资，更可能是一种递延纳税。战后各国公民所需承受的很高边际税率，必然也增加了将职业养老金作为附加福利的吸引力。

最重要、但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一个税收效果是与住房所有有关系的。在美国，老年人拥有住房的比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今日几乎高达75％的老年夫妇拥有自己的房子，其中80％已经偿清了贷款。这意味着60％的老年住户实际上享有能够达到15％至20％的收入补充（鲍尔，1978，第92页；以及作者的计算）。

伴随税收减免而出现的是政府增加对养老金市场的规范，如布朗和斯莫尔（1985）指出的，1947年的财政法要求养老金方案必须成立单独的基金并申请经营许可。从此英国的社会政策也开始受到财税官员的决策影响。政府能够决定开放或关闭市场。许多案例显示，国家实际上扮演了开创性的角色，促成了养老金储蓄市场的出现。这样的案例有不少，比如丹麦的“指数合同”（Index Contracts）以及美国的基奥（Keogh）和国家税务局（IRS）的退休账户。1972年，德国和美国通过立法引入对职业养老金的监管，要求对雇员作出保证。有人认为这会严重损害职业养老金的进一步增长。但在这两个案例中，这种看法都没有得到实现。

当政府下令开设私人养老金时，它们协助了创造市场，如英国、荷兰和瑞士（在1982年之后）；至于法国，我们可以称之为类似官方下令开设的，结果是补充型职业养老金措施明显的增加。而在其他国家，则是决定通过立法制定补充养老金（像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但在政府扩张市场的同时，我们越来越难确定是否市场挤出了国家。很明显，官方下令开办的体系会将集体的强制力强加在私人企业之上，而这与通过立法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在国有化意味着由政府机构筹措资金并执行的国家，如挪威与瑞典，市场显然被边缘化了；但在出现了国有化，却仍容许私人部门管理的国家，如芬兰，结果则是不相同。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公私混合形态在国际上差异如此显著，应是两种国家干预的作用造成：第一是政府赋予其公务员与雇员特殊地位的传统；第二则是政府决定通过立法（或直接指令）来建立第二层养老金。而不论在哪里，私人市场都在发展壮大。

结　　论

在我们对养老金结构的探讨中，国家已经成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主要连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这样的偏好市场的体制，是由积极而直接的政府政策推进而成的；地位特权是承接了法团主义与威权式国家本位主义的衣钵；而普遍式的社会公民权利模式则很清楚，只有在国家能够挤出市场与法团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国家能够成为我们如何界定体制类型的核心。

我们的探讨也揭示出，辨识福利国家不能单单从它做了什么、花了多少钱或者制定了什么法案的角度来看，也必须从它如何与市场和其他替代性的私人制度安排的互动的角度来看。从领取养老金者的角度考虑，这个理由往往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一个退休者要弄明白其退休收入的组成。但从政府的角度看，混合形态常常搞得不清不楚。大部分政府涉足的内容，即使是相当重要的，也都隐蔽在国家税收服务的总量之内；只有少数的国家能够明确地指出，究竟有多少私人养老金是通过税收支出得到支持的。

无论如何，只有当我们检验公共与私人措施之间的互相作用时，才能清楚地了解一个福利体系的逻辑。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决定了整体的分配结构、社会权与私人契约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性别或地位的不平等。其最后的分析结果决定了福利国家的体制类型。

当我们思考私人与公共措施时，我们就会对各国“在福利上所作的努力”有不同的评价。这对验证理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不论我们所秉持的是经济成长理论、人口理论，还是工人阶级动员理论，我们的论点不应仅从公共部门的福利努力程度的角度来验证。有些国家公共部门养老金的效果可能相当有限，但其相应的私人部门的规模可能相当大。假如我们的理论强调，例如，经济发展或人口结构决定养老金支出，而不去同时检验私人与公共部门二者的养老金支出的话，似乎是个错误。

一般讲，如果我们是要解释福利国家的差异，则很明显的公私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纳入到我们的分析之中，而它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解释的目标之一。这些问题我们会在第5章再回过头来探讨。我们应已发现，一旦开始更仔细地区分福利国家的制度特性，以及一旦同时考察公共与私人的措施，就有必要严肃地重新思考对福利国家的传统假设。

附录　第4章的解释与资料来源

“养老金”项下包括了老年人的养老金与残疾人年金（不包括工伤年金）。对于采用一次性退休金支付的国家（通常只出现在私人职业养老金或个人方案中），也包括了一次性支付。但要注意的是，日本的资料并未包括直接由雇主所支付的一次性支付。

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公共雇员养老金的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ILO），《社会保障成本，1980》（The Cost of Social Security
 ，1980；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83）。新西兰的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成本，1980》（The Cost of Social Security，1977
 ；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79）。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统计摘要，1981》（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1
 ，华盛顿特区，政府印书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2））。

私人职业计划和个人人寿保险年金的数据是根据所包括的国家政府资料计算出来的。对全部这些来源的具体说明参见艾斯平–安德森，《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中的国家与市场》。


第5章　权力结构中的分配体制

为什么社会保护在某些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为市场化？为什么普遍主义在北欧各国如此显要，而在欧洲却是法团主义的天下？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社会政策责任定义得很窄，而其他国家将就业权力作为最低的义务，并且正式承担起19世纪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难以想象的责任？最后，为什么各个国家会按照鲜明的体制类型形成群聚？

本章的任务是要找出是什么力量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在针对这个问题的持久争论中，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一般被置于权力理论的对立面。而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强调了社会科学中的范式差别。以权力为中心的理论基于某种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观点。首先，他们假定政府既不是中立的仲裁者，它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对形成中的社会需求作出反应；它的行动受权力的左右。因此，社会中的权力平衡对福利国家的形态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几乎任何权力条件都有可能产生福利国家。其出发点是再分配只有在经济发展到某个程度时才会出现。这一观点出自马歇尔经济学（马歇尔（Marshall），1920）。但是，实际社会政策成长的来源在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了新的紧迫的社会需求。传统的家庭、社区或市场无法难以满足这些新的需求。

这个争论之所以难以平息，某种程度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历史方式，如里姆林格（Rimlinger，1971）、阿什弗德（1986）、基尔伯特（Gilbert，1966）、威尔、奥尔洛夫和斯考克普尔（Weir，Orloff and Skocpol，1988）以及弗洛拉（Flora，1986）对欧洲各国研究的文集，优点是研究得非常细致，但是对国家间的比较很少。量化的、一般是截面的相关研究是另一种主要的研究方式。这个方式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卡特赖特（Cutright，1967）与瓦伦斯基（Wilensky，1975）。他们以社会支出为主要变量，以对许多国家的截面分析为主要的方法论。在过去10年里，第二代已经形成，不是应用更复杂的技术（例如混合时间序列分析（pooled time-series analyese））（希克斯（Hicks），1988；格里芬、奥康奈尔和麦卡蒙（Griffin，O'Connell And McCammon），1989；潘佩尔和威廉姆森（Pampel and Williamson），1988），就是对福利国家的显著差异作出更为精密的规定（科皮，1980；迈尔斯，1984a；艾斯平–安德森，1985b），或者同时运用两种方法（科皮 1987；1988）。

如果这些研究一起都无法作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并不是因为努力不够，主要还是因为方法论之间互不相容。从分析上很难将具体的历史素材与回归系数表拼在一起。前者描述的是无数事件如何冲击社会政策形成的严密图景；而后者则寻求解释的简洁性，将现实减少到最少的变量。前者难以通过某个独特的案例而概括；而后者中没有历史。

占主要地位的相关分析方式还有一个弱点，其理论意图与研究实践常常无法配合。第一，大部分人仅用支出数据来考察“福利国家的深度”。稍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什么支出所代表的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可能会产生误导的福利国家状况。如果我们所关心的是社会权的强度、平等、普遍主义以及市场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分隔，那么社会支出水平所隐藏的情况比其所能揭示的情况还要多。

第二，标准的相关研究方式有一个值得质疑的线性假设：各个福利国家能够以“多”或“少”（支出、再分配或其他变量）来加以比较。我们并无法排除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方面可以进行线性比较，但对我们已经发现的许多很明显的方面却显然无法作现行比较。因此，从阶层化、公私混合以及社会权的强度等角度，我们发现了群聚现象和各种体制类型。大部分相关研究的问题是，急于验证假设，却不能停下来仔细判定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本性；因而对福利国家研究的理论还很不够。

如果我们知道，大多数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福利国家，而是在于对权力、现代化或工业化等理论的解释力，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关于福利国家的理论发展得很不够了。人们往往把福利国家当做检验理论的另一个工具。但是，理论水平低的问题存在于各个解释变量层次上。以权力的角色为例，从权力角度解释福利国家的观点一般假定，工人阶级动员是社会改革的驱动力。然而，除了少数例外（如科皮，1983；瓦伦斯基，1981；或卡斯尔斯（Castles），1981），很少有人关注到是否工会化或政党（何种政党）起了作用，或者究竟工人运动的力量要花多长时间转化成实质性的效果才能算合理。权力的结构常常被忽略了。

只需简短的反思就能使前面最后提出的观点明朗起来。以1930年代危机前的阶段为例。在可测量的工人阶级权力（工会化、左派政党选票）上，不同国家如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典与丹麦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迫使工人起来抗争的权力结构差异在整个西方文明的进步中具有决定意义。或者以战后时代为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将奥地利、瑞典和挪威的工人阶级力量几乎评为完全相同的。但在这三个国家中，社会民主运用“类似的”权力资源的能力则受到不同的限制。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得益于右派的长期分裂；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则不是（艾斯平–安德森和科皮，1984；卡斯尔斯，1978）。可能这就是导致福利国家决定性差异的原因？

那么，对于福利国家变异的原因，我们如何能够形成满意的理论命题呢？这个工作必须从重新考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着手。当我们对工人阶级动员的影响作出假定时，我们必须首先找出与工人阶级利益与需求存在某些对应关系的福利国家特征。就此而言，社会支出水平只是个附带现象，因为工人可能从未要求如此多的支出。也有必要须更明确地确定，任何给定水平的工人阶级权力如何能够产生相关的社会产出。而这必然要将议会体系、工人运动的内部分化和社会中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考虑进来。如果我们希望作出好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把权力视为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件物品。

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化

因此，工人阶级动员理论必须首先具体地明确工人需要的是什么，并且可以动员起来去争取。而后，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工人阶级权力与福利国家结果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以适应于这些可以确定的诉求。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马上会面临一个难题：迈向福利国家的第一步几乎总是由旧有的统治阶级所作出。无论他们是保守的独裁者还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都应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真正设计者。

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保守主义改革者所关心的事情离工人的要求相去甚远。俾斯麦（Bismarck）将“社会国家”（the Sozialstaat）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处方，而且是赢得新无产阶级对威廉明妮（Wilhelmine）专制统治的忠诚的工具（里姆林格，1971）。工人阶级通常是早期社会政策的客体而不是主体，而在某些例子中，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甚至先于工人运动。瑞典就是如此。

因而，当建立关于工人阶级动员的角色的理论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福利国家是建立在对抗工人与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这在早期福利政策的设计中很明显。例如，德国与奥地利的法团主义模式原本是用来粉碎与分化形成中的集体主义威胁。不难看出，不论是在纳粹主义之前或之后，这些国家的福利支出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所提供的条件却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大不相同。

所以，福利国家的工人阶级动员理论并不能从这个起点上确立。它也不能假定工人或工人集体对理想的社会政策抱有一个可以跨越历史的坚定模式。这是否使我们无法具体阐释这个理论呢？不然。因为不论把工人当做个体或政治集体对待，均不可能从了解工人提出的迫切需求中适当地确定与工人阶级动员理论相关的特征。

从个人的角度看，显然工资收入者的不安全地位会导致他们要求收入安全、社会救济和更强的免于遭受不可控制的外力伤害的能力。在市场力量的控制之下，如果劳工不去争取一定的“去商品化”，就不是理性的做法。

然而，社会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赋予，而且在此我们也必须考虑集体行动造成的紧急后果。工人们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并且形成各种社会政策模式。传统的行会或工匠社团最可能产生狭窄的友伴社团和职业福利方案。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工人运动，自然会争取家庭模式。其中，法团主义与教会的作用比广泛的阶级团结更加突出。但工人阶级动员理论的根本前提是强调集体行动的劳工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模式。这个模式直到进入20世纪后的很长时间才占据了主导地位。

有少量的社会政策原则是各种工人运动共享的。一个显然是市场压力下的去商品化。若没有去商品化，集体行动本身变得几乎不可能。为了防止变成破坏罢工的人，或者防止和同伴的工人压价竞争，为了有效而且可靠地加入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工人需要掌握基本的资源。早期的工人运动组织者无需卡尔·考茨基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rug）来告诉他们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对集体主义最可怕的威胁。

第二个原则是社会政策有助于界定集体认同感的界限。因为对工人而言，社会政策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因此，社会保护方案的组织方法，会对社会认同感、地位群体和凝聚力产生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新兴的工人阶级大众政党反对狭窄的职业性方案、法团主义以及按地位区分的特权，而要争取全面的、平等的和普遍的社会保障。

但若因此假定工人或工人运动会自然地，甚至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一种福利国家模式，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相关的行为体限制在“工人阶级”（如泰伯恩，1978）或是“工人阶级动员”（正如每个人所持的看法），则会落入谬误的世界。

因而，可行的“工人阶级动员”理论必须从一个特别的政治阶级形成的角度来界定行为体。这样，我们的分析就比较好把握了，因为构成战后时代特征的、由工资收入者组织的群众运动明显地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不论是在社会民主、共产主义，还是在工人主义的旗帜下，几乎所有议会工人运动的社会政策原则与福利国家改革设计都有趋同的倾向。

从本质上看，趋同的结果是围绕着最接近社会民主的模式。在实践中，任何一个承诺通过议会多数来赢得权力的左派政党都难以摆脱成为我们前面确认的社会民主体制模式的命运。或许，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与普遍主义的理想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确实，左派政党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根除地位差别与二元主义的能力。这两者产生于大规模的团体与市场提供相挂钩，以及试图将团体烙印减至最小。普遍主义的、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实际上已在国际上成为工人政党的参考对象。

我们已经知道，在福利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历史力量已然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几乎就是为什么它们之间有所不同，尽管存在着一定的类聚现象。早期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中，教会、贵族与专制国家的超强实力肯定是解释这种体制类型的关键；相反，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专制主义的软弱和受自由放任思潮启发的资产阶级不能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很有助于解释其“自由”体制。在这两个案例中，社会政策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成为更加广泛的、为了削弱或吸收社会主义的冲动以及为了确保政治势力所钟爱的社会组织原则得到长久制度化的运动的一部分。

记住这一点，我们即可从福利国家社会民主化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工人阶级动员理论。我们所指的是取代自由或保守制度，即全面的、普遍的、“去商品化的”、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特征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公式，就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线性分析，但不能过度。显然，国际上福利国家发展的差异不能单单归于不同程度的权力动员，而必须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在现代议会主义的背景下，这包含两个特别的条件：政治联盟形成的形态和工人运动的结构——尤其是工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基于派系的政治动员如何将工人阶级的要求过滤而形成政策，以及天主教与基督教政党如何影响社会主义与工人政党的地位。在荷兰、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等国，战后基督民主政党之所以会取得显著地位，部分地因为它们赢得了工人的选举支持；因为能够长期执政，它们在解释工人的社会政策需求方面具有决断性。

权力影响的测度

因为权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次中，并有所表现，我们必须在多种方式中有所选择。例如，我们可以在家庭和商业企业中，以及在国家中找到父权。或者，我们可以随着“新法团主义”文献的引导，将有组织的利益协调的最高层次视为权力表达的关键方式。然而，当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福利国家本位主义时，这两种方式似乎都不是最好的。在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利益组织与官僚制度都可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议会和内阁权力才构成了最明显、最直接、而且是看得见的分析焦点。我们就是要集中关注这个权力表达的层次。

我们的研究限于18个主要的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我们需要保证我们所研究的政治体系、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可比的，所以，我们所挑选的国家不是样本，而是可供比较的国家的整体。从这群独特的政治经济体所获得的结论不应被推广到其他的国家。

我们所要检验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结构差异纳入其中。首先，我们的工人阶级动员变量是在1918～1933、1918～1949或1949～1980年期间，左派/工人政党所占有的立法与内阁席位的加权平均份额。这个变量的名称为“加权内阁份额”（Weighted Cabinet Shares，WCS）。如同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工会也可能会影响政策，但在此基本上忽略了工会：第一是因为工会实力在实证上可由政党实力来替代（相关系数0.816）；第二是因为我们分析的实际焦点在议会主义。

许多研究在测度实力时所采用的方式不是很可靠。例如，常常以得票率来测量政党实力。这是值得质疑的，因为选举规则经常不是以得票数来按比例分配席位。还有许多研究常常只用很短的时间段来测度政党实力，这有可能会产生“布朗姆”效应：即指左派政党掌权，却在几年内被赶下台，只有很小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持续的影响。

我们也利用一些变量来测度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动员的作用。对于1950年之前的分析，我们的测量指标只是简单的天主教徒在国家中的百分比。基督教民主大众政党的完全兴起则是后来才出现的。但这个界定也基于一个前提假设，即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其社会正义的主导理想也可能带有教会世界观的色彩——实际上，这个变量试图捕捉到天主教教义在社会政策中的存在。对当代的分析，我们运用1946～1980年这段时间天主教政党占有立法席位的比例。确实，不论选择哪一种测量方式都不会产生太多差别：第一种与第二种测量方式之间的零级相关系数达到0.848。

显然，我们必须区分新专制主义（neo-absolutism）与权威国家本位主义（authoritarian etatism）的历史影响。为了将如此复杂的历史经验化简成能够合理测度的变量，我们找出了两个基本的特点：（1）专制统治的强度与持续性；（2）推迟实现完整政治民主的时间。我们对前者的测量是依据罗坎（Rokkan）的分类方式（1970，第3章），形成了三个群体：（1）强大而且持久的；（2）虚弱的专制主义；（3）不存在专制。根据这种分类对国家赋值，然后再用完整普遍（包括男性与女性）投票权确立的年份来加权。

在每一个模式中，我们对福利国家发展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而且肯定不是基于权力的理论因素作出了控制。第一个是经济发展。它是有影响力的，因为（1）经济增长率能够促成资源再分配，或者（2）经济进步的程度是整体工业成熟与社会现代化的概括。对前者，我们的测度是1960～1980年间（这个阶段是现代福利国家真正增长与成熟的阶段），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对后者，我们的测量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个因素包括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是与社会政策联系最为明显的人口变量（养老金通常占社会转移的主要部分）。

在“第一代”的福利国家成因的研究中，经济发展与人口压力通常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因（卡特赖特，Cutright，1965；瓦伦斯基（Wilensky），1975；1987）。此外，瓦伦斯基（1975；1987）推崇官僚渐增主义理论，即假设一旦一个官僚体系建立起来，它会乐于、也会有力量促进其自身的壮大。确实，社会政策历史中的决定性事件可以直接追溯到福利国家官僚体系的行动（德西克（Derthick），1979；斯考克普1987；威尔、奥尔洛夫和斯考克普，1988）。像我们这样的计量比较研究，官僚体系的影响力很难以可测度的方式来认定——因而在提出的多数解释中，论点往往与关键的历史人物的重要干涉联系得太紧。此外，如果我们的解释关注整个的福利国家，则很难建构出一个有意义的官僚体系变量，因为特别的社会方案都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期间中出现的。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只探讨官僚体系对养老金的效果，这样，能够更便捷地识别作为一个潜在影响因素的官僚体系的作用。

福利国家体制的测度

至此应当看得出来，现在的这个研究在对福利国家的研究中只是有限地认同了累计支出测量方式的有效性。我们倾向于结构和制度的特征，这些正是我们分析的中心。下文中对福利国家进步原因的验证涉及四个步骤。首先我们对福利国家总量提出一套有限的分析指标：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包括1933、1950和1977年）以及养老金支出总额（包括私人与公共部门）。在这两个分析中，人口和经济变量因素的重要性最可能显现出来。

在第二个分析步骤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养老金，特别是养老金提供的结构上。我们之所以决定特别关注养老金，部分原因是养老金迄今构成了福利国家活动的最重要元素，部分原因是希望将福利国家的定义从高度抽象与总体的水平，提高到能够识别出更具体的制度特征的水平。对于养老金，我们的分析会区分出我们提出的不同体制之间的重要差异。我们因此会考察项目法团主义（program corporatism）的发展程度（以地位界定的不同养老金计划数）；国家本位主义的偏离（公务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私人部门养老金的相对重要性（个人和职业养老金支出占全部养老金支出的比重）；以及所谓的社会保障偏离（私人和公务员养老金支出以外的总养老金支出比例）。

在第三个步骤中，我们考察了福利国家的一般结构和制度特征，目标还是为了是要区分出保守的、自由的与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体制的关键特征。在此，我们将着重考虑下列变量：定向与资力审查的相对重要性，如福利国家的补缺性（以资力审查的社会救助支出占总社会转移支付的百分比来测度）、救济结构的不平等性、去商品化（与第2章和第3章的测度方式相同），以及福利国家在确保充分就业中的作用（经调整的平均失业率，1960～1980年，和公共部门就业的增长，1970～1980年）。

最后，在第四个步骤中，我们转而解释第3章提出的福利国家体制；即，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社会阶层体系的三个主要模式。

方 法 论 设 计

多数福利国家理论都提出了动态的、历史的论点，但它们几乎总是通过纯粹的截面数据来验证的。这里存在着获得充分的实证证明的主要障碍。利用截面方法来验证动态的预设只有在假定受到严重妥协的情况下才能够采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在用特定时间点的跨国差异来取代序时差异。举例说明这一点，在比较研究中，瑞典几乎在所有的福利国家特征中（支出、平等性、慷慨性等等）总是得分最高。当我们作截面研究时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如果其他国家也能享有更多的像瑞典那样天赐的许多因素（社会民主、工会实力、新法团主义、经济发展或老年人口），则它们也能接近瑞典的水平。

既然一个像瑞典这样的国家总能够在任何一个研究实力影响的文献中处于福利的领导地位，截面研究就特别容易如同沙莱夫（Shalev，1983）所发现的，产生瑞典中心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谬误。一个截面研究会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由任何原因变量所能解释的方差上（例如，实力）。但理论的形成常常是因为相关的程度（回归系数B或回归的斜率）吸引了统计上的兴趣：例如，我们想要知道的左派政党实力的增加对社会平等的改善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由于数据缺乏，适用的时间序列研究很少，而且间隔很长。如果我们选择去研究那些长期序列确实存在的少数变量，我们常常会碰到严重的自相关问题——即对今年支出的最佳解释是去年的支出。尽管如此，根据现有的少数时间序列研究，我们确实知道许多从截面研究而来的假设必须得到修正。例如，格里芬、奥康纳和麦卡蒙（Griffin，O'Connell and McCammon，1989）的研究显示，用截面数据计算，社会民主控制与失业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544，但用时间序列来计算，则结果并不显著：－0.150。

在本研究中，我们只能主要依赖截面分析，因为对于几乎所有的变量，不是不可能构造出合适的时间序列，就是资料趋势性太强以致不可能在统计上获得显著的效果。换言之，不可能作出很清晰的动态性结论。

福利国家作为一个总体

社 会 工 资

如同已经谈到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最常用的测度“福利国家本位主义”程度的指标。它粗略地反映出总社会工资，即国家资源根据社会标准而非严格的市场标准来分配的比重。基于我们论点的主旨，并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支出承诺应当与左派政党实力有关。大量的社会工资也可能出现在权威体制或天主教之中。确实，左派实力动员影响到社会支出的程度在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是出现得较晚的。一直到战后时期开始以前，左派内阁的参与或仅就实力而言，是边缘性的而且是很少的。

当代福利国家的规模并不能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多大来预测。确实，1933和1977年间，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的零级相关性为负：－0.120。然而在1950和1977年间，其相关关系明显较强（0.617）。如果福利国家在过去的规模能够很好地预测现在的规模的话，显然除了以前产生变异的因素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了。然而，在1930年代到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在社会支出上的分配。

所有国家的社会工资都有所增长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我们所要解释的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当代国家之间的差异。今天，福利国家在规模上的差别大于以前。这样，距平均值的标准差从1933年的2.7（平均值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6％）增加到1950年的2.6（平均值为7.2％），又增加到1977年的6.0（平均值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8.3％）。

如果将历史的全景拆分开来，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今天的国家排名与早期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关系。1933年，在社会工资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是德国、英国和奥地利；落后的国家是芬兰、荷兰和意大利——但现在它们居于领先地位。虽然美国当时根本没有引进任何一项社会保障立法，但其排名却在中间。1930年代的排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方案，与今日存在的几乎完全不同。当年主要的社会方案是资历审查的贫困救济、公务员福利金以及，特别是在美国，带有保护色彩的退伍军人养老金。但在我们谈到福利国家的结构差异之前，让我们先考察某些主要的对社会工资解释的有效性。

在表5.1中，我们提出1933、1950和1977年经济、人口和政治变量对社会工资（社会保障支出——SSE——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影响的双变量回归结果。



表5.1　1933、1950和1977年社会工资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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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
 经过调整。

b 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或许表5.1中最重要的结果是进入战后时期前，我们的解释变量没有一个是显著的。一般认为会对福利国家发展产生影响的大部分变量在1933和1950年不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当时缺乏左派权力影响（WCS）当然是在意料之中的，但在1933年（以及在1950年）天主教与专制主义也没有什么影响，是与我们的预期相矛盾的。如我们先前讨论过的，这两种历史力量应是早期福利国家计划建立的最主要因素。

在解释福利支出分配的变化时，有两个变量很重要。一个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这个变量在1950和1977年都有显著性；另一个变量是左派权力动员（WCS），在1977年变得重要起来。

换言之，只在战后时期政治力量才影响支出承诺。这也是我们应该预期到的。只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研究的所有国家才建立起充分民主；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才有真正的机会拥有或至少是分享政府权力。“经济增长”的解释很明显地不是很有说服力，不论在哪一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无法解释社会支出的表现。但老年人口百分比这个变量的强度则表明人口统计–功能主义理论（demographic-functionalist theory）存在一定的有效性。

在1950与1977年，老年人口百分比变量是最强的，分别解释了34％和50％的社会支出方差。在1977年，“加权内阁份额”（WCS）变量解释了大约27％的方差。因而，对战后时代，我们面临着以权力为基础的理论与功能主义-人口统计理论的并存。为了估计它们的相对强度，我们把这两个变量同时放进一个简单得多变量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SSE/GDP（1977）＝－2.860C＋0.058WCS＋1.596（老年人口百分比）（Rsq.＝0.4777）（t＝0.42）（t＝0.58）（t＝2.72）

当我们控制老年人口时，左派权力丧失了解释力：如同韦伦斯基（Wilensky，1975）以及潘佩尔和威廉姆森（Pampel and Willianmson，1985）也揭示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支出跨国变异的最好解释。

这个结果与本书中的论点相当一致：没有一个理论主张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社会支出水平应该反映工人的渴望和工党的成就。“天主教”和“专制注意”都影响不大的结果比较出人意料，尤其在早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和基督教民主的力量都当然同时扩大福利支出——或许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更大——而仅此一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50年以后会缺少独立的“天主教”影响。但在1933以及1950年，天主教与专制主义的影响应该是更明显的。虽然这与我们的预期不同，但并没有推翻我们的主张。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支出总额，而在于福利国家的结构。当我们转到结构差异的分析时，我们关于政治力量的观点受到真正的考验。

养　老　金

我们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应该将社会工资分解成许多组成部分。在整个福利国家中，对工人阶级福利而言，某些内容比其他内容更加重要，而且人口统计因素（例如老龄化）也不会同样适用于所有的社会方案。有关权力与人口——经济变量的相对影响力的测度最好是严格限制在养老金上。

迄今，迈尔斯（1984a）以及潘佩尔和威廉姆森（1985）代表了这类研究最为成熟的做法。这两个研究测度养老金的方式大不相同。迈尔斯主要集中在养老金方案的质量上，并发现左派权力变量对跨国差异提供了决定性的解释；潘佩尔和威廉姆森则专注于养老金支出，并发现人口结构是最有力的解释（老年人口构成了一个有力的选票集团）。但这类方法有隐含的偏差。如潘佩尔和威廉姆森那样只用福利国家来探讨养老金支出，意味着他们只是研究整个养老金领域的一部分——公共部门养老金而已。这隐含地意味着他们所研究的是养老金的结构。

显然，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适当测试必须包含所有类型的、包括公共和私人的养老金支出。因此，我们所关注的不是结构，而是宏观经济资源分配。借此，我们使经济和人口力量的影响力过度决定政治变量的可能性达到最大。简言之，当我们以私人和公共部门支出来研究养老金支出时，我们更有可能会获得趋同的结论。相比之下，当我们研究养老金安排的结构差异时，更可能会发现政治变量的重要影响。

表5.2总结了我们在养老金总支出方面的发现。因变量包括四种类型方案的支出：个人私人方案、集体的职业养老金、公务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养老金。我们只有这个变量1980年的数据。



表5.2　1980年私人和公共养老金支出的截面（OLS）分析

（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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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如同我们所预见的，人口老龄化是在全部养老金总支出背后的驱动力——如果算不上是自我重复的话，这个结果显得很合乎逻辑。然而，当我们试图解释老年人口比例的显著性时，就会遇到困难。从功能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需求在产生之后会得到满足，或者也可以从政治压力的角度来看，是老年选民对政治体系施加了压力。

功能主义的解释在两个条件下会比较合理：（1）政治变量是完全不相关的，以及（2）经济变量是重要的原因。对于前者，表5.2确实显示，我们的政治权力变量中没有一个明显地影响到养老金支出。而对于后者，我们惊异地发现经济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完全不够显著。虽然战后的经济增长率与养老金支出的关系相当显著，但却是负相关。这表明在1980年经济增长疲软时，养老金总支出反而会扩大。我们如何最佳地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呢？

我们应该首先记住，养老金支出的计算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础的。因此，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缓慢并且同时老年人口百分比快速增加时，养老金的增长几乎必然会快于国内生产总值。换句话说，不论经济条件如何，人口的压力永远存在。我们下面用最小二乘（OLS）模型来测试这个假设：

养老金总额＝1.580C＋0.679（老年人口百分比）－0.010（GDP增长率）

（t＝0.61）（t＝4.14）（t＝－1.58）

这个模型可以解释64％的方差（F值＝15.84）。因为GDP增长率丧失了显著性，所以人口变量是很重要的单个因素。

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提出的，在一个总量的福利产出模型中，政治变量的重要影响不太可能显现出来。但是在我们检验结构偏差时，政治变量的影响力就显现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来做这项检验。首先，我们分析一系列反映我们的福利国家体制的三种养老金安排。“自由”体制用私人部门养老金占全部养老金的比例来测度。对于“保守”体制，我们分析国家本位主义的程度——用公务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测量，以及项目法团主义（program corporatism）的程度——由以地位区分的公共养老金方案数来测量（如第3章所述），最后是以法定社会保障养老金支出占总额的百分比来确定的“社会民主”体制。

养 老 金 体 制

自由市场偏差

出于团结、统一与去商品化等原因，我们会预期左派政党试图以立法的社会权来取代私人部门养老金。相应地，我们也预期在整个的养老金组合中，“加权内阁份额”（WCS）会对私人部门养老金产生强大而且是负面的影响。与此类似，因为去商品化及其对地位与层级的偏好，我们会期望有天主教政党以及具有强大专制主义与权威国家传统的国家，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

私人养老金包含两种类型：个人养老金契约（通常是各种人寿保险），以及（典型的）通过集体谈判的职业方案。这两种类型很容易地反映出不同的逻辑。虽然前者是最紧密遵循着严格的市场个人主义，但后者在工人组织强大的地方会形成较大规模——特别是在工会主义强大但工党权力较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换言之，对有组织的工人而言，职业养老金是通往议会之路的一个替代策略。这样，我们会分别检验工会的强度。在表5.3中，因变量是1980年私人部门（包括个人的与职业的）养老金总支出占该经济体中养老金总支出的百分比（市场养老金的百分比）。



表5.3　1980年养老金市场偏差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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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是1980年私人养老金（个人和职业）占公共和私人养老金支出总额的百分比。

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表5.3的结果与我们的一般性理论观点相一致。虽然没有一个政治变量在统计上是整整带有显著性的，但如我们所期待的，符号都是负的。工会主义的作用只在职业养老金占总额的比重时才被分离出来。回归系数是负的而且不显著，B＝－0.179；t＝1.48。虽然值得注意的是工会主义与“加权内阁份额”（WCS）高度相关（因而可以相互替代），但这个结果表明私人职业性方案并无法替代主要的工人运动。

表5.3显示，养老金的市场偏差主要与两个变量有关：它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虽然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相关），并且与人口结构有很强的负相关。虽然经济水平变量较难解释，但老年人口百分比变量的较强负效应对我们前面的发现提供了有意思的补充。现在看来，人口的“推动”理论并不能同样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养老金——从某种意义上看，老年人口在对养老金支出施加影响时并不是居于中立的立场。这些系数揭示了，老年人对私人市场养老金的偏好为负。

这些想法需要两个额外的模型检验。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当我们控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是否仍然存在（负的）老年效应。其次，如果老年人口对私人养老金有负偏好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左派政党的作用。下面，我们先在控制国内生产总值以后，检验老年人口的解释力：

市场养老金百分比＝12.150C＋3.6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381（老年人口百分比）

（t＝0.96）（t＝3.30）（t＝3.42）

（调整后的）Rsq.为0.528（F值＝10.49）。显然累加回归模型在包括了老年人口百分比与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变量之后，比前面的任何一个双变量模型的效果都好。而且，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性。然而，我们的第二个模型指出，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偏好并没有简单地“传导”为左派政党效应：

市场养老金百分比＝38.860C－0.076（WCS）－1.910（老年人口百分比）

（t＝2.76）（t＝－0.37）（t＝－1.58）

这个模型所能解释的方差事实上小于（20％）只使用老年人口百分比的双变量模型。换言之，它无法确定年龄结构与私人养老金偏离之间的关系。

左派政党权力对私人养老金缺乏较强的负面的影响提出了一个理论性问题。效应的缺乏可能与两极分化的方法有关。按照这个方法，国家按照私人养老金变量排列：在一个簇群中，私人养老金比例非常高（美国、加拿大、瑞士和澳大利亚），而另一个簇群的私人养老金比例非常低。因而，这里是一个线性方法效用有限的明显例子。

养老金提供的国家本位主义偏差

我们在前面将国家本位主义偏差定义为为公务员提供特权的倾向。在我们的讨论中，国家本位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是相联系的，我们也相应地期待天主教和专制主义会与高度的国家本位主义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反，根据我们的社会民主化理论，左派政党权力动员（WCS）应会对国家本位主义产生负面影响。很难看到年龄结构或经济发展如何能够影响到国家对公务员的特别待遇。在表5.4中，因变量的定义是政府雇员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80年）。如我们所预期的，人口和经济变量对国家本位主义的重要性很小或根本不重要。对于左派政党权力（WCS），其关系和假设的一样，是负的，但完全不显著。既然工会和左派政党通常会攻击基于特殊地位的特权，我们能将这解释成，政府中的工人政党一般不能（或不愿意）降低公务员所享有的优势。



表5.4　1980年国家社会主义特权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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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表5.4显示，天主教政党实力或强力专制主义的残留都有很强的影响。这正是已经估计到的。下一个问题是，将天主教和专制主义同时输入到这个模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一个变量的影响会超过另一个变量；而第二个可能性是，二者各自的影响合在一起构成全部的解释。在下面的模型中，我们测试了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加法效应：

国家本位主义＝0.599C＋0.014（天主教政党）＋0.127（专制主义）

（t＝1.76）（t＝2.84）（t＝1.82）

这个综合的加法模型揭示了方差的54％（F值＝8.65），因此优于表5.4中的两个双变量模型。然而，当同时输入这两个变量时，显然天主教政党的影响超过了专制主义——后者基本上丧失了显著性。

这从大体上确认了我们的估计：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体制的特征与它们的政治表达方式是相对应的。这种对应关系将在下面关于养老金项目法团主义的一节中得到证实。

社会保障养老金中的法团主义

正如我们反复谈论到的，对地位差别和法团主义的强调在天主教和权威主义国家的政策中都表现得很突出。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职业法团主义也渗透到许多早期的工人运动中。

社会民主化的理论会使我们估计到工党会积极消除地位差异。相反，天主教政党的力量与专制主义的遗留影响都会对法团主义有正面的影响。除了右翼分子和天主教政党的反对之外，制度化了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了保护其地位分割与特权，也会反对工党的去-法团主义努力。因此，我们应当预见到“加权内阁份额”（WCS）对法团主义会产生负面的、但不很强的影响。



表5.5　1980年法团主义养老金社会阶层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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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论上的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年龄结构或经济发展应该会影响到项目法团主义。在表5.5中，我们对养老金项目法团主义作出分析，定义与测度方法在第3章有所介绍：分离的、以职业界定的、公共部门养老金方案的数目。表5.5的结果和我们所预测的相同，左派政党（WCS）对法团主义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并不显著；而天主教以及专制主义的影响则是巨大的。确实，单单专制主义一项的解释力（84％的方差）就是惊人的。和以前一样，我们需要在一个相加的多变量模型中检验专制主义与天主教的相对影响：

法团主义＝1.072C＋0.014（天主教政党）＋1.054（专制主义）

（t＝－1.85）（t＝1.66）（t＝8.87）

这个模型确认了专制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决定性变量。这个模型所能解释的方差（86％；F值＝52.68），比前面的专制主义双变量模型只增加了一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天主教政党变量变得不显著了。

养老金中的社会保障偏差

混合养老金模式中的社会保障偏差，应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测度方法是社会保障养老金占养老金总额的百分比（包括私人、公共和公共服务部门）。得分较高虽然并不必然说明国家本位主义或法团主义受到排挤，但会明显地揭示出对私人计划的排挤。

“官僚体系”理论最适用于社会保障养老金。如同瓦伦斯基（1975）提出的，其论点的立足点是，官僚体系一旦建立，就会积聚独立权力，并实现与其自身的持续与成长相关的利己的组织利益。因此，根据帕金森定律，我们会预期到体系越老（以其正式建立的年代测量），规模越大。在表5.6中，我们检验了政治、经济、人口和官僚体系变量对各国社会保障偏差变异的影响。



表5.6　1980年混合养老金社会保障偏差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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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从表5.6中，显然官僚体系和经济发展都不会影响社会保障偏差。应该记住，瓦伦斯基关于官僚体系影响的论点，是基于考察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而得来的，而不是基于我们的结构偏差变量。诚然，即使在我们的研究中以1980年18个国家社会保障养老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验证这个论点，官僚体系的影响仍然为零。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偏差虽有较小影响，但并不显著。当我们回想到它对私人养老金偏差的负面影响时，这个结果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在讨论人口老龄化对私人养老金偏差的负面影响时，我们提出了一个设想：老年人是一个政治压力群体，他们更乐于通过立法，而不是依赖市场。仅“加权内阁份额”（WCS）变量一项即可解释47％的方差。这与我们关于工党会努力地巩固公民权利和减少对私人提供的依靠的观念相一致。

当我们控制了老年人口百分比时，左派权力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在下面的多变量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中，老年人口百分比变量完全失去了显著性。这样就确立了“加权内阁份额”的解释力度。所解释的全部方差为43％（F值＝7.50），略低于使用“加权内阁份额”与社会保障偏差的简单双变量模型。

社会保障偏差＝63.750C＋0.508（WCS）－0.185（老年人口百分比）

（t＝5.54）（t ＝3.02）（t＝－0.185）

在政治变量的影响方面，我们的预测得到了支持：确实，在社会保障偏差背后唯一可以识别的力量是工党的掌权。

福利国家的结构

在以规模来验证福利国家以及以结构偏差来验证养老金背后的因果机制之后，我们现在从更一般的角度来解释福利国家的结构差异。这一节集中讨论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都是工人运动的社会政策历史上的核心议题。我们首先考察资历审查式贫困救济的相对重要性——这尤其是补缺式、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的特征，而且总是受到工人的激烈反对。这样，左派权力应该有助于压低贫困救济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分析去商品化与充分就业表现，因为二者都是“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代表性基石。

资历审查的重要性

老式的贫困救济传统受到工人运动的反对，因为工人运动争取实实在在的公民权利，还因为资历审查有丑化效果并且对人口产生社会分隔。在我们所研究的18个国家中，贫困救济的传统在以社会民主为主导的北欧国家中几乎完全消失了；但它在美国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中仍相当重要，欧陆国家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为资历审查式的救助金在全部社会保障支出中的比重突出了传统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原则，所以它是衡量福利国家结构的适当指标。



表5.7　1977年福利国家收入决定的贫困救助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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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在表5.7中，我们用1977年的数据来分析贫困救济偏差。显然只有两个变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出人意料的是，它与贫困救济之间的关系是正的，而且很显著；“加权内阁份额”（WCS），具有很强的负面影响，这和我们所预测的一致。天主教政党实力与专制主义以及老年人口百分比都不显著（虽然表明关系的符号和我们预期的一致）。

考虑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强的解释力，我们应将其作为“加权内阁份额”的控制变量。在下面的模型中，“加权内阁份额”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解释力一如既往；这两个变量现在一共可以解释72％的方差（F值＝22.38）。

贫困救济＝－6.922C－0.221（WCS）＋1.83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t＝－1.86）（t＝－4.97）（t＝4.4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贫困救济偏差所产生的很强的附相加的线性效应，充其量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评分最高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正好也是贫困救济分数最高的国家。事实上，这个结论是在对误差作出检查之后得出的。重要的是，这个模型确认了我们关于“社会民主化”中工党权力集中的论点。“加权内阁份额”对限制福利国家的资历审查偏差显然是决定性的。

福利国家的去商品化

我们对去商品化的测度来自于第2章提出的综合指数。这个变量试图测量社会方案将工人从现金交易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能力。

显然，我们应预期左派政治权力会对去商品化产生很强的正面影响；若非如此，我们整个理论框架会基本上崩溃。当控制了经济发展变量时，“加权内阁份额”的效果也会很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在不利的宏观经济条件下，也应该追求去商品化的目标。

我们对保守主义政治的理解使得我们预期它对去商品化的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显然，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应来自于自由主义，哎，我们对此还没有作出准确地测度。在表5.8中我们使用次优方法，用贫困救济来替代自由主义。



表5.8　1980年福利国家去商品化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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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表5.8表明，在双变量关系中，只有两个解释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如我们所期待的，“加权内阁份额”（WCS）和去商品化的关系很强而且很显著——它解释了43％的方差；总人口中的老年人口百分比也有近乎同等重要的影响。当同时考虑国内生产总值变量与“加权内阁份额”变量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变得完全不显著，而且不能带来任何变化。

和我们所想的一样，以贫困救济代替自由主义政治权力后，前者与去商品化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此后，最适当的检验是，老年人口百分比变量的上佳表现到底是因为它有独立解释力，或者是它的效应通过“加权内阁份额”得以发挥。

下面的模型指出，老年人口百分比变量的独立解释力才是实际情况，因为这两个变量各自与去商品化的关系都（在同样程度上）没有发生变化；然而，二者都明显丧失了统计显著性。这个模型所能解释的总方差是49％（F值 ＝ 9.18），即比 “加权内阁份额”和老年人口百分比的双变量模型的解释力好不了多少。

去商品化＝7.898C＋0.229（WCS）＋1.275（老年人口百分比）

（t＝0.92）（t ＝1.81）（t＝1.71）

那么显然，老年人口百分比的效应不是仅仅通过“加权内阁份额”（WCS）来传播的（这两个变量间的零级相关系数为0.663，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两个变量在这个模型中的表现都不好），但去商品化也不能由这两个变量的相加效应作出最佳的解释。

无论如何，我们的发现对去商品化即使不是工人阶级权力动员过程的中心目标，也应该是个重要目标这样一个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经济变量缺乏影响力则显示出，“工业主义”理论不是很有效。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因素确实起作用，我们并不能完全推翻福利国家演化的功能论观点。

充分就业表现

充分就业并不仅有利于工资收入者个人，卡莱茨基（Kalecki，1943）认为持久的充分就业会明显推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权力平衡。可能所有的工人运动也都赞成他的观点。工人运动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于旺盛的劳动力市场。

许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公开承诺充分就业，甚至将其写入宪法。然而，承诺的程度和实施的程度并不相同。从宪法保证，如挪威，到凯恩斯式的反周期策略，如1967和1974年间的德国，直至实际上的消极政府角色，如1958年以前的丹麦、1967年以前的德国和大部分战后时期的美国，各不相同。

道格拉斯·希布斯（Douglas Hibbs，1977）揭示出，左派政治权力对充分就业的喜好超过价格稳定。但他的非常复杂的研究的缺点是，数据只包括了有限的国家，并且在时间上只包括了经济有所增长的年份。在1973年之后，维持充分就业的任务需要充分得多的权力动员。积极的就业政策必须有资金支持，而需要就业者负担起财务上的连带责任。

许多国家对1973年之后失业的反应是采用意在减少劳力供给的方案，包括提前退休，遣送外籍工人，以及鼓励妇女回家。很明显，与使劳力参与率达到最大的情况相比较，这是弱得多的履行充分就业承诺的办法。

下面的分析试图控制各国在劳动力供给上的差异。测度方法是把长期平均失业率（根据标准的经合组织定义）以劳动力参与水平来加权。因此，劳动力参与率低的国家会受到“处罚”，而那些已经扩大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国家则受到了“奖赏”。所以，这个指数不仅捕捉到了失业率因素，而且也顾及到了各国在创造工作机会方面的表现。

显然，在分析充分就业表现时，相关的经济变量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因为我们认为补缺式的福利国家承诺充分就业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引进了贫困救济变量，参见表5.9。



表5.9　1959～1983年充分就业表现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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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指数＝1959～1978年平均失业水平加上1978～1983年平均失业水平，乘以人口中15～64岁闲置人员比率。注意，这个指数是经过反转的，正值代表表现很好。

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表5.9显示，左派权力是充分就业的重要指示器，“加权内阁份额”（WCS）解释了大约27％的方差。如果我们把失业率（1978～1983年）与“加权内阁份额”作相关分析，则结果是类似的，但并不很显著：零级相关系数是－0.384。这个表也揭示了，经济增长率对充分就业表现没有任何影响。这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证据，证明充分就业表现大致上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

贫困救济和天主教政党实力对充分就业表现的显著负效应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政治”假设。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要避免干预（劳动力）市场，因此可以预期贫困救济的作用（不论是代表自由主义，还是代表福利国家的补缺主义）应是负面的。在后一种情况中，负面效应可以说是反映了天主教特殊的社会政策形态：愿意补贴家庭福利，但不保证就业。

为了找出“加权内阁份额”相对于竞争性政治力量的解释力，我们计算了两个模型：一个对贫困救济进行了控制；第二个则控制了天主教政党实力。

充分就业＝－293.015C＋4.337（WCS）－6.909（贫困救济）

（t＝－3.35）（t＝1.48）（t＝－0.81）

这个模型只解释了25％的方差（F值＝3.84）。尽管它降低了“加权内阁份额”的显著性（并消除了贫困救济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可以忽略。这个模型的结果比仅采用“加权内阁份额”的双变量回归更差。在第二个模型中（见下面），天主教和“加权内阁份额”的混合影响，取得了更强的解释。所解释的方差增到40％（F值＝6.64），而且天主教政党对充分就业的负效应显然超过了“加权内阁份额”的正效应。

充分就业＝－253.100C＋3.681（WCS）－1.860（天主教政党）

（t＝－4.14）（t＝1.64）（t＝－2.13）

我们能将这个结果解释为，总体上，当与强大的天主教/基督教民主党竞争时，左派权力动员在维持充分就业方面的有效性较低。

充分就业的承诺

充分就业的维持，正如我们前面较低的方差解释百分比所示，显然取决于在左派政党控制范围内外的许多因素。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脆弱性可能会很大，以至于一个主要的震动（如1970年代）就会产生大规模失业，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解救。即使如此，左派政党能够尽力而为，而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工人政府会采纳一系列的政策来对抗经济周期与失业。其中最重要的是积极的人力政策（再培训、劳力流动和就业安置）和增加公共部门就业。

要评价左派权力动员对积极人力项目的发展的影响并不容易。用花费在这类项目上的支出（当然要减去失业救济金支出）来计算，则必须将我们的分析限制在15个国家。我们用积极人力项目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75年资料）对“加权内阁份额”进行回归。其结果显示出了很强而显著的影响：零级相关系数是0.695，“加权内阁份额”解释了44％的方差。

现在来谈谈公共就业作为一种替代策略，我们计算了这18个国家在1970～1980年间的平均公共就业增长率。分析结果表明（见表5.10），指出国家增加公共就业的能力不是富裕程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函数，也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函数。它几乎只是左派权力动员（WCS）的函数。



表5.10　1970～1980年公共就业增长的截面（OLS）分析

（年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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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总而言之，我们似乎看到，左派权力成为开发出刺激工作机会增加和防止失业政策的工具，但它实际确保长期充分就业的能力却差得多。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否充分就业表现的差异能够用左派政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释。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提出“加权内阁份额”和1970～1980年间公共就业增长率的加法回归模型。

充分就业 ＝ － 330.011C ＋ 8.360（WCS）＋22.618（公共就业增长）

（t ＝ － 6.76）（t ＝ 2.53）（t ＝ 1.00）

这个模型能够解释27％的方差（F值 ＝ 4.09），但它显示出增加公共就业的政策对就业表现并没有独立的影响。

解释福利国家体制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验证第3章找出的政治变量对福利国家体制在阶层方面的影响。

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体制

在第3章，保守主义体制被界定为法团主义组织与国家本位主义特别突出的体制。我们论述了天主教政党实力与很强的专制和威权国家的历史，是主要的驱动力，而左派权力则会产生负面效应。在研究福利国家阶层的问题时，似乎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经济和人口变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我们的分析中省略了它。表5.11的因变量是第3章提出的保守主义的阶层特征指数。



表5.11　1980年保守福利国家体制阶层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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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因为我们所要检验的保守主义体制特征，在早期就基本上制度化了（通常是为了削弱工人），它们也会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可分割的元素，有很强的动机来维护自身。因此，无怪乎“加权内阁份额”的负面影响虽然和我们预计的相同，应是很小的，而且并不显著。我们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当（或者如果）左派政党掌权时，它们不能根本改变所接手的法团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这一点至少与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艾斯平–安德森和科皮，1984）。

然而，保守主义阶层化属性与天主教政党实力和专制主义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这和我们的理论总体上所能够预测的无出二致。尽管如此，没有理由认为这两者是可以互换的政治力量。确实，强大的天主教政党往往集中在威权主义和／或专制主义的残余长久存在的国家里；但也不是完全如此。专制主义在爱尔兰和荷兰就非常弱。

因为社会政策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化，所以有必要更仔细地检查这两个变量的相对影响。虽然“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社会政策强调国家的集中性，但是天主教的辅助性原则总是坚持私人组织（主要是教会）应该在社会服务中起到重要作用。为了把这两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分离开，我们提出了两个模型，一个同时计算天主教政党实力与专制主义，另一个测算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保守主义体制＝－0.069C＋0.071（天主教政党）＋0.670（专制主义）

（t＝－0.07）（t＝2.26）（t＝3.19）

这个加法模型解释了57％的方差（F值＝12.47），因而优于表5.11中任何一个双变量模型。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影响仍然显著，并且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而把相互作用项（专制主义×天主教政党实力）纳入模型则削弱了变量的显著性，对这个模式的解释力没有任何改善，并且表明，这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显著性的大幅下降和一部分地归于模型的“过载”。只用18个样本来检测有三个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其误差项变得很大。

保守主义体制＝0.426C＋0.035（天主教政党）＋0.475（专制主义）＋0.005（天主教政党×专制主义）

（t＝0.40）（t＝0.77）（t＝1.74）（t＝1.11）

总之，我们可以作出结论，我们对保守主义“体制性”的唯一最佳估计是天主教与专制主义相结合的加法效应。

自由主义体制

从阶层化角度看，我们认为自由主义与突出通过资历审查确定救助对象和依赖私人市场是一致的。如前面谈到的，我们不能弄出一个能够直接测度放任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方法；而且和以前的分析一样，适用贫困救济变量作为替代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它是因变量的一部分。

结果，我们对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的检验和直接检验“社会民主化”假定差不多；也就是说，左派权力动员的程度使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属性减少。

表5.12指出只有两个变量在解释自由主义阶层化程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加权内阁份额”（WCS）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0）。虽然“加权内阁份额”和我们预测的一样对自由主义有很强的负面影响，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正面影响可能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我们已经记录的，自由主义体制更有可能出现在最富裕的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表5.12　1980年自由福利国家体制阶层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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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左派动员（WCS）的负效应比我们分析中的保守主义阶层化相比要强得多。对自由主义，“加权内阁份额”可以解释高达52％的方差，显示出左派权力动员消除自由主义阶层化因素的潜力要大于消除保守主义阶层化因素的潜力。这又是我们所预料到的。一般地，“专制主义”国家要早于自由主义国家引进社会政策。结果，保守主义原则更加有力地得到制度化，并且不受变迁的影响。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较晚而且较弱，往往在工党力量强大起来时，留下很大的社会立法真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左派根据其独特的原则来影响福利国家演进的空间要大得多。

在下面的模型中，当我们控制国内生产总值时，“加权内阁份额”的负效应仍然是有决定性的。这个模型能够解释78％的方差（F值＝31.41），因而优于表5.12中的任何一个双变量检验。

自由主义体制＝－2.304C－0.198（WCS）＋1.29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t＝0.90）（t＝－6.44）（t＝4.52）

相应地，我们能作出两个结论：对自由主义“体制性”最强有力的唯一解释是“加权内阁占有率”的负面影响，“加权内阁占有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结合是最佳模型，但却无法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理论上的模糊性。

社会主义体制

对社会主义体制而言，普遍主义和平等是福利国家凝聚力的主要原则。显然，我们的假定是，“社会主义”的程度取决于左派政党动员（WCS）的力度，而且专制主义与天主教是其“天敌”。



表5.13　1980年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阶层的截面（OL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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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sq.经过调整。

b括号内为t统计量。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这也正是表5.13所显示的，“加权内阁占有率”（WCS）是唯一最重要的变量，解释了超过45％的方差。专制主义与天主教政党权力则不显著，但符号仍然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是负的。因此，可以作出简单的结论，左派政党权力是社会主义体制发展的前提条件。

结　　论

在上述几个步骤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已经找出政治变量对福利国家特征的影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的理论观点相一致。在此，可以对这些结果作出如下小结。


第一，当我们考察社会政策的非结构特征时，政治和权力的影响很小，而经济以及（特别是）人口变量则起到主要作用。这与社会（和／或私人）提供会与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同时出现的说法相一致。这也显示出，社会支出本身几乎不曾成为主要政治冲突的核心。

第二，直到我们开始区别福利国家的结构差异时，政治力量关系的解释力才凸显出来。在养老金体系和一些更一般性的福利国家特征，如去商品化程度、充分就业承诺和补缺性等方面，都是如此。也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工人阶级力量动员、天主教和国家传统的相互作用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些分析结果无疑证明左派政党实力对去商品化、充分就业的努力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化具有决定作用。已经明了，天主教政党和威权国家的历史遗留会影响到法团主义和国家本位主义的偏差。

第三，我们能够在福利国家体制和政治力量之间找到相当明晰的对应关系。保守主义的阶层化原则能够由天主教政党实力与专制主义历史的存在所决定；社会主义阶层化则取决于是否存在强大的社会民主。最后，强大的工人运动是反抗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阶层化的良好保障。



尽管如此，数据的缺乏与方法论的约束，使我们的分析不能完全遵循我们提出的理论。我们对实力的相关影响的考虑，限于对左派和天主教实力，以及对“专制主义”作为对国家建国历史的反应的分析。

最后，对这样的线性模型所不能实现的内容要有个交代：政治力量究竟是一个决定性的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历史变量？例如，当我们把工人阶级动员（WCS）认定为去商品化或普遍主义的唯一重要影响因素时，社会主义政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协调力量？是否会有其他的历史因素事先决定了某类福利国家的产生？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等待对福利国家发展的统计分析中出现新的突破。


 

 

 

 


第二部分

就业结构中的福利国家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关注的是福利国家的关键差别，并检验这些差别固化到三种不同的福利体制类型中这一主要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谈到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对比较研究的挑战是研究福利国家作为独立的因变量所起的作用：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如何系统地影响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行为？我们在第二部分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对家庭、社会分层或社会组织的社会学文献比较熟悉的人，或者研究过劳动力市场的人会很容易认识到对福利国家研究的缺失。然而，无论在当代斯堪的纳维亚、西欧，甚或是北美，福利国家也是深深地扎根在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个人生活由福利国家所构建，整个政治经济都是如此。鉴于福利国家的规模和集中性，除非它成为我们的一种模式，我们真是不大可能对当代社会有很多的理解。

在有可能由福利国家所直接塑造和指令的许多社会组织中，工作生活、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方面，社会政策的核心思想总是要保护人们不受在生命周期中所面对的紧急情况和风险的困扰，特别是在他们失去工作能力的时候。传统的、简约主义（minimalism）福利国家的哲学就是要为那些明显不健康或不能工作的人建立起一个安全网，一个最后的避风港。

另一方面，现代发达的福利国家故意放弃了简约主义哲学，而是采用了一整套新的关于福利国家在生命周期中所充当的适当角色的新原则，现在常常致力于优化人们的工作和寻找工作的能力，甚至让他们依靠报酬高、工作环境好的工作。目的是允许个人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摆脱生育和工作的两难境地，把生产活动和有意义的、有收获的休闲结合起来。在某些国家，至少这个哲学支撑了近几十年的社会政策发展；确实，这常常是许多当代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和共同认识所在。

这不是说这些原则得到了无可争议的认同。一些保守的方面、许多雇主和多数经济学家抱有经典的恐惧：福利权力扭曲了工作积极性，政府积极参与就业结果的形成只会使经济失衡。

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所要探讨的不是福利计划对工作积极性的影响。我们的目的是要探索福利国家这样一种中央化的机构如何影响其传统领域以外的事务。

在以后的三章里，我们把福利国家体制方面的发现用于研究就业领域中正在进行的主要转变。很少有人会质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在经历着一系列的根本性结构变化，其中的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彻底转变了我们工作生活的传统观念：妇女的自然归属不是在家中，而是在劳动力市场；多数人不再在工厂工作，而是在办公室或快餐网点工作。现如今，一个典型的工人会面临着把生命周期中最大的一部分时间花在工作以外，教育和休闲上。充斥着战后乐观主义时期的充分就业承诺已经成为笼罩在多数发达国家上空的一块巨大的黑云。但是充分就业，作为一种政治保障，也发生了革命。贝弗里奇爵士（Lord Beveridge）和与他一起从事战后改革的同仁们假定充分就业的概念只适用于国家中的男性。当代政治家们则必须承诺没有性别界限的充分就业。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考察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影响就业的方式。第一，在第6章中探索福利国家制度类型和一般劳动力市场行为的系统联系。我们的主要假定是福利国家的特性反映在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方式中。我们提出建议，三种福利国家体制都和一种特别的“劳动力市场体制”相配套。

第二，在第7章中，我们研究国家在战后时期保持充分就业的能力如何受到福利国家的决定性影响。最后，在第8章中，我们转向更广泛的和更为艰巨的研究：追寻福利国家对当代新兴“后工业”社会的就业变迁和社会分层的影响。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会改变研究方法。不再向以前那样进行18个国家的比较。我们的策略是基于对三个国家的比较。这三个国家选自第一部分中确定的三种体制：美国代表自由体制，瑞典代表社会民主体制，德国是保守体制的一种方便的（但不一定是完美）的体现。


第6章　福利国家与劳动力市场体制

本章的目的是对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进行初步的概念化。我们的任务是围绕着劳动力市场的三个主要的基石原则：1）人没从劳动力市场退出并成为福利国家客户的条件（在此，主要集中于退休）；2）人们在工作中带薪缺勤的条件；以及3）人们被分配到工作即进入就业的条件。

如果能够论证劳动力市场有系统地并直接地由（福利）国家所塑造，我们就可以期望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行为差异是由福利国家体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一观点与现在流行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相矛盾的。后者一般把劳动力市场作为封闭的、自治的系统来处理：其行为体是单个的和独立的，主要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标准的假设是劳动力市场会出清并自动向均衡方向移动。

当主流的经济学家确实考虑现代福利国家的影响，一般也是在两个标题之下：1）“凯恩斯式”的刺激对需求的总体刺激作用，和2）福利国家通过影响工资、劳动供给或劳动成本来扭曲自动的出清机制。新古典模型没有为福利国家留下什么空间。

在很多当代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模型中，这个问题可能还不那么明显。但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研究的却不多见。无论是在二元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内部人-外部人模型中，还是有效工资契约理论中，主要的注意力都是集中于工业组织和工业关系安排。关于福利国家在劳动力的流动行为、就业时限和更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和分层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出现相应的理论。

近年来，有几个制度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社会工资”在工人行为和解雇成本中的重要性（肖尔和鲍尔斯（Shore and Bowles），1984；鲍尔斯和钦蒂斯（Bowles and Gintis），1986）。这可能是向着更为系统性分析迈进的第一步。

经济学显然没有完全忽略劳动力市场行为和社会政策。例如，有大量的文献是关于社会福利对微观层面上的劳动力供给和流动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些要论证其宏观影响（丹齐格等（Danziger，et al.），1981；林德贝克（Lindbeck），1981）。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文献，指出就业行为，特别是妇女的就业行为与政府的项目，如税收法、社会服务提供等有关（布伦德尔和沃克（Blundell and Walker），1988；古斯塔夫森（Gustavsson），1988）。但是，一般来看，这项研究中把福利国家看成是当然如此，或者视其为自动出清过程中的一个干扰项。多数研究都限于一个国家，通常限于一个政策领域。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估计社会福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工人的劳动供给。

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的方式也是从现行的社会学劳动力市场模型衍生而来。社会学号称有很长的研究职业和工作获取制度机制的历史。一方面，它一直强调在社会中所继承的劳动力市场机会和／或教养和教育的调整作用。对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评是，社会力量排除了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为体a）独立行为的可能性，和b）在工作和报酬的竞争中有平等的起点的可能性。相反，这类文献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社会学的分化因素，如父亲的阶级地位有可能影响儿子的流动机会（这种方式有代表性的例子参见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1967；费瑟曼和豪泽（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詹克斯等（Jencks et al.），1982；科尔比约恩森，（Colbjornsen），1986）。

另一方面，社会学集中于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性分化因素；特别是产业和厂商之内和之间的组织特征（伯格，（Berg），1981；巴伦，Baron，1984；巴伦和比尔碧（Baron and Bielby），1980）。这种方法基本上是经济学二元和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对应理论。研究职业的社会学还发现，社会机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例如，典型的进入职业岗位以及在岗位上的表现，受到公司垄断性运作的影响。但是，除了教育在流动性研究中的作用以外，在社会学中，工作的取得很少（如果有过的话）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社会科学开始更加注意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这可能最明显地表现在近年对决定不同国家充分就业差异的因素的研究中。例如曼弗雷德·施密特（Manfred Schmidt，1982；1983）和泰伯恩（Therborn，1986b）展示了国家保持充分就业的能力是如何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工会结构以及新法团主义的利益协调能力相呼应。近来对服务部门就业增长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福利国家的集中性对国际服务部门就业差异的影响（赖因，Rein，1985）；沙普夫（Sharpf，1985）指出，税收水平有助于解释福利国家在扩张社会福利就业中的能力。丘萨克、诺特曼斯和赖因（Cusack，Notermans and Rein，1987）把这一点与福利国家的预算结构联系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也已经出现了几个打算对经典理论重新概念化的尝试。例如凡·帕里斯（Van Parijs，1987）指出，日益增长的享受国家福利的失业大军应当独立地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来分析。

劳动力市场自立于政治之外的说法不过是个神话，它受到意识形态的支撑，并受到过时理论的保护。但是作为一个神话，它产生于历史实践中的物质生活。因此，传统的规范是社会政策不应扭曲劳动力市场机制。早期的福利政策设计者坚持社会保护只应限于那些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人：老年人、体弱多病和失业的人。禁止福利政策影响劳动力市场决策的原则显然是用到了19世纪的贫困救助中，基于“较低享受资格”的理念；在早期的社会保险法中，坚持严格的保险精算主义以及长期的就业或交费要求；而且，在早期的社会救助计划中，资力审查和低福利标准保证了工作的边际效用明显高于依靠福利的边际效用。

当我们审查战后的社会政策时，我们发现它并没有立即切断与不干预哲学的关系。英国的贝弗里奇模式过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民之家”模式（People's Home Momel），都没有打算鼓励退出劳动力市场；相反，它们就是设计来促进劳动力市场依赖的最大化。此外，反映出知识分子对社会行政传统的影响，其基本的社会改革原则是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应当保持分立。这样，当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推行“凯恩斯加贝弗里奇”公式时，系统地将社会保护的官僚行政和劳动力市场严格地区分开来。

严格地划分劳动力市场和国家及社会制度尽管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是这个思想是基于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它关于平等——效率消长关系的假设。它们是自由资本主义鼓吹者，或者较为温和力性的自由政治经济学家，如穆勒或后来的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思想的最坚实核心。这些理论家一致同意政府增加平等的意图会破坏经济表现。

诚然，我们的许多理论先行者认识到制度是在这一消长关系中去的正值的结果所必需的，而且往往是人们所愿意接受的。这样，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保守的政治经济坚决地反对工人作为商品的思想。它对有效分配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要求所作的解答是：“工人士兵 ”：忠诚、整合与等级。纳粹德国就不愿意相信自由劳动力市场，而是宁愿分派或征召人们去参加工作，并利用指定的工作手册来控制他们的流动性。改革派社会主义的传统认为效率和最优生产率不仅需要受过教育的、健康的和衣食无忧的工人，而且在工人有足够的收入保障之后，现代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都不难实现。

这样，在我们的理论和政治遗产中，社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行为被视为一体。令人吃惊的是，当代学者们却忽视了它。在过去几十年中，三种渐进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和福利的关系，以致福利国家被直接植入到劳动力市场中。

三种渐进的革命

战后时期建成的福利国家是基于某些关于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越来越过时的假设。在高工业化时期，曾经一度依赖经济增长来提供大量的新工作。然而现今，我们目睹了无就业的经济增长。这不仅意味着在既定的投资水平上管理充分就业将面临更大的难度，而且提出了福利国家财政的一系列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充分就业概念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但是重要的革命。当贝弗里奇（和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人）提出了充分就业的承诺，他们所指的只是身体健全的男人。战后资本主义最令人惊叹的事件是把充分就业的基础扩大到包括所有妇女，实际上是任何想要工作的人。这意味着充分就业保障所包含的人口得到了巨幅增加，政治上的管理责任也显著增加了。

在这个新的困境中，传统的福利国家项目越来越需要服务于新的目标。例如，教育和退休计划就被用于协助减少经济上活跃但是不工作的人口。福利国家的社会服务可以用来吸纳新人，特别是妇女的加入。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现代福利国家的设计就是要保持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国家之间的清晰界限。这样，福利国家只能关照那些绝对没有能力工作的人，而不能吸引任何人离开工作而依靠福利。在这一点上也出现了悄悄的革命。一方面，退休计划没有得到更新，但是却被大大地拓展了。结果是近年里，西欧的提前退休吸引了数百万计的有能力的人离开劳动力市场，而进入福利国家。

在很多情况下，提前退休成了对失业增加的一种反应。但是当福利国家帮助大众退出工作生活而进入退休状态时，其财政必然受到额外的压力。提前退休还被用来服务于公司合理化和重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是社会集体协助组织并出资来改善企业的竞争力。其结果是企业的微观理性和集体产品之间发生冲突。福利国家帮助改善了微观层次上的效率，但是同时创造了宏观经济的非效用化：人力得不到充分使用，公共预算也出现赤字。在另一个方面，如果福利国家坚持经典的不干预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教条，就有可能使国家受到维持行业竞争力的巨大压力。

我们能够识别出第三种悄悄的革命。现代福利国家不再仅仅作为社会提供的体系。实质上它们在很多国家中都成为就业机器，往往是唯一重要的就业增长来源。现在，丹麦和瑞典的福利国家雇用了大约30％的劳动力。这里又明显脱离了理论上自我管理的劳动力市场机制。这样，福利国家吸收了劳动力供给，不仅是为了维持充分就业的承诺，而且因为福利国家自身的经济逻辑需要工作机会越多越好。对于福利国家来说，雇用过剩的劳动力比补贴他们不去工作更省钱。

总体上看，新兴的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论是出于就业还是更为一般性的经济目标，福利国家的传统责任已经得到扩展和变化。其结果是，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变成了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的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看，福利国家变成了劳动力市场出清的主要媒介。家庭计划便于妇女退出；提前退休便利了老年人。通过在医疗、教育和福利领域雇佣更多的人，维持了劳动力需求。通过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便利了女性劳动力供给。通过为工人提供付薪假期和允许暂时缺勤，帮助了人们协调作为经济生产者、社会公民和家庭成员所承担的责任。

下面，我们会更仔细地考察工作、生活与社会政策最为明显地相互交织的三个例子（“窗口”）。我们根据工作合同来选择出这些例子。首先，我们集中考察劳动力供给的条件：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留在或退出劳动力？我们的实证案例主要是老年工人的退休行为。

第二个窗口考察决定劳动力在合同范围内行动的条件。原则上，工作合同刺激了劳动时间和报酬的交换。交换的时间主要是由雇主所“拥有”，工人对时间如何分配没有什么决定权。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工人在合同范围内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行使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去商品化了？这里的一个适当的实证例子是带薪缺勤。

第三个相关的窗口是关注劳动需求的，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劳动力进入就业。除了个别例外，现有的理论一般都假设劳动力需求是边际生产率和价格的函数。当然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假定福利国家的总需求效应影响劳动力需求。经济学家还认识到了工资的补贴效应。但是福利国家作为一个主要的雇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退出及劳动力供给

认识到社会政策能够决定劳动力供给并不是什么创举。格雷布内尔（Graebner，1980）论述说退休已经作为一种管理失业问题的工具以及一种允许雇主辞退低生产效率的工人的机制。

经济学家把退休作为休闲-工作消长关系的函数来研究（阿伦和伯特里斯（Aaron and Burtless），1984；丹齐格等（Danziger et al.），1981；博斯金和赫德（Boskin and Hurd），1978）。这类研究一般都局限在微观层次，不能看出微观层次的选择和宏观层次的结果如何相关联。在经济理论中可能是无效率的（人们为了获得退休福利选择休闲而不是工作）可能对企业来说是有效率的（较高的生产率和利润，由纳税人来支付）。在宏观层面，提前退休可能会同时减少劳动力供给，提高总生产效率并把资源引向产出为零的活动（退休）。

现有的学者很少注意到福利国家的变体通过何种方式对劳动力供给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很难相信老年男子退休的国际差异只是取决于养老金福利水平或获得的难易程度。提前退休的需求依赖于各种可能的选择（非全职工作、有保护的就业，再培训、失业保险），取决于工业关系体系的性质；取决于经济的状况；这些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福利国家的活动。

提前退休的跨国变化大得惊人，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增加。应当关注55～64岁的男性工人。多数国家按照惯例一般是65岁左右退休。妇女的传统角色是家庭妇女，所以很难对妇女的退休作比较。表6.1表明在我们以前的发达制度体制类型和劳动力退出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关系：北欧国家群体的退出率低；大陆欧洲的退出率很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除了英国以外，退出率都比较低。这仅仅是由养老金计划的质量和是否拥有提前退休计划所决定的吗？从一定程度上看，应该是如此。德国、荷兰和法国已经自1970年开始成为开发灵活的和提前退休计划的先锋，而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享受提前退休仍然是很没有吸引力的。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挪威仍然只提供基于残疾的提前退休计划。



表6.1　年龄较大的男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趋势：男子的劳动力

市场参与率（（55～64岁），（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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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加拿大的数据是1965年而不是1960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工人组织（ILO），国际劳动统计年鉴（Year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各期；国家统计年鉴（Nat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s
 ）。

基于养老金方案的解释与其他研究的发现一致，认为有吸引力的福利会引诱人们退休（博斯金和赫德（Boskin and Hurd），1978；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4；帕森斯（Parsons），1980；赫德和博斯金（Hurd and Boskin），1981）。但其他研究则作出相反的结论。比较研究更是如此。哈夫门特等，（Havement et al., 1984）、戴蒙德和豪斯曼（Diamond and Hausman, 1984）以及潘姆皮尔和维斯（Pampel and Weiss，1983）都作出结论说，不同国家养老金的差异并不能解释退休行为的不同。潘佩尔和维斯（Pampel and Weiss）谈道，退休主要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功能，一个界定和测度有些含糊的现象；戴蒙德和豪斯曼（Diamond and Hausman）则强调失业对年纪较大的工人是十分重要的。以美国为例，他们发现33％的年纪较大的、被短期解雇的工人之所以选择提前退休，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为了找到退休规律的体制特征，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有两个因素似乎会特别有关系：年纪较大的工人长期失业的风险和获得退休收入的可能性。

年纪较大的工人长期失业的概率（如在年纪较大的工人中，长期失业占总失业的百分比）在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非常高（35％～50％），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加拿大和美国则相当低（10％～12％）。这当然证实了“失业管理”的假定。从福利角度看，加拿大和美国的养老金很少；但瑞典和挪威的养老金立法不论在慷慨程度还是在获得资格的难易程度上，均比欧洲大陆国家要优越。因此，我们似乎碰到一个互动效应。当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较少时，可能会产生大规模的提前退休，但是只有在福利很有诱惑力时才会如此：这是欧洲大陆的情况。当劳动力市场条件很好时，即使福利不错也不会导致退休：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最后，因为劳动力市场条件很差，即使福利并不很好却仍会吸引退休，英国即是如此。

如果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取决于失业风险和退休福利的设定，我们必须考虑福利国家在更大范围中的角色。首先，年纪较大工人的退出趋势的一部分可能只是提前退休得到批准造成的（通常在1970年代早期），一些潜在的部分失能的工人正等待着退休的机会。这虽然能够解释共同的趋势，但很难说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工作权是影响失业—退休关系的第二个特征。在工作权比较强的地方，很难解雇年纪较大的工人。但工作权的差异几乎不能解释退休行为的变异，因为它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大陆或多或少是相同的，而在美国则相当弱。可能关系更为明显的是，在年纪较大的工人面临失业威胁时，福利国家所能提供的其他选择。正是在这里，可以为斯堪的纳维亚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不同找到最好的答案。在瑞典，年纪较大的工人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内得到了一系列的劳动力市场选择，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却不是如此。在瑞典，一个年纪较大（多余的）工人能够选择部分退休，并结合非全职工作、付薪再培训和保护性就业等项选择。但在德国则没有这样的选择。

但是，退休关系还孕育于1970～1980年代国家对提高失业和大规模行业重组的策略中。提前退休福利提供的引进一般不是为了针对经济危机。通常是后来，它们才成为危机管理的工具。在工会力量强大和年长者主导地位强的国家中，雇主想方设法要裁减劳动力，并摆脱年纪较大且常常是低效率的雇员，提前退休是个天赐的良机。在此，提前退休的质量是工业合理化的前提条件。

但是，提前退休（以及其他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方法，如遣返外籍工人和鼓励妇女待在家中）也在服务于维持充分就业的大目标，特别是在德国、荷兰、法国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它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限制性的，而且积极的人力政策并不重要。在这些国家，福利国家严重倾向于扩大政府的社会服务，因而反对以福利国家就业作为促进就业的一种替代策略。相比之下，在像瑞典与挪威这样的国家，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政策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在现实中，有了充分就业的承诺，对抗经济周期的积极政策，以及1970年代社会服务就业的大规模扩张，就没有必要采用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政策。

带 工 资 缺 勤

和养老金一样，疾病和相关的福利原本是为了帮助真正没有能力的人。带薪缺勤的思路从质量和范围方面都经历了决定性的转变。在多数欧洲国家，现在的患者救济金和正常工资相等。在有些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立法通过扩大对各种偶发事件的高额福利，包括患病、生育、子女养育（对母父双方）、教育、参加工会以及各种相关的活动及假期，有意地把个人从强制工作中解脱出来。控制与限制已经被消除或自由化了；取消了等待期，只有在超过一个星期时才需要生病的医生证明，不需要以前的工作经历就可以领取，而且福利金可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

显然，自由地享受带薪缺勤会在根本上改变雇主的控制。难怪相关的转移性福利已经成为研究“打消工作积极性”的文献的最热门话题。在很多情况下，缺勤确实是反映了能力的丧失，那么打消工作积极性的问题就不是太大。但是，如果这些方案能够让工人在上班和他们更乐意去做的其他事情之间作出一些自由选择，社会政策就改变了就业合同的整个逻辑。

大部分提出打消工作积极性问题的研究估计，由于放松了规定和扩大了享受资格，总体上的缺勤率会上升（萨洛斯基（Salowski），1980；1983）。但任何对缺勤的充分理解都必须考虑到众多其他的解释。在需要医生证明时，医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就变得很重要；当工人害怕失业，或雇主很严厉，人们可能就尽量不行使带薪缺勤的权利；恶劣的工作条件会导致频繁的生病，但是也可能会诱使工人把缺勤作为一种“应付策略”。似非而是的是，在产品需求不济的情况下，特别是如果福利金由纳税人支付时，雇主会“鼓励”工人缺勤作为储备劳动力的一种策略。最后，缺勤也可以反映出人们尽量平衡他们作为工人和作为家庭或社会成员的努力。

很明显，缺勤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特别是那些关于“打消积极性”的研究，都会引起争议且基本上无法作出定论。

人们常常认为病假在稳定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总量数字表明，病假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大幅上升。这可能支持一种从福利方案角度的解释，因为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和患病有关的计划得到了自由化和改善。美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可能从这个角度解释，因为它是唯一没有出现立法的国家。但在德国，尽管1960年代方案得到了调整，缺勤并没有增加。

缺勤的跨国差异是惊人的。一项关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国家分成三个群体。一个群体（瑞典和英国）有很高的患病缺勤率，每个工人每年平均请病假20天。第二个群体（美国与加拿大）的患病缺勤率极低，平均每个工人损失5个工作日。德国、法国和荷兰则居中，大约会损失10～13个工作日（经合组织，OECD，1985）。这项研究还表明，缺勤不是一直上升的。确实，在1970年代中期的6年中，缺勤有5年在下降。

多数研究只着重于患病缺勤，但是，要了解福利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影响，这个指标就太狭窄了。如果我们扩大视野，包括所有类型的带薪缺勤，各项比率可能会加倍。表6.2中，我们提供了患病和全部缺勤（不包括假期和休假）的数据，用缺勤小时数占总工作小时数的百分比来代表。



表6.2　1980年工作带薪缺勤：每年的缺勤小时数占

总工作小时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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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德国的数据是基于缺勤人数占总雇员人数的％。

资料来源：WEEP数据资料，基于国家劳动力样本调查数据（National Labor Force sample surveys）。

表6.2揭示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带薪缺勤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生病范畴；福利国家已经从某种意义上支付了雇员在工作合同范围内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仅次于带薪放假，最大的非患病计划是产假和育儿假——这项计划实质上允许妇女因生育而影响工作。这样，总量数据掩盖了一个事实，在任何一天，瑞典都有超过20％的就业妇女缺勤但是仍然有收入。在瑞典，妇女最大限度地加入劳动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原则。它取得了世界上最高的妇女参与率，80％以上。但是，相关的成本很明显，缺勤率很高。

在瑞典，有婴儿（0～2岁）母亲的参与率和全体妇女的平均参与率几乎一样高。从1970年的43％上升到1985年的82.4％。但在同一群体中，任何一天都有接近半数（47.5％）的妇女不在工作，是平均妇女缺勤率的两倍，是全国平均值的四倍。

在另一项研究中（艾斯平–安德森和科尔伯格，Esping-Andersen and Kolberg, 1989），我们研究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男性与女性缺勤行为的时间序列和行业截面数据。我们的发现证实了这里所提出的现象。不仅妇女工作缺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两三倍，而且这一倾向在公共部门最强，在任何一天，都有超过30％的女性雇员缺勤。这表明了我们不能以传统的方式来看待缺勤和工作问题。在北欧国家，工作和“休闲”的关系是由福利国家活动的复杂网络所决定的，其范围涉及女性就业最大化（公共部门就业与广泛的促进劳力供给的服务）到便于缺勤的福利提供。

斯堪的纳维亚的模式可与德国的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缺勤率低得多。这与女性参与水平低得多和年龄较大的工人提前退休率高得多有关。但德国或荷兰这样的国家都比美国更好理解。美国的女性劳动力几乎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地呈爆炸性的增长。没有福利立法、集体谈判中的覆盖率高度不平等、患病或产假和育儿方面的福利常常很低。即使如此，美国所有年龄段的妇女都有很高的参与率。

和瑞典一样，当在任何一天都有大约15％的工人缺勤却仍可获得收入时，就很难坚持劳动力市场只受纯粹的交换原则所支配的逻辑了。我们一般认为的劳动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福利时间”。瑞典人所能够享受选择范围说明他们的去商品化水平比较高：他们虽然把时间交给了雇主，但是雇主对所购得的劳动力商品的支配权受到严格限制。

社会政策能够决定去商品化程度的角度有很多。社会立法的存在是第一个先决条件。美国非常低的缺勤率可能只是因为没有任何立法的方案。显然，等待期（从挪威与瑞典的零到加拿大的14天）与强制性的医生证明也都有关系。在瑞典，一直到第七天才需要患者的医生证明；在挪威则是第四天。在其他国家，第一天开始就需要医生证明。补偿水平能起到明显的决定作用：自由裁量决定的程度取决于工人能否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此外，福利成本由雇主担负还是社会化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德国和美国，福利是由雇主支付的；在瑞典则由国家支付。这自然会影响缺勤在微观和宏观效用矩阵中的定位。对瑞典的厂商而言，缺勤的成本较低，而且有很多好处。在时机不好的时候，它能够作为一个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储备措施。但从总体上看，缺勤成为瑞典宏观经济上为了使充分就业最大化所必需付出的一项很高的成本。而在德国与美国这样的国家，其效用混合会有所不同。对于雇主，这个体系诱使缺勤最大化。这还意味着德国公司不那么积极雇用女性工人，并更乐于甩掉年纪较大的工人。对于德国来说，宏观经济上节省下来的缺勤费用是以利用少量人力和沉重的养老金为代价的。

福利国家作为雇主

国家就业本身并非是什么新鲜之举。但是它的扩大需要对其影响力作出重新检验。公共部门可以像其他雇主那样支付工资和提供劳动合同，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关系，传统的市场原则只能从边际上发挥作用。终身就业和缺少赢利动机（也可以称为剩余价值），薪金地位和传统生产力逻辑不能发挥作用都说明正统的劳动力市场经济模型很难适用。

除了长期作为直接雇主，政府在传统上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影响了就业的进入。这些工具包括从临时就业计划、工资补贴和总需求管理，到工业补贴和全方位的积极人力政策。尽管如此，国家对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分配影响的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它作为雇主的作用。正是这个角色，国家从最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方式。

那么，福利国家在塑造就业市场进入和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作用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不是公共部门本身。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关系，则公营工业企业，或交换就没有多大关系了；所以传统的公共行政、法律和秩序也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所关注的是集体社会福利标准，从就业分配的角度，在多大程度上主宰了市场。

为了初步了解国家间的不同，让我们考察一下两个指标：福利国家占全部社会服务就业（医疗、教育和福利服务）的比重，以及福利国家社会服务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第一个指标测度公私部门的混合；第二个指标测度国家总体上倾向于福利国家就业的程度：见表6.3。



表6.3　1985年福利国家在就业结构中的角色：医疗、教育和福利服务就业总量和在公共部门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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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EEP数据资料。

再次提到我们的国家群聚。北欧国家有相当大的福利国家就业，作为一个群体，全部就业的约20％到25％由国家提供。第二个国家群体也同样很相近。这些国家中的社会福利就业本身发展的程度很低，公共部门的福利国家角色在总就业分配中只占边缘地位：最明显的例子包括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还有第三个群体，其中福利服务就业发展得很好，但是私人部门的作用很强。这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

在第8章中我们会更详细地考察福利国家在就业变化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现在，也有证据说明这三个群体几乎和我们找出的三种福利体制类型完全对应。

体制群聚的固化

当把我们对退出、缺勤和进入的讨论中获得的证据结合起来时，我们可以获得支持福利国家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结果有系统联系的大量证据。首先，一些福利国家强烈偏重于劳动力供给最大化；这些国家较大年龄男子的退出比率较低，妇女的参与率很高。主要的例子是挪威和瑞典。相比之下，有些福利国家强烈支持退出劳动力市场和降低劳动力供给。这些国家包括德国、荷兰、意大利和法国。最后第三个群体，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福利国家不论在退出还是在妇女参与方面都做得不多。两种现象都存在，但很难说是社会政策使然。福利国家政策可能解释不了所有的方面，但是提供儿童照顾和相关的服务会影响妇女的劳动供给，缺勤方面的计划和税收政策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没有打消双职工积极性的税收；但在德国，这种负面的影响则相当强（古斯塔夫森（Gustavsson），1988）。

但是，福利国家对社会服务提供的承诺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就业。就像在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已经积极而且有意地参与了社会服务的扩张，对女性就业造成显著的乘数效应：社会服务允许妇女参加工作，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很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她们可以找到就业机会。在这些方面，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代表了一个极端；而欧洲大陆国家在另一个极端。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全体的劳动力参与率以及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都很高，但其福利国家的直接影响则不很重要。当我们把不同国家的行为特征在每个“窗口”联系起来，结果会出现很强的国家群聚效果。这表明，福利国家体制和就业体制趋于一致。

因此，有一定的理由坚持我们最初的假定，把福利国家作为现代经济的组织和分层的根本性力量。根据下面的实证分析，我们需要完成一个十分艰巨的理论任务，要重铸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分层理论。这样一个任务现在还不能完成，但是我们可以开始为这个研究课题找出一些必要的参数。首先，以前划定的分界线使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之间保持了严格的区分，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福利国家“静悄悄的革命”不但有效地破坏了自主市场机制的意识形态，也破坏了这一机制的现实。社会方案不单单是越来越多地影响人们与厂商在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合同中的工作—休闲替代关系等方面的选择。真正关键的一点是，社会政策有系统地转变了，而且是有意地重新塑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出清机制。

在静悄悄革命之后而来的这个转变十分重要。如果我们暂时回到我们的“窗口”，这种情况会变得清晰起来。先从“退出”就业开始，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实践，价格信号是引导厂商与工人行为的关键机制。今天，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的提前退休、失业，或积极的人力政策，厂商——至少在许多国家——无法实现合理化和解雇工人。类似地，对于工人来说，退出、退休或更换工作的决定也受到社会政策选项的引导。妇女（如今在某些国家中已开始接近全部劳动力的一半）是否要加入劳动力的决定更是受到福利国家的影响，包括服务的实施（托幼）、转移体系（选择运用缺勤的能力）、税收体系和劳动力需求（社会福利就业）。

就业“进入”则和退出如出一辙。在有些案例中，超过1/3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而是一种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集体产品生产体系。福利国家就业当然也是围绕劳动合同而组织起来的，以劳动时间来换得工资，但是其逻辑在细节上是不同的。生产力的概念很难适用；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决定的；工作一般是终身制的；而且雇员在如何分配时间，如何做工作，以及如何选择工作-福利等方面享受着较大的自主权、自由和权威。福利国家不是整个经济劳动力市场的合作方（即使是与众不同的合作方），它可能确实构成了一个孤立的和不同的工作“市场”，甚至是群体。它的增长可以显示出一种新的二元经济形成了。同时，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奇怪的难题：由现代福利国家导致的传统国家经济边界消失，并由新的分割线所替代。可能这些会取代经过时间考验的行业阶级冲突，我们的社会是围绕着这些冲突组织起来的，我们的政治是围绕着它们动员起来的，我们的理论也是围绕着它们建立起来的。这确实是我们在第8章所要找寻的。


第7章　对充分就业的制度适应性调整

充分就业的制度性问题

战前改革派预言道，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能够建立起一种更为人道、更富生产效率的资本主义。自由派（如贝弗里奇）和社会民主派（如威格福什（Wigforss）和迈尔达尔）基本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应该采用凯恩斯式的福利政策。

麦克尔·卡莱茨基（Michael Kalecki）对“充分就业的政治视角”（卡莱茨基，1943）的分析已经成为经典。他的理论正是讨论的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主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怎样能适应新的阶级力量均衡。卡莱茨基找到了两个对策，在一种类型中，“政治周期论”推崇的是稳定性政策。在这个模式中，工资压力和工人原则的败落受到政府引导的萧条所左右。相应地，充分就业只是在经济周期的高潮时期或许得到实现。可惜卡莱茨基对另一种解释模糊不清，只是说充分就业的资本主义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反映工人阶级的力量。

一个经济中如果存在私人企业而且公共部门保证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正义，制度的适应性调整问题就体现在如何不使对工人的再分配威胁到平衡经济增长。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把可能的零和冲突化为有积极效果的以及持久的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相一致的相互关系。那么，哪种制度框架能允许私人企业和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共存？

在战后，这个问题是所有发达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都要面对的。在多数国家，和平的迅速实现伴随着在意识形态上对持续充分就业的很强的承诺——尽管为了稳妥，各国承诺的性质不同，从带有宪法性（如挪威）到一般性的美好愿望（如美国和西德）都有。

尽管都是承诺，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实际责任却大不相同。在某些国家，像英国、美国和瑞典，充分就业在分配上的困境在战后很快就出现了，而在其他的国家，这个问题却在很多年以后才出现。

在现实中，真正持久的充分就业在时间上以及在不同的国家都是不常见的。只有很少的国家（挪威、瑞典和瑞士）能够在整个战后时期把失业率持续地控制在低于2％～3％的水平。在多数国家，充分就业都只是短暂地出现在1960和1970年间。

波尔多尼亚（Bordogna，1981）明确区分了若干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国家（如挪威和瑞典）和那些实行走走停停的政策、利用失业来控制工资压力的国家。这样的区分遵循了卡莱茨基原来的制度理论，但是在战后发展的过程中，波尔多尼亚的理论引出了新的问题。首先，一个国家在这两种不同的制度之间作出选择时，需要满足哪些条件？第二，一个充分就业的工人阶级更愿意采用哪种制度安排——以及同样重要地——愿意采取哪种政策工具来限制工资压力？如卡莱茨基所预见到的，新的制度结构可能是必要的。但是除非新的制度结构能产生出政策工具，并据以克服零和冲突，否则仅有新制度结构是不够的。第三，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从观念上根本性改变了对应该如何实现初始充分就业的看法。一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它是区分国际经济扩张阶段（1950年代和1973年之间）和1973年以后时期的充分就业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应该对1973年以后，挪威和瑞典极好的表现给予特别注意。这些国家是否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决策设法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菲利普斯曲线的难题？如在第6章谈到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妇女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普通参加者，从而使充分就业的含义得到了巨大的改变。从统计上看，这可能使充分就业的对象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

 。

在这一章中，我们的分析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尽管在制度调整和政策选择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特别是197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似乎在一个方面呈现趋同性：它们都没有能力同时确保充分就业和平衡经济增长。这一点对“政治经济周期”制度类型和引人瞩目的瑞典、挪威都适用。主要的原因在于（到目前所尝试过的、任何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框架内）能够把零和冲突转化成有效的协商机制的手段很有限。在这一系列有限的手段中，福利国家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存在不少问题）。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提出追逐充分就业政策目标时需要协商或一致性。这些论点假定私人企业的自主权是有保障的。这样，能够用来实现工资限制或作出其他牺牲的工具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公共范畴内。无可非议地，社会政策就成了在分配上寻求解决方法的主要领域。然而，这已经对福利国家造成了双重羁绊：它又要负责充分就业表现，还要负责分配上的协调。我们下面会论述，这两个功能是互不相容的。

战后时期的制度模式和政策制度类型

在多数国家，1930年代和1950年代之间是社会政治出现全面重组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建立了新的制度安排，以管理分配上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模式。第一个模式建立在强有力的、无所不包的、集中性的工会组织之上，通常与主管的（或有主管地位的）工党相联系，愿意在中央政府层次或行业范围内与雇主谈判。这个模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瑞典。这个制度的组合基于工人对私人工业所有权的权利和特权的认同。它意味着工会和工党政府都不会对私人企业的决策进行干预。因此，矛盾就被限定在如何分配社会产品的问题上。简言之，工人力量的资源不会也不可能被调动起来用于改变公、私之间的界限。这一点已经得到认同。在这个模式中，工人的力量强烈地推进了对分阶段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权利的承诺——强有力的、整合的、包括各个阶级利益的组织保证形成不会产生很多搭便车行为和囚徒困境问题的、达到稳定“社会协调”的制度安排。

战后另一个制度性安排的基本模式特征是，在市场和政治中，存在非完全的或零散的阶级组织构成。最好的例子是美国。缺少对分配问题进行全面协商的制度性手段，搭便车问题和囚徒困境问题都无所不在，关于分配的斗争表现得斤斤计较并缺乏远见。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采取最大化战略，从而加大了对偶尔的反通货膨胀手段的需要。此外，在雇主方面缺少在制度方面的认同，工人运动的实力本身就成了斗争的一个目标。在这个体系中，组织的力量将确实地被视为平衡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这些两极化的例子很像奥尔森（Olson，1982）的分配联盟和施密特（Schmidt，1987）的两个充分就业模式。它们各代表了我们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类型中的一个。当然，他们模糊了多种多样的战后制度性表述之间的差别。多数国家都是两种模式的复杂混合体，每个国家在战后都走过了独特的道路。然而在此，本人并不是要数出充分就业问题解决方案有多少“不同的案例”。

下面将集中考察以下三种制度类型：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对德国将给予特别关注，因为德国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工人崛起之后向北欧模式靠拢了，而在1970年代反通货膨胀优先的政策下又转回头来。

战后时期制度安排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许多国家纷纷作出社会民主化的承诺。社会民主化的意思是保证社会公民权以及消除失业。在美国通过新政对社会保障、农业补贴作出改革，并促进积极就业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化得到了确立。弗兰克林·D.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把自己设计为斯堪的纳维亚农工“红-绿”联盟的美国版，并使用大致类似的纲领。但是美国不存在全国性、强大并团结的“红”、“绿”阶级组织。联盟以政治制度为中介。因为南方坚持拒绝实行有可能提高劳动力成本、并解放黑人的福利和就业政策，所以联盟始终很脆弱。罗斯福在1936～1937年间决定恢复到正统的平衡预算，这或许在技术上是一个错误，但是在政治上被视为是必要的。这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周期”的例子，它是设计用来平抑工资和价格上涨的。但是由于战后保守派对包含在瓦格纳法案和塔夫特-哈特立法中的社会保障改革和充分就业承诺（前者较多；后者较少），工资和价格的上涨加剧了。新政所包含的向着现代发达福利国家制度迈进的开拓性尝试在1945和1950年间被有效地终止了（斯考克普（Skocpol），1987）。价格稳定从制度上被确定为任何政府的首要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的政策组合为限制性的预算政策加上反通货膨胀性的“政治经济周期”，特别是针对朝鲜战争的通货膨胀威胁。直到1960年代中期，在福利国家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失业保持了较高水平。联储相对的政治独立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手段，用它可以确保价格稳定在长期内的优先地位。

和美国一样，其他国家在战后初期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英国工党政府在战后沿着贝弗里奇计划所指引的方向，对福利国家制度化进行了强力推进，对充分就业也持有同样的强硬态度。对这二者的成功执行助长了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工党的反应是利用工资和价格控制来实行收入政策，结果很快就疏远了工会。工会中缺乏内部协调意味着，首先在工资和未来收益之间达成可行的政治交易或谈判是不可能的；第二，工会运动从制度上不会支持无法接受的收入政策或者无休止的走走停停的政策，即使是带有战略性的选择。正如希金斯和阿普尔（Higgins and Apple，1981）在他们对英国和瑞典进行比较时所论述的由瑞典工会联合会（Swedish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和劳工组织（LO）在同一时期类似条件下推出了“正和”（positive sum）解决方案，而在英国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因为缺乏政策创造性，而是受制度上的约束。

167北欧社会民主国家往往被视为一种平衡的充分就业福利国家增长模式。
(2)

 和英国及美国一样，北欧国家在分配及充分就业承诺与通货膨胀盘旋上升的现实之间也面临着困难抉择。在小规模、开放的北欧经济中，太多的需求会导致直接和急速的国际收支失衡危机。因为工资上推得太多而会使竞争性受到威胁。所以，处于大致相同地位的北欧社会民主国家却走上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

丹麦的工人运动在战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从政治上被引向歧途了。使丹麦通过大萧条时期的工农联盟依靠的是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制度。强有力的（自由主义的）农民为了保证农业出口坚持要求预算紧缩和价格稳定，福利国家制度因而遭到了削弱。因此，丹麦的福利国家改革和充分就业直到1950年代晚期以后并未进入政治日程。美国和英国一样，间歇的工资和价格压力（如朝鲜战争时期）是通过走走停停的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周期”得到控制的。

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只有挪威和瑞典有能力把充分就业的承诺变为现实。这两个国家和丹麦一样在1930年代因为开始了积极的福利和就业政策而实现了社会民主上的突破。其基础是相似的：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工会和能够主宰工农政治联盟的工党是使社会民主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

与丹麦不同的决定性制度因素是，在挪威和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团结，更有能力实现集中协作谈判，而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更为边缘化了。与丹麦不同，挪威和瑞典的工党都主宰着政治领域，不可能以统一的中产阶级联盟取而代之。因此，他们对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改革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和英国一样，在战争刚结束后一直在这两方面实行指令性政策，推动工人运动找到解决工资—价格压力的、永久性的和稳定性的解决方案。

在瑞典，这个问题于1940年代后期在国际收支恶化时浮出水面。和英国一样，社会民主党政府除了要求工会同意冻结工资的收入政策以外，找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工资控制在地位比较弱的工人那里是最有效的，而在最强的工人那里则效果最差。这里就给工会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将来不断出现的收入政策可能会破坏工会运动的团结；第二，收入政策意味着工资限制会对利润实现不平等的补偿。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是由戈斯塔·雷恩和鲁道夫·迈德纳（Gosta Rehn and Rudolf Meidner）设计的，工会支持这个政策以取代收入政策。在瑞典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被用来实现对充分就业的适应性调整。这个工具简单易行：施加全面的工资压力并配之以慷慨的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以便吸收失业人员、对其进行再培训，并把他们转移出日渐衰落的行业。同时这个政策的设计是为了便利利润丰厚的、有活力的行业，同时为它们提供经过良好培训的人力资源。最后，这个政策假定不可避免的工资压力可能通过（反周期的）预算限制得到控制。

使用这个政策工具需假定两个重要的制度性条件：集中的和团结的工会组织与政府政策在政治上相协同；雇主有信心并愿意保持很高的投资水平
(3)

 。这些制度性前提条件在1970年代之前大致都有保障，允许对充分就业的工资压力问题作出“正和”的解决。

挪威的反应和瑞典类似，但是有其制度上的特征。首要的是，战后挪威工党政府享有绝对的议会多数，可以依靠非同寻常的、全面的政治共识。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政党在战后保证承诺建立福利国家和保持充分就业的文件上也签了字。从一开始，制度上的安排就是为了协调“新-法团主义者”的利益。政府委员会和工会合作，结合经济增长目标指导工资水平。用来保证遵守工资指导水平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是，政府对工业信贷和投资的强力控制。这样，工会有理由相信工资限制将会伴随着投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挪威的信贷政策就相当于瑞典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二者都是用来将工人的充分就业谈判力量转化为积极的结果；二者都只有在工人和资本在内部组织上达成一致、能够作出具有远见的政治交换并且与政府达成一致、能够把小范围的利益转化成全国性利益的制度环境下，才可以实施。

德国代表了战后发展的第三种变体。在著名的“社会市场”模式中，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和限制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结合，并且明确规定公共预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促成了价格稳定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除非得到适宜的制度条件的支持，这些政策在运用过程中也会失败。除了战后西德独特的条件（被外国占领、大规模毁灭、领土分割）之外，其他的重要条件有三。首先，德国中央银行的自治是用限制性货币政策控制工资和公共支出增长的基本制度手段之一。第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实际上都处于边缘地位，意味着对再分配的压力一直很小。第三，源源不断的和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来自东部地区的）人力供应在很长时期内阻止了工人运动大幅推进工资上涨。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的模式相当于意大利（可以从南部汲取劳动力）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和美国（可以使用西班牙裔劳动力）相同。

只要劳动力供给超过行业就业的扩张，德国的“经济奇迹”就可以在没有通胀性工资压力和没有对实行重大社会改革的有效的政治诉求的情况下推进。但是在劳动力供给在1960年代耗竭之时，对制度性重组的需要也就显现出来了。

对工人正在取得的再分配权力的制度上的适应性调整，始于1966年基督教民主党人（Christian Democrats, CDU）和社会民主党人（social democrats, SPD）之间结成的“大联盟”。路德威格·埃哈德（Ludwig Erhard）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正统论被搁置一边，而席勒（Schiller）的凯恩斯主义的全球指导论则受到青睐。他们坚信协调行动在管理充分就业必然导致的工资压力时的能力。“协调行动”的目的就是要为工会、雇主和政府提供一个制度性的框架。在这一框架内，分配性的目标可以得到协调。德国的政治重组，在1969年形成社会民主-自由联盟，是迈出了重要的第二步。这个联盟主张应该利用主要的政策工具来适应新型的权力结构。其中重要的有：瑞典式的积极人力项目和对社会福利方案的重要完善。

充分就业的国际趋同

196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充分就业的趋同趋势。开始时，在监管工具上形成了惊人相似的选择，即使在根本不同的制度体系内也是如此。主要是福利制度被用来化解分配僵局和威胁性的工资压力。有了充分业，劳动者需要对战后初期的“社会契约”进行重新谈判。

失业水平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急剧下降。从1950～1960年，美国平均失业水平为4.5％；德国为4.6％，丹麦为4.3％，挪威和瑞典分别为2.0％和1.8％。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在1960年代的失业率大约在1.5％～2.0％之间
(4)

 。

很难构造出一个能够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关工资的强有力的时间序列。一个相当具有可比性的方法是计算小时报酬对制造业每小时产出年变化率的弹性。然而，一年里出现的高弹性不一定能表示出工资压力，只不过是经谈判的工资上涨的初期影响反映到了第二年中。因此，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出两年或更长时间里显著的高弹性。表7.1对某些国家出现这种工资压力的时期作了小结。出现显著工资压力的例子有1950年代的瑞典（实现了充分就业），1951～1952年间的美国（失业水平达到历史最低水平：3.2％和2.9％）。此外，这些国家和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在1960年代出现了显著的工资压力。在1969和1973年间工资压力达到最高水平（弗拉纳根等（Flanagan, et al
 ），1983；于尔曼和弗拉纳根（Ulman and Flanagan），1971；克劳奇和皮佐尔诺（Crouch and Pizzorno），1978；萨克思（Sachs），1979）。



表7.1　1950～1983年瑞典、美国和德国显著工资压力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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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工资压力的定义是：制造业小时报酬年变化率除以制造业人均产出年变化率。“显著”工资压力（或调整）根据走势图的标准差确定。因为各国均有自己独特的走势，决定方法也因国而异。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国民账户，具体各表；现行各卷（巴黎，经合组织）。

1960年代，不断上涨的工资压力与日趋下降的赢利率、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困难一同到来。新的情况引来了四种主要的反应。一是利用通货紧缩的政策对付经济过热。意大利、法国、丹麦（1963）、西德（1965）、英国和瑞典（1966）使用了这种政策，如果我们把货币贬值的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英国、丹麦和挪威在1967年也可以算在内。通货紧缩措施主要是为了应对突发的国际收支困难。可能德国是个例外，它在国际收支上的困难比较小。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们视为是回到了卡莱茨基（Kalecki）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它们是一次性的应对危机的方法。

第二种反应是收入政策，从明显、全面的手段到含糊、间接的说服工会自制的做法都有。前一种较早的、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丹麦1963年的“成套解决方案”，其中政府——经所有重要的利益组织同意——为所有人提供一系列的社会福利，以换取私人部门对收入和消费的约束。这是一个充分就业压力如何导致福利国家扩张的较早的例子。

收入谈判发挥作用的能力根据阶级组织的团结性和政治交易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法国1964年的尝试只包括公共部门的工人，但期望他们的工资约束能够影响到别的人（事实上没有）。这个政策实行了几年，导致1968年爆发了灾难性的罢工和工资暴涨（于尔曼和弗拉纳根（Ulman and Flanagan）；1971；克劳齐和皮佐尔诺，1978）。在英国，1966年实行了法定工资政策（6个月工资冻结），但是和法国一样，导致了大罢工并且导致工会代表大会（TUC）和工党之间关系恶化（克劳齐，1977，1978）。在德国，新的大联盟（Grand Coalition）于1966年实行了“协调行动”，试图在确定工资指导时把工会也包括进来。这些措施在以后的两年里都得到了实施，但是由于缺少“社会对称性”（即同时存在工资限制和利润上涨），结果是非法罢工蔓延，并于其后的1969年出现了工资爆炸性增长（米勒-延奇和施佩林（Mueller-Jentsch and Sperling），1978）。

对充分就业秩序的第三种反应是利用制度性的重组来适应劳动者的新权力：出现利益协调的“新法团主义”结构。研究“新法团主义”现象的文献很多。
(5)



正如我们所知，这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失败了，在德国也不过是作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尝试。在条件更灵活的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奥地利，利益协调的结构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取得了在分配上进行谈判的一整套工具。这样，在瑞典，谈判的机会由于养老基金（ATP）、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机制和投资储备体系的发展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马丁（Martin），1981；艾斯平–安德森，1985a）。它们都吸纳工会作为关键的决策者。与此类似，在挪威，公共信用和投资机构这类机构网络得到了扩展，允许采用新的政策，如实行有利于穷人和发展较缓慢地区的再分配。新制度的主要目标是把劳工运动纳入到关于分配优先性的谈判中来，它在能够取得成功的国家一跃而起，在有些国家则保留了结构上的不完全。

同等重要的是，制度重组的这种尝试常常伴随着急急忙忙寻找分配渠道的做法。一是通过投资促进政策。设计它的目的是用来保证工资约束形成新的就业机会。另一个是，福利国家越来越多地推行“递延工资”（deferred wage），即承诺改善将来的社会福利以换取现在的工资限制。二者都导致了公共预算的极度扩张。

最后，第四个反应是动员新的人力储备。一个途径是让外国工人来填补空缺的职位；另一种是鼓励更多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前者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起到了主要作用；后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占主要地位。
(6)



持续充分就业的不相容性

在1960年代接近尾声时，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持久的充分就业；然而，尽管主要的制度性重组和各种政策反应，新的稳定均衡并没有得到实现。阶级和组织力量的平衡反应在更高的通货膨胀压力（赫希和戈尔德索普（Hirsch and Goldthorpe），1978）、工会组织中以及工会与工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克劳齐和皮佐尔诺（Crouch and Pizzorno），1978）、泛滥的罢工活动以及日益下降的企业赢利能力中。
(7)

 同样，如表7.1中所示，工资压力在1969～1973年间加剧了。

政府和利益组织在1960年代针对充分就业压力所设计的解决方案至多只是提供了临时的喘息机会，最终无法在长期内适应。首先，政府引致的衰退或纳入新的人力储备都不能改变持久的充分就业。第二，1960年代收入政策谈判中确定的工资限制一般不足以平抑工人的需求，特别是当工资限制产生了利润大涨，或当实际收入受到通货膨胀影响时就更加困难。第三，在收入政策、再分配性的工资谈判和通货膨胀共同刺激下，劳动力市场中发生了激烈的为争取公平性的斗争。工资差异被打乱了。最有实力的人通常能够在工资上得到补偿。

结果是，新的分配性谈判纷纷开始。多数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抑制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加强国际收支并在赢利能力下降的时候保证可持续的投资。在分配方面看，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取代增加工资的方式。1960年代和1970年代盛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使通货紧缩性的政策无法实施。

工会中日益紧张的关系和越来越少的共识意味着，新的交换条件必须要对多数人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须能够有助于恢复团结。福利国家成了工资限制的基础性工具。但是，与1960年代相比，蕴涵在福利改善和新社会方案中的“递延工资”的成本要高得多。

递延社会工资战略在多数国家已经很明显了。例如，韦斯科普夫（Weisskopf，1985）证明了社会工资对私人工资（趋势）的比例从一个经济周期跨越到另一个经济周期中。最急剧的增长在1960年代（大约是1963～1968/9）和后面的1970年代早期（1968～1971和1971～1974/5）。表7.2展示了社会工资从1965～1982年间在7个国家上涨的情况。递延社会工资策略根据每个国家的制度特征不同而又不同的表现。在美国有两种主要的形式：在公司部门内部经谈判的雇员福利改进（如医疗和职业养老金）
(8)

 和社会福利改善，一般与选举相结合。缺少强有力的阶级或选举基础，欧洲社会民主典型的政治交易模式存在于在美国的选举最大化的制度框架中。



表7.2　1962～1982年“递延社会工资”的增长：平均年度社会转移支付对平均年度薪金增长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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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78～1981。

资料来源：OECD，国民账户，详细表格；已出版各集（巴黎，OECD）。

因此，只有一个在位的总统（吉米·卡特，1979～1980）在通货紧缩的政策条件下进入了大选。在美国，实际上社会福利的所有主要改进都在国会或者总统选举年。蒂夫特（1978）说，13个立法的社会保障改进有9个发生在选举年。然而，蒂夫特的分析中没有证明的是选举最大化政策对工资推进也有抗衡作用。在整个1950年间直到1960年代中期，社会工资比例在美国一直没有发生变动。这是一个工资普遍落后于生产力上涨的时期，失业水平也较高。这种情况在1965年以后得到急速反转。从1962～1965年期间到1965～1969年期间，小时报酬对生产力的年度平均弹性增加了两倍（萨奇，1979）。在这些年里，也发生了第二次美国福利国家扩张（迈尔斯，1984b）。

除了反贫困战役（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联合穷人和黑人选民以击垮民主党联盟），约翰逊政府开始了凯恩斯似的刺激经济政策（1964年减税），立法通过了对医疗救助/医疗照顾方案，放松了对享受权的要求，两次通过并提高了主要的社会保障福利（1965和1967年）。

看似矛盾的是，尼克松政府也全面肯定社会工资战略的重要性。在1969～1972年间，联邦政府立法通过了对社会保障福利金的巨幅增加，引入了指数化，大大扩展了覆盖面，并且通过了有保障的养老金（SSI）。养老金在工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些改善与1971年后半年实行的一项收入政策（工资/价格控制）同时发生。但是，这些政策毫无疑问是用来赢得1972年总统竞选的。然而，在美国制度的逻辑中，选举策略当然不排除社会保障策略。

主要的社会工资谈判是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家常便饭。1973年在瑞典举行了公开谈判，工会同意修正工资要求以换取立法放弃雇员养老金缴费。在丹麦，社会工资从1960年早期开始就是工资压力的唯一发泄渠道。这样，实际上，在每个正式的收入政策中，都对工资限制或者贬值进行谈判，工人的收入限制由福利改善和社会改革来加以弥补。在多数其他国家，这种现象在1970年代早期达到了高潮，当时养老金得到了升级，失业和患者现金救济项目通过立法取得了主要的突破。其结果是发展起来了实为世界上最为慷慨的现金救济项目。

再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劝说工会遵守协同行动中的工资指导方针的能力与其为德国福利国家制度升级的计划紧密相连。《在就业促进法》之后，1969年政府通过了对生病期间继续领取工资的法律——这是在此前10年中工会的首要要求。但是工会在社会复兴初期的工资限制却带来了新一轮的斗争和工资推进（工资作为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68年的61.3％跃至1974～1975年间的66.3％）。第二阶段的主要福利国家改革始于1972年，包括养老金大幅提高，确保最低养老金和自由享受提前退休。和1971年的美国一样，这是社会工资谈判和选举最大化的结果。基督教民主党要超过社会民主党计划的改革来获得选票。

递延社会工资假定工人愿意推迟消费的增加，否则他们的谈判能力会允许他们即时消费。然而，这是一项很复杂的谈判内容。人们普遍认为不仅对工资收入者之间的团结有益，而且对工资收入者和最直接的受益者（主要是老人）之间的团结也有益。递延社会工资策略出于两个动机：用它来减少工资诉求，同时还要降低通货膨胀率。然而，福利国家支出的主要增长一定会引起高税收，而且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快速公共支出增长会加剧现有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需要寻找其他成本更低的能够缓解压力的工具。

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出现的主要替代策略包括各种民主化的工作生活和提高工人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力。这些从福利国家财政的角度很有吸引力，并且有助于解决工会内部合法性的问题。工人权利的扩展成为工会的一个优先目标。这在挪威、瑞典的“工业民主”立法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丹麦，1970年代早期也有这样的迹象，但是没有那么明显。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西德在1970年代中期就扩展基本法所引起的冲突。在瑞典，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很明显而且程度很高。有了一系列的法律，工人在公司董事会中有了席位，获得了终身就业的权利，对安全和健康条件有了很大程度的控制，甚至在技术决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

如果社会工资扩张使政府预算紧张，工业民主化就会导致更严重的压力，并且实质上引起赤裸裸的斗争，因为它威胁到了雇主已有的主权。它的引入意味着实质上脱离了“阶级认同”，而这正是战后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模式的前提。它在抑制工人的工资欲望方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这两种方法的不适用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广泛的工人控制立法不可能提供一个工人可以接受的、有益的解决方案，它在瑞典通过时受到了雇主组织和保守党系统地和强有力地攻击。毫无疑问，它增加了集体谈判在过去十几年里遇到的压力。而且，因为与原来“社会契约”的明显决裂，这种立法破坏了在战后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阶级认同。

社会工资谈判的矛盾要复杂得多。其弱点并不一定像列宁主义分析家所预言的那样在于激化了工人对劳动领袖的反抗。问题是其财政效果。在就业和产出增长的条件下，扩张社会工资所连带的税收要求可以在不大幅增税的情况下就得到实现。然而，1970年代早期和中期是一个经济增长较为缓慢、通货膨胀蔓延的时代。结果平均工人家庭的税收大大上涨。
(9)

 表7.3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工人最后不得不承担起递延的（社会）工资。



表7.3　1965～1980年瑞典、德国和美国工人家庭的平均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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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平均个人纳税包括社会性缴费。边际税率是工人收入的百分比，假定一个家庭有一个挣收入的人，还有两个孩子。

a．估计值。

b．1982年数据。

c．1982年数据。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一个典型工人的税收/福利地位”（The Tax / Benefit Position of a Typical Worker）（巴黎：OECD，1981年）；和SSIB数据文献。

通货膨胀和税收增加共同迫使工会采取有害于经济稳定和持续充分就业的工资谈判策略。在某些条件下，名义工资的增加会达到20％～30％，而只能实现2％～3％的实际工资增长。因此，对于工会来说，税收降低变成了首要任务，是工资限制谈判中的主要内容。在瑞典，1973年立法通过的对社会缴付的再融资成了一个短暂的缓解，但是实际的问题在于边际税收。不能把税收或通胀压下来导致了工资在1975年的暴涨。直到1981年，一个主要的改革帮助降低了边际税率，因此即使在国际经济危机和对充分就业承诺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工会也不得不继续他们的工资最大化谈判。工资在1975～1977年间和1981年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

丹麦的情况更有戏剧性。部分原因是福利国家几乎完全依赖于直接所得税，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更强以及边际税率上涨更为迅速。这样，到1970年代早期，许多家庭发现增加劳动时间会对可支配收入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结果在1973年发生了有名的税收反叛，由摩根斯·格里斯特拉普（Mogens Glistrup）的进步党所领导。从那时起，不断变换和羸弱的议会内阁没有一个能够通过提高所得税来弥补快速增加的公共支出。

在英国，克莱恩（Klien，1985）观察到了一个类似的逻辑。在工党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以回报工资限制的一段时间之后，不得不（在1978年）满足工会代表大会提出的减税要求。

在美国，不难想象，补偿性税收降低的压力并不是来自于有备而来的利益群体，而是来自于（开始为）地方和（后来为）全国性的税收反叛。这些反叛在1981年实际上给里根政府下了一道不可抗拒的减税令，尽管专家们普遍认为减税对经济会有破坏性影响。

就业重新取代工资限制

典型的发达OECD国家，如丹麦、美国或西德，对1973年的欧佩克（OPEC）石油震荡、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货币秩序、工业利润下降和国际贸易滞胀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递延工资的策略和社会公民权方面的主要改善使得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变得必不可少；同时，政府增税的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二者共同的特点是，财政面临危机。在以后的10年里，在传统经济增长的收益和支出削减方面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1973年以后，现行的条件使得充分就业承诺更难兑现。福利国家发现自己要承担起保持充分就业，或者至少是回避大规模失业的新任务。如果递延社会工资策略，加上有保障的税收限制，是国家在1973年以前对充分就业工资问题的一个大致相似的反应，则1973年以后的时期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

不同制度下对价格稳定和持续充分就业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在维持充分就业的手段方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差别。一个对1973年以后，特别是1979年以来的情况所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新兴的制度模式中没有一个能够促成充分就业和持久的、平衡的增长。
(10)

 基于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造成了失业；基于从反周期性财政或货币政策到积极就业创造和大规模生产补贴的就业促进政策已经被证实不能实现平衡的增长。唯一明显的选择，即以就业促进换取有效和显著的工资限制，至此在制度上受到了阻碍。

工会组织是在持久的经济滞胀过程中对维持充分就业一个的重要障碍。就业扩张是否通过对私人部门的大规模新增投资或通过公共部门社会服务的增长来实现，必定要得到可支配工资下降的支持。然而，因为工会所代表的群体一般限于有工作的工人，通过社会工资或税收为基础的谈判所能取得的团结性，很难通过针对非就业群体的就业促进计划得以实现——特别是因为就业促进计划确实会刺激实际工资而不仅是实际工资增长率的下降。此外，由于就业保障法的存在，一般加入工会的工人不太可能对失业群体的命运有很强的认同感。

第二个主要的障碍和福利国家财政的不平衡有关。衰弱的征税能力和快速增加社会工资的承诺共同发挥作用，受到失业增加的进一步打击。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预算赤字提供了可供福利国家用来满足社会福利和充分就业双重需求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

第三个重要的障碍蕴涵在进步中的工业化和加剧的国际竞争所形成的经济复兴逻辑中；意即，新工业投资的边际就业收效甚微，恢复国际竞争力需要低劳动力成本，或因合理化导致的大量裁员的配合。但是，减少了的劳动力成本和裁员与福利国家的表现有直接的联系。劳动力的削减意味着雇主社会性缴费的下降；裁员假定福利国家计划的存在，就像提前退休一样，福利国家计划能够吸纳被裁掉的工人。总之，不管如何看待这些障碍，福利国家成了各种矛盾的主要焦点。

我们提出的由美国、瑞典和西德所代表的三种福利国家制度对战后充分就业问题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反应。在从政治上适应1973年以后的条件方面，它们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美国）的主要特点是政治经济周期管理和市场监管；第二种模式（斯堪的纳维亚）中，福利国家成了维持充分就业的主导力量，一边作为直接雇主，一边提供补贴；我们在第三种模式中（德国）发现存在一个保守的节俭政策和福利国家倡导的老年工人退出就业政策的混合体。在前两个模式中，就业持续增长；在后一种模式中，就业缩小了。总之，福利国家被迫吸收没有得到财政支持的成本。在任何一种模式中，稳定的、基于充分就业的增长都不可能立即实现。

可以回想起来，进入1973年以后时期的美国在社会支出方面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没有得到税收和社会缴费增加的支持。这个制度上自我融资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了破产，特别是到了失业造成税收减少、人口老化造成支出增加的关头。政府税收增加的一个主要来源是，通货膨胀使收入加速进阶到更高税级。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对减税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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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政府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应对能力受到其有限的财政能力和政策手段的严重约束。一种解决方法是扩张公共部门的就业，可是在财政上（和政治上）行不通。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在63岁提前退休，帮助企业裁掉一些生产能力较差的劳动力，但是这个方法进一步加大了社会保障融资的压力。引进一种积极的人力政策的想法因企业界的一致反对而搁浅了。CETA（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综合教育和培训法案）帮助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储备，但不过是起到了一个停车场的作用。

政策上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显然是造成了高失业的、反通货膨胀的商业周期管制。1978和1979年的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伴随着新一轮的工资推动（1978～1979年的工资增长对生产率的增长大约为1.30）。卡特（在选举中致命）的反应是在1979年采取通货紧缩的手段。

这项政策引起的严重衰退造成了自“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失业率（1982和1983年的平均失业率为9.5％）。与以前的衰退相比，核心的工会劳动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激起了工会，特别是较大的行业联合会在集体谈判层次和政治领域纷纷支持达成交易。思路是通过牺牲工资来保证就业和增加岗位的政策。以就业为基础的利益权衡确实通过私人谈判间或有所发生（例如在汽车行业），但是没有和新的里根政府达成和睦关系。里根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集中于迅速解除CETA、减税、福利削减、放松管制和反通货膨胀政策。

尽管反对政府就业促进的思路，里根政府还是采用了刺激性的计划。一个是，公共预算赤字的飞涨和大规模的国防购买刺激了需求。政府净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1.4％上升到1983年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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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1981年的减税对企业来说无异于补贴。公司所得税在公司收入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20％下降到了1983年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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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就业的比重出现了实际的下降，失业率很高（直到1984年），美国的就业增长率很强。这个表现虽然看起来很不错，但是不能用里根的膨胀性政策来解释，因为就业增长趋势在1970年代一直都很强劲。然而，在1980年代初期的就业表现伴随着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包括在公共预算和对外贸易方面非常大的赤字的政策制度。债务服务支出作为经常性的联邦政府支出在1983年超过了11％。

挪威和瑞典是在1973年以来能够保持充分就业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列。两个国家都设法在1980年代的萧条之前使失业率维持在3％以下。这个表现证明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充分就业承诺的力量，表明这两个国家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体系，能够解决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基本经济困境。然而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挪威因为有石油经济的影响自然处于独特地位。石油收入能够让挪威采用同时支持收入和就业增长的措施，而其他国家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石油收入是凯恩斯主义在1973年以后的膨胀性政策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并不是常有的透支将来的收入，政府1974年设计的收入协定把政府支出提高了10亿克朗，为雇员作出大幅减税。这一扩张性的收入政策在以后的几年里得到重复使用，在1977年达到最高潮，支出增加了20亿克朗（艾斯平–安德森，1985a，第244页）。这些收入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把劳动力成本推到比OECD国家平均水平高25％的水平，破坏了经济的竞争力。

如果不是政府对生产和工资进行补贴，这就又是一个现成的严重失业的例子。据估计，在1970年后期，每五个挪威工人就有一个人的工作是靠公共补贴维持的（哈尔（Haarr），1982）。此外，仅生产补贴一项的规模就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1972年的5.3％增加到1978年的7.7％。到1983年，下降到了6.1％。这是美国补贴率的15倍，西德的3倍，丹麦（高水平）的2倍。

当然，结果是出现巨大的预算赤字（利用石油收入来充抵），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对工业竞争力的长期损害。随着石油收入在未来几年里的下降，保持充分就业的成本就变得难以承受。挪威也使用了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才使用的对失业增加的反应，尽管在丹麦和瑞典用的较少。这包括福利国家就业的扩张（在1970年代的年增长率达到3.5％左右）和积极的人力项目，包括再培训和庇护就业。

瑞典的充分就业表现更好一些，因为瑞典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海里也没有可以捞到的便宜。此外，在1970年早期没有利用财政政策的做法把瑞典经济摆到了一个很不利的位置。首先，为了对付工资上推和经济过热，社会民主党政府在1971～1973年期间造成了一次相对严重的衰退。紧缩性的措施抑制了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但是瑞典在当时繁荣的国际市场上败下阵来，被迫利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消化大量的失业。第二，持久的收入抑制在1975～1977年间促进了工资暴涨，和在挪威一样，破坏了瑞典在海外的经济竞争力。在1976年，当社会民主党被击败时，有证据表明，用长期以来的“中间路线”药方来面对靠充分就业平衡增长的挑战已经无能为力。除了工资推动和疲弱的竞争力，投资率也变得过分低下，通货膨胀很高，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低。在不稳定的资产阶级内阁执政的1976～1982年间，社会民主的、充分就业的霸权地位得到了维护。然而，瑞典的政治被限制在一个无法继续发挥作用的制度中：工资难以控制；税收无法提高；公共开支不可能削减；以及紧缩性的政策不能提及。

其余的选择就是积累大量的政府赤字以支持就业。受到危机威胁的行业得到大量的补贴；日益增加的存货得到全面的补贴（在1977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中吸收的剩余劳动力又纷纷露头了。唯一可以作出的选择是加速福利国家就业。在1970年代，公共部门就业的平均年度增长达到5％。和美国一样，但是在福利国家的阴影下，瑞典实际在滞胀的经济条件下使总就业增长了。但是，保持充分就业的努力成本很高。到1980年，政府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4％，1983年达到了近12％。这个规模的赤字一定要和政府税收合起来看，到1980年代，税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

瑞典的税收能力很独特，并且和支持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的一致性有关。然而，额外的增加却似乎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政府在1982年重新掌权，但是不仅面临着巨额的赤字，而且需要对主要的新投资出资。自1982年以来，政府能够依赖工会牺牲工资要求来保证公共产品的提供，但是为了实际工资的下降也引起了工人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不满。在1982年，强有力的金属业工会与雇主谈判破裂。在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工会联合会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张的局面。

在1970年代，瑞典的分配斗争变成了一种零和争斗，只能通过福利国家的赤字性干预作出些许弥补。这种弥补是很危险的，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长期的一致性消失殆尽了。代之而起的是很大的两极分化。

社会民主走出困境的途径是基于在1982～1983年间引入工资收入者基金（“经济民主”）以及货币贬值和经济危机计划。原则上要使有效的工资纪律变得可以接受。作为回报，工人作为一个集体可以享受一部分的收益，享受的形式是对病退基金增加附加收益，以及对未来的工作和工资追加集体投资资本。从卡莱茨基学派（Kaleckian）的角度看，工资收入者基金是从制度上适应充分就业的新尝试；它们的功能是引导劳动者的力量转变成“正和”的相互关系。认为这些基金有这样的能力需要假定企业乐于参与；但是和社会民主以前的制度创新相比，工资收入者基金从企业的角度看强调了对产权权利的又一侵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样，如果可以论证任何形式的对充分就业的制度安排，必须基于一个潜在的社会契约，则我们不得不预言工资收入者基金策略很有可能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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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的一个大胆的社会民主新时期只是在社会民主党掌权之后的几年之后才开始。西德并没有以某种投机的形式来面对1973年的石油危机。私人和社会工资在以前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利润下降了，通货膨胀压力很强，德国的出口竞争力受到了削弱。在1973年以后失业上升，社会民主党自然而然地选择扩张性的措施。然而，它的反周期预算与中央银行坚持通过限制性货币政策来稳定货币和价格的做法发生冲突。中央银行获胜，政府被迫限制福利支出并容忍失业增加。紧缩政策一直被用来控制通货膨胀，直到1978～1979年期间出现了短暂的通货膨胀。

因此凯恩斯主义的突破，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一起被放弃了。在这一背景下，工会没有什么理由来坚持协调行动所连带的新法团主义安排。然而，因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不断提高的失业水平，他们没有能力施加工资压力。因而，工资限制在1970年代就成了政治商业周期的一个函数；并不是由谈判所决定的。确实，工会发现可供谈判的内容实在是少得很。

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成鲜明的对比，德国福利国家不允许同时完成社会平等和就业促进的双重任务。为了支付不断上涨的失业和养老金的成本，政府在1977、1981和1982年被迫削减对社会和人力计划的实际支出，并同时提高税收缴付。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在积极的人力计划中吸收失业的能力被有效地否定了，它扩张福利国家就业的自由度也面临了同样的命运。尽管有一般性的财政紧缩，政府开始搞预算赤字。虽然与斯堪的纳维亚或美国相比显得很少（1975年占GDP的5.7％；1980年占0.3％；1981年占大约1％），在政治上却无法得到接受。

德国采用了两个主要的抵抗失业政策。一个是遣返外国工人；另一个是鼓励老年工人提前退休，目的是希望这项政策可以促进生产效率和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个方式在多数欧陆国家都很典型，但是引起了总体就业的显著下降。在德国，男性60～65岁的参与率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81年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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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尽管劳动力收缩，失业水平却继续上升（在1983年达到8％以上）。紧缩的货币供给政策既限制了消费又限制了投资。

德国有特色的就业退出策略可能提高了工业生产率，但是它使福利国家面临着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类似的财政失衡。这里的主要因素是就业退出策略加速了转移支付并减少了社会缴付。因此，要使公共预算得到重新平衡，就一定要大幅削减福利或大幅增加税收。

德国政策调整的范围较窄，特别是通过谈判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受阻，这两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工会会采取对稀缺的工作进行再分配的政策。这样，减少工作时间就形成了一种主要的需求，首先在1976年要求全面减少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个提议被分立的工会联合会拒绝了。取而代之的是金属业工人工会要求每周35小时的工作时间加上5％的工资补偿。1978年为此举行了罢工，但是这个策略还是被击退了。在1984年的又一次运动遭到了同样的结果。

德国用于稳定政策的方式产生了三项很大的成本：1）对福利国家的财政压力；2）对人力的次优利用；以及3）疲弱的投资行为。

结　　论

这一章试图对老数据作出新解释。这里所谈论的问题在以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文献研究战后宏观经济政策、收入政策，充分就业的经历、福利国家、工会和新法团主义的协调、治理能力的下降和1970年代早期以来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

尽管有这么多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似乎仍有必要作出一些新的解释。首先，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例外，很少有人研究在过去40多年里发生的许多强有力的结构性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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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对充分就业、经济稳定政策和福利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如此。我们的知识前辈把它们看做是更为民主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中内在联系的现象。当代的学者则更为专业化。正如迈尔斯（Myles，1984b）提出的，递延工资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手段，利用这个手段，福利国家重新作为战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内生变量。

同样，1970年代早期不仅造成了对战后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逻辑断裂，而且为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值得分析的问题：研究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新的对后1973时期的“危机-分析”大体上与以前的学术研究和现象没有什么联系。这里提出的分析就是要探索充分就业增长时期和新“危机”时期政治之间的直接联系。

战后几十年里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对平等、充分就业和效率的承诺。卡莱茨基（Kalecki）提供的答案——即通过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本身很难造成任何争议。另一方面，如果卡莱茨基考虑到了制度性的重组，导致私人企业家权利的严重弱化，问题就大不一样了。

战后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其协调民主与私有产权之间关系的能力。这两种制度的组合是因为有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社会契约”，其中工人承诺要尊重企业特殊地位的神圣性以换取分配斗争不受限制的自由。

战后时期的稳定与阶级和利益组织是否有能力找到使这一根本性交换关系得到发挥的制度性安排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社会契约是不变的，制度性安排就会在不同国家之间发生很大的差异。这不仅在形成充分就业经历的强度和持久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在政策目标和分配优先之间实现稳定的和可操作的协调的能力有很大影响。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性结构居于主导地位，战后各国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管理由充分就业带来的权力关系变化的能力不断下降。基本的困难在于找到可接受的发泄零和矛盾的渠道。正如我们注意到的，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国家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政治上的交换有两个意义：递延权力报酬的能力，以及在管理分配权力上对政治的依赖。

然而，我们简要的综述表明，国家可能面临很多相互冲销的关系。政治上的交换包括了政府的信用、投资、国有化和补贴、税收、就业以及福利政策。福利国家成为主要的充分就业压力的发泄口，主要是从递延社会工资的角度来谈的。

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递延工资策略的生存能力最终要取决于一个人在将来可以提取的能力。已经有证据表明这是递延工资的致命弱点。为了谈判的原因，工人必须坚持反对增税；为了竞争力的原因，公司必须采取一致行动加以拒绝。结果，福利国家处于又要被迫放弃其最初的承诺，又要利用赤字来支撑递延工资的地位。因此，只能是起到推迟零和冲突的作用而已。

国家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平衡分配需求的能力在世界贸易和增长停滞时受到显著削弱。188但是其受削弱的原因还在于现存的分配渠道接近耗竭。然而，实证证据表明递延工资策略的限制不一定仅限于财政方面。也就是说，政府增加税收以适应提高的支出的能力似乎和工人阶级动员和社会法团主义的能力正相关（施密特（Schmitter），1981）。这样，一个国家的“团结”能力与经济政策的选择是紧密相关的。这也是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超越传统政策工具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好的例子是瑞典。在这个国家递延工资策略因为一系列力量的存在而越来越被消耗：1）工会凝聚性和合法性的内在问题；2）没有能力就名义工资进行谈判来弥补税收和通货膨胀的影响；3）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工资限制受到了持久的企业投资的补偿。这些因素使工会对其传统上坚持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提出怀疑。工会从1930年代重新发现了一个口号：“民主不能在工厂大门口止步”，要求对原来的合同作出重新谈判，并先是开始了工人控制立法，继而利用集体工资收入者基金引入了经济民主。这些变成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核心的对冲政策。这些政策的引入和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对冲政策不太一样。前者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具有非谈判性的和不可接受性。它们因而成了权力在立法上的胜利，而不是社会法团主义和利益协调的胜利。这样，产权的民主化变成既是一种新型的稳定政策（社会民主政府设法获得了有效的工资限制，从而反对工资收入者基金）同时又是非稳定性的一个来源。尽管它可能有朝一日能够为商业界所接受，至少在现在看控制工人的政治还不能接受。这样，在瑞典，能够采取联合行动争取实现平等、充分就业和效率的唯一可能的社会民主模式被议会的微弱多数给阻碍了。跳舞仍需两个人配合，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你想起舞，可是你的舞伴不一定愿意。

 

————————————————————


(1)
  在1950和1980年，瑞典和美国的女性劳动力供给增加了1倍（分别从23％增加到了40％）。在德国，女性参与的比例知从31％上升到34％（国际劳工组织（ILO），《劳动统计年鉴》（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1960和1983年）。


(2)
  战后荷兰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很接近。荷兰采用了福利国家政策和很强的充分就业承诺。此外，在收入政策方面取得了非常一致的认同，力求实现平衡的非通货膨胀的增长（于尔曼和弗拉纳根（Ulman and Flanagan），1971；布劳恩和科曼（Braun and Keman），1986）。


(3)
  事实上，这个模式假定就业带有高度的组织性，并且非常团结。“处于弱势地位”和败落的资本主义政治动摇则居于边缘地位。若要开展中间性的团结—工资谈判工作，二者必须同时存在。


(4)
  1960～1967年间OECD的平均值为3.1％，1968～1973年间为3.4％。在美国，失业率先是在1964年以后迅速下降（OECD，《历史统计1960～1983 》（Hitistorical Statistics
 , 1960～1983），巴黎，OECD；麦迪逊，Maddison, 1982）。


(5)
  施密特（Schmitter，1981），施密特和莱姆布拉什（Schmitter and Lembruch，1979），兰格（Lange，1984），莱姆布拉什（1984），潘尼驰（Panitch，1980），卡梅伦（Cameron，1984）和雷吉尼（Regini，1984）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处理方法。


(6)
  数字很大。在高峰时期，德国（1973）外国工人占了劳动力总量的9％；奥地利（1973）超过7％；瑞典包括芬兰人的比例大约为5％；不包括芬兰人则为3％。


(7)
  多数国家的利润率（制造业净利润占净附加值的百分比）在1960～1967和1968～1973年间急剧下降，其中包括美国、德国、英国、瑞典和丹麦（OECD，《历史统计，1960～1983》（Hit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83），巴黎，OECD）；弗拉纳根等，Flanagan，et al.，1983；格林和萨克利夫（Glyn and Sutcliffe），1972；埃德格伦等（Edgren，et al.），1973；马丁，1985；诺迪豪斯（Nordhaus），1974）。


(8)
  雇主对私人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作为总工资的比重从1970年的5％上涨至1975年的7.3％（OECD，国民账户，1962～1979，第2卷（巴黎，OECD），1981）。


(9)
  在雇主一方，结果是差不多的。非工资劳动成本（主要是社会缴费）飞涨。占总成本的比例在美国从（1965～1975）17％上涨到23％；在瑞典从19％上涨到32％，在德国从30％上涨到34％。


(10)
  我们这里提出的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是指在中期内的经济增长，不是以国际收支赤字或公共部门赤字、投资减少或通货膨胀的严重积累为代价的。


(11)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轮的税收反叛集中于在通货膨胀开始增加时盘旋上升的财产税。


(12)
  忽略社会保障基金并包括经常和资本账户，1983年的赤字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3％。


(13)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1981年对企业的减税是政府利用税收支出对公司提供大量补贴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布里克（Break，1980）表明，在 1970～1980年间，有利于公司的税收支出几乎相当于联邦政府收入税增加的三倍。


(14)
  近来的一次调查描绘出了经济复兴的美好图景（OECD，1985），与这里所勾勒出的暗淡前景不一定相称。我们的观点是，只要制度框架处于严重的争议中，可持续的复兴就不大可能发生。


(15)
  在德国，总就业从1973～1983年间平均每年下降了0.7％；比利时同期的数据为1.1％；奥地利为0.5％；但是OECD总体上的就业从1973～1979年间增加了1.1％，在1979～1983年间为0.2％。


(16)
  戈尔德索普（Goldthorpe，1984b）作出了最为全面的综述。


第8章　三条后工业化就业轨迹

简　　介

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出现于1960年代，由当代的技术、管理、消费和就业所促成。他代表了一个由技术人员、职业人员和经理人员所主宰的新世界；老式的手工劳动消失了；消费者的欲望被推向服务。

这些“事实”得到了大为不同的解释。社会文化的理论家认为一个带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注重生活质量的多数群体正在形成。传统工业社会的问题，如贫困、稀缺和社会阶级已成为历史回忆（图莱尼（Touraine），1971；英格勒哈特（Inglehart），1977）。

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后工业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问题在于是否服务业的就业会充分增长以保持充分的就业。社会学家更关心工作的质量和就业分层和分隔。

这一章研究后工业就业。这个术语本身就表明了一个已经超越了物质生产需要的社会已经形成了。后工业主义的理论也经常因为频繁谈论技术决定论而受到批评。

我们在此使用“后工业”，并不是因为我们坚决支持采用这一概念的理论，而是因为这一概念找到了我们希望研究的问题。首先，在后工业名下存在着一个根本性就业变迁的实际过程：新的职业正在出现；以前稀缺的工作现在变得多了起来；体力和手工劳动正在走向消亡，不同复杂性和层次的脑力劳动正在成为规范。第二，我们希望对抗利用比较数据的理论决定论的潜流。本章的主要论点是，国家的“后工业”轨迹各不相同；我们真正面临着不同的未来就业前景。

多数理论强调技术、现代化和经济富裕的重要性。根据前面的讨论，当代就业需要的趋势也应该从政治上得到解释。但是，除了一般的就业表现以外，本章更具体地考察其结构和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对德国、瑞典和美国的比较研究足以满足我们的目标，因为它们是我们的不同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体制的明确代表。我们应当揭示出后工业发展产生了这三种性质不同的就业结构。现有的理论对这些差异中的一部分可以作出有用的解释，但是不能解释总体。在就业增长、结构和分层方面，我们展示出福利国家是后工业就业发展的接生婆。不同的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互动产生了不同的后工业轨迹。它们不仅影响了服务增长率，而且影响了社会福利活动相对于个人服务的重要性；它们影响了劳动力的技术和职业构成；它们也影响了工作的性别和人种/民族背景分配。

服务就业增长的理论

战后第一个十年中对大规模失业的普遍担忧不仅是大萧条的结果，而且产生于技术的变化。库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的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
 ）就是这个时期的表现。他描述了一个想象的未来社会，物品丰富是因为机器人和不多的几个管理人员就够了，工作变得非常紧缺。对高科技经济可以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而不是我们的工作需要的畏惧可以达到很高的比重。多数辩论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没有人质疑传统制造业工作正在消失的事实；问题是它们是否被新型的就业所替代。原则上，新的工作可以在传统工业经济中，或在“新型”服务部门产生。在前一种情况下，高技术和复杂的生产组织可以雇佣更多的经理、行政人员、技术人员、职业人员和文员。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需求可能会转向服务，并在非工业部门形成增长。

经济学家经常把他们的分析建立在恩格尔法则之上。当国家变得更为富有，消费会从基本的必需品转向“奢侈品”，如休闲和服务（费雪（Fisher），1935；克拉克（Clark），1940）。

但是恩格尔法则是不是会产生当代就业增长却并不清楚。有些人对收入弹性假设提出了质疑（库兹涅茨（Kuznets），1957；富克斯（Fuchs），1968），但是经济学家一般而言都不愿意对这个问题冒险作出重大的理论调整。在这个一般理论的真空中，鲍莫尔（Baumol，1967）的模型成为多数假说的关注点。

他的理论是恩格尔法则的一个悲观变体。从制造业的高生产力会解放人力出发，服务部门对就业增长的补偿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生产力比较低。因为服务业的工资会比照高生产效力的制造业，结果会产生“成本病”：服务业的劳动力会定价过高。

随着高技术制造业的产生，真有可能实现无就业增长（泽伊特和弗里曼（Soete and Freeman），1985）。布鲁斯通和哈里森（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6）为1982～1990年的美国作了预测，指出电脑编程员的就业机会增加不会超过120，000。因此，服务就业仍然是唯一的希望所在。

一个可以表示乐观的理由是鲍莫尔模型的实证很虚弱。例如，在跨国数据的基础上，波梅伦克和施奈德（Pomerehne and Shneider，1980）作出结论说，这个模型在欧洲国家的验证结果不好。更为重要的是鲍莫尔的假设可以放松。一个可能性是，消费者非常富有，他们愿意购买“定价过高”的服务。这一点可以称为雅皮效应（Yappie-effect），或者用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1976）的术语来说就是，需求位置相关产品的倾向。

此外，正如鲍莫尔自己所说的，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或者直接提供服务来抵消生产力–工资差距。从这个角度上，成本病的问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找到解决。当然，第三种可能性是，工资并不按照鲍莫尔的预测那样变化。例如，我们不能排除服务业的工人比制造业工人更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可能性。

工资问题在关于就业增长的政治辩论中占据很明显的地位。在欧洲，评论人员、政治家，甚至是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工资的更大灵活性导致了它在过去10年里优异的就业表现；在欧洲，工会和劳动力市场刚性形成了服务业劳动力的极高成本。弗里茨·沙普夫（Fritz Sharpf，1985）试图通过鲍莫尔模型的工资和政治层面来解释欧洲的病患。他认为，工资较高的时候，政府用公共就业来补偿的能力取决于它所面临的财政约束。具体到德国，沙普夫认为高劳动力成本和已经过度沉重的国家转移支付限制了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服务就业增长。

鲍莫尔模型存在的根本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它限定性的假设，而是在于对生产率的存在问题的定义。在国民账户体系内，服务性工作的生产率很难界定；对于公共服务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弗雷德·布劳克（Fred Block，1985）指出现在服务业所处的地位相当于技术官僚时代工业的地位：我们可以算出一个敲打金属片的金属工人的生产率，但是我们本能地认为日托助理就是在拖别人生产率的后腿。

另一个关于服务就业不太可能增长的观点是，物质产品允许住户参与自我服务格尔沙尼（Gershuny，1978；1983）。人们会因为有支付得起的替代性物资，如录像机、食物处理机和微波炉而不去购买休闲或个人服务。

就业的前景在格尔沙尼后来的工作中并不是很悲观（格尔沙尼，1986；1988）。关于鲍莫尔模型，自我服务会继续阻碍个人社会服务就业增长，但是在商业和生产服务中却不是这样，因为后者的工资没有专业和专业性那么重要。他进一步阐释了，住户想要减少令人不快的家务劳动的欲望会导致某些地方对服务基础设施，如购物的需求（格尔沙尼，1988）。

无论这个结论是否一定正确，格尔沙尼的分析确定了一个广为传播的观点，我们不能认为服务是没有差别的。粗通历史就能明确这一点。这样的革命没有什么新颖和革命性的。正如富克斯（Fuchs，1968）、贝尔（Bell，1973）和辛格尔曼（Singelmann，1974）指出，许多服务（如家务、修鞋和酒吧招待）是前工业的；有的紧随工业化而来（交通、公共事业和批发）；还有一些随着“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而出现爆炸性的增长（零售、营销、消费金融和广告）。

在有一些国家，服务就业已经在100年以前就很突出了。在1870年代的澳大利亚、荷兰和英国，占到全部工作的三分之一以上（麦迪逊（Maddison），1982）。因此，后工业理论必须解释的不是服务就业增长本身，而是其新的形式。

长期的就业数据几乎一致表明，传统的服务增长（交通、公共事业、零售等）已经停滞不前了，新的活力主要聚集在社会服务（医疗、教育和福利），某些个人服务的领域（例如，休闲和餐饮）和生产者服务（商务服务、金融、保险和地产）。

后工业服务的理论常常意味着从制造业经济的功能、要求和组织中完全脱离：它们的增长有自己的生命。这种错误的概念从表面上来自于直接取代工业的服务。1950年，在美国，工业占就业的50％，但是现在只占到20％。是服务业取代了工业的地位，正如工业一度取代了农业的地位一样。在很多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是，有很多解释现象的理论。科昂和齐斯曼（Cohen and Zysman，1987）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后工业服务脱离了物质生产是一种错误观点。许多、可能也是大多数的服务作为制造业最终物质产品的中间产品而进入生产领域。当服务作为最终产品而生产出来时，其逻辑还不能从社会和经济组织中剥离出来。社会服务针对的是工业社会中工资收入者的需要以及家庭和住户再生产的变化；许多个人服务随着我们消费物质产品的方式发展而来。

服务活动的分类

在过去，服务经济一般定义为剩余经济，是在计算了农业和工业之后的其余部分。然而，我们还没有关于服务的连贯的定义。有时候，它们是由产品的无形性所确定的，或者有交换的人际特征所确定。服务和物质产品的边界问题将取决于我们是集中于经济的分支（制造和服务）还是工作和职业（生产线工人或广告顾问）。显然，服务性的职业在传统工业环境中也有不少。

为了解决定义问题，多数研究都是分类而不是下定义。辛格尔曼（Singelmann，1974；1978）和布朗宁和辛格尔曼（1975）为服务业分类的办法是最有用的一种。除了提炼和变形性的行业，他们还区分了分配服务、生产服务、社会服务和个人服务。

如果我们要关注后工业的扩张，辛格尔曼的分类需要一些改动。零售商店的就业可能很大，而且还在增长，但是很难看出有什么后工业的迹象。对于按“行业”的划分，我们的方法是把核心性的消费、生产和人类再生产紧密联系的活动作为后工业活动；利用法国监管学派的术语就是，我们关心的是“福特主义”的超验性。

那么，什么是后工业化的行为呢？可惜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准确的答案。理论家们一般认为应该是信息的重大影响，科学技术的操纵和处理（贝尔，Bell，1973）。这是我们转而分析职业的一个很好的起点。然而，对于“行业”研究而言，我们需要一个与服务性消费相联系的标准。

在服务业层次，我们强调那些主要是服务出现进展的环节：1）工业生产（生产者服务）；2）社会再生产（社会服务）；和3）消费和休闲（个人服务）。在实践中，完全不可能确认哪个单个的行为是“新的”——从广告发布到托儿所，除了改善经济表现以外，没任何新鲜之处。因此，这里所作的实证处理带有一定的猜测性。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把这三种后工业服务行业和与传统工业社会有关的行业（采矿、制造、建筑、交通等）以及那些没有时间性的行业（公共行政、分配及通讯）区分开来。

除非与职业分析相结合，一个完全基于行业的分析显然存在谬误。在某些情况下，制造也可能由科学和专业人才主宰了生产过程而变成主要是后工业性的。另一方面，医院可能必须使用很大一部分非技术体力劳动者。

对职业作出有用的分类本身就存在问题。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只区分主要是传统工业世界的职业（技术的和非技术的生产工人，手工工人，职员和销售人员，经理和行政人员）以及具有后工业化色彩的职业（专业人员和近似专业的人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还有一般意义上的参与休闲服务生产的服务业工人）。

德国、瑞典和美国的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有失偏颇：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三个样本国家的总体上的差异和结构性就业趋势。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国家能很好地代表国际上的变体。因此，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服务业就业增长的三种轨迹

在过去20年中，发达经济体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制造业的份额已经大幅下降，服务业如雨后春笋，家庭变得富裕起来，福利国家变得成熟了。这个时期还是一个教育革命和妇女从传统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的时期。最后，它还带给我们本世纪最大的经济动荡，国内工业实现大规模的合理化和重塑，国际劳动分工出现决定性的重新排序。许多传统上居于经济核心地位的行业正在消失或移到其他地区。

不同国家总量就业趋势的差异很大。从1960到1985年，美国劳动力增长几近5 000万，瑞典增长了近20％。德国则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差异对总结国际发展很有用处。

劳动力增长可能是一个人口变动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比较就业参与率（男人和女人、年龄16～65岁），结果是一样的。在同一时期，美国参与率从66％上升到75％；德国从70％下降到66％；瑞典从74％跃升至81％。

国家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男性参与率几乎在各地都下降了，这是由于提前退休和就学时间延长所造成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国的下降非常剧烈。妇女就业增长在美国和瑞典都很显著，但是在德国几乎可以忽略。

即使就业人数增长了，实际的工作量也有可能下降；令人叹服的就业增长可能主要基于非全职工作的增加。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测度工作小时数，三个国家的相对表现没有多大变化。德国工作的损失伴随着更为严峻的工作量下降（1960～1980年间，下降了17％）；在瑞典，没有十几小时数的下降；在美国，总体增长达到24％（经合组织，OECD，1983；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
 ），1986，第295和322页）。

主要的问题是，是否非全职工作使一个国家的就业表现大打折扣。如果我们计算非全职工作占整个国家净就业增长的比重，我们发现，在1973～1981年间，和早期的对比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德国的比率达到165，相比之下瑞典为105，而美国只有17。这意味着，第一，美国的良好经济表现根本就不能归因于非全职性的工作；第二，对于瑞典，特别是德国来说，非全职工作在新工作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也取代了以前的全职工作。正如所预料到的，非全职工作的因素与妇女就业有很大的关系。在瑞典，几乎半数以上的妇女都工作在非全职的岗位上（根据经合组织，OECD，1983；以及人口普查局，1986，计算），但是，从结构角度看，三个国家的就业轨迹确实不同。表8.1列出了按行业的年度平均就业增长（或下降）率的比较数据。我们使用的是传统“行业”、历史“中性”和后工业化活动的粗劣分类。



表8.1　传统和后工业行业的就业增长（年平均增长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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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括所有提炼和变形类工业。

b 包括零售和批发，交通和通讯。

c 包括公共行政和与非福利有关的政府行为（军事、警察、环境卫生等）。

d 包括商务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e 包括娱乐和休闲、吃喝、住。

资料来源：数据由托马斯·艾尔夫林（Tomas Elfring）慷慨提供。参见他的“发达经济中的服务就业”（Service Employment in Advanced Economies，博士论文，Rijksuniversitet Groeningen），1988年2月。

表8.1展示出了许多带有国别性的偏向性，随着后面分析强度的增加而表现出来。首先，德国的总量就业损失不仅仅是因为去工业化；瑞典的农业和制造业经历了同样的下降，两个体制都有相当类似的“中性”行业。德国比较特殊，因为它的“后工业”就业增长，无论是生产者、社会还是“享乐”服务，都很弱。传统经济可能衰落，但是新的还没有出现。

而瑞典和美国却不是如此，然而它们走过了两个不同的轨迹。在瑞典，后工业主义带有一定的福利倾向性；在美国，商务和“享乐”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

具体地对美国来说，数据和两个常见的分类不同。第一，传统的制造业并没有衰退——至少从绝对数来说是如此。第二，美国就业机器只创造低标准、没有前途的“劣等”工作的说法并不成立。确实，在生产者服务和医疗行业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职业人员，增长的动力是最强的；美国在福利服务方面的表现超过了德国。

我们的增长率考察了很长的时间段，如果我们集中看最近的十年，后工业因素会更明显。例如，在美国，1960年代的快速增长主要发生在教育、分配和政府行政；在1970年代主要是生产者服务、医疗和“享乐”服务。时间往往对一个人的结论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们描绘的比较偏向美国的（长期）图景与布鲁斯通和哈里森（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6）坚定的“劣等工作”主导增长的悲观结论相矛盾。他们的数据限于里根（Reagan）时代。

就业增长的职业趋势

我们对后工业职业混合的第一个描述只能提供泛泛的类别。在表8.2中，我们区分和传统工业社会相一致的职业，以及那些和后工业主义相一致的职业。二者都包括了高等的工作（经理/行政，例如专业/技术工人）和低等的工作（职员、生产性工人，如一般服务性工作者）。对于所有的三个国家来说，“后工业”职业主宰着增长。在德国，专业性工作增长得更慢，而常规性的服务就业根本就不增长。美国比较有意思，因为传统的“好的”（管理类）和“坏的”（文员类）工作都增长强劲，后工业职业也是如此。



表8.2　职业群体的增长趋势（年平均增长百分比）



[image: ]


资料来源：德国，IAB；Beitrag AB 2.1
 ；瑞典，AKU
 1965和1984年的原始数据表格，美国劳动部，《就业和收入补充》（Supplement and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1985年1月）。

当把我们的工业和职业数据放到一起时，三个不同轨迹的轮廓就出现了。德国代表服务进化的滞胀和疲软；瑞典极度地倾向于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福利就业；在美国，几种不同的趋势竞争：一个由传统工业经济的变动所支撑；另一个是向专业化的有力冲击，特别是在与商务有关的服务业；第三个是无需就业资格的工作的爆炸性增长，偏重于“享乐”方面的服务。

在此，需要注意三个问题：1）为什么德国的后工业化这么衰弱？2）政府在塑造就业增长中的作用是什么？3）美国的管理倾向性又是什么造成的？

德国服务就业的“缺口”

德国在现代服务经济中采用的软弱方式可能不过是一种统计现象。可能是服务在行业中得到了内化，而不是在部门间得到外部化；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德国的后工业化说起来可能是在背后悄悄地进行。服务业工人参与初级和次级部门的百分比在三个国家几乎一样：德国，30％，瑞典，29％，美国，33％（经合组织，OECD，1984b）。

政 府 的 作 用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在塑造就业增长中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在出清较大年龄工人中的重要性。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它在创造后工业的医疗、教育和福利元素时所扮演的角色，对妇女就业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角色。在一项创造性的研究中，赖因（Rein，1985）记载了国际间福利服务对妇女就业进入起到的唯一重要的作用。

和赖因的发现一致，表8.3展示了政府的作用有多大的不同：在美国至多是一般的，在瑞典是巨大的，而德国居中。在美国，后工业和妇女的就业主要是在市场上实现的；在瑞典，是在福利国家中实现的；而在德国，国家和市场似乎都不能开发出新的就业。



表8.3　政府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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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EEP数据文献；及IAB；Beitrag AB 2.1
 。

初看，德国政府对妇女就业增长的贡献似乎是很大的。比例很高（149），然而，是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冲销，妇女就业就会出现显著下降。

政府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对妇女在过去20年中的就业机会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它在国与国之间也有所不同。瑞典处于一个极端，公共部门的社会福利服务主宰了一切；确实，瑞典妇女占总医疗-教育-福利就业增长的87％！结果是福利国家实现了独特的女性化。

在德国的这对关系中，后工业化的社会福利因素几乎没有增加，福利国家吸收女性就业只出现了少量增长。加上私人部门妇女就业，结果是在整个时期内妇女参与率保持了不变。

在美国的关系中，政府在妇女就业和后工业发展中是一个被动的力量。美国的例子表明，市场也能够促进妇女就业。和瑞典不一样，美国妇女进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就业空间。除了医疗和社会服务工作，商务服务是妇女就业增长最快的部门。

新 管 理 革 命

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谈第三个问题了；也就是说，是什么造成了美国独特的管理倾向性？经常有人说美国的经济被“过度管理”了（梅尔曼（Melman），1951；钱德勒和迪姆斯（Chandler and Deams），1980；鲍尔斯和钦蒂斯（Bowles and Tintis），1986；布莱克和麦尔斯（Black and Myles），1986）；虽然公司管理增长似乎在其他国家出现了停滞，在美国却仍是所向无敌。对这种现象有许多解释，从帕金森的法律和技术指令到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力控制的强调。所有这些理论的一个问题是官僚体制、技术和阶级斗争应当在其他发达经济中同样存在。

一种解释完全是分类性的。即美国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给很低的工头也挂上经理的头衔。虽然确实如此，我们提供的数据中还是尽量避免这种可疑的现象。我们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假定。

问题的起点是，美国缺少欧洲经济的三个特点。第一，其福利没有得到发展。结果，附加福利在集体谈判和雇主义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有经理人员来负责。第二，工业关系往往就像打仗，美国的工会则不可能像在“新法团主义”环境下那样对等级和人员安排指手画脚。这样，美国的公司必须对大批监管人员的工作作出控制。第三，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很大、很复杂，而且市场中没有劳动力交换和工人培训的机制。因此，公司需要配备人才、培训人员和很大的人事部门。

由于缺乏“福利国家”所需要的管理人力可以在美国公司得到内化，或者可以在服务部门购得；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商务服务。如果我们的假定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管理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和商务服务，作为一个行业在美国得到这么大规模的发展。可以利用同样的假定预测，福利国家和新法团主义高度发展的瑞典系统应当需要非常少的经理人员。

后 工 业 结 构

我们看到的就业趋势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构性结果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继续用我们对传统产业和后工业活动的粗略分类对两类“产业”和职业进行考察。

按行业分支确定的工业结构

在表8.4中，我们发现了三个独特的“基于行业的”就业结构。再次重申，德国的后工业发展程度很低，特别是在与社会服务有关的活动方面。其经济仍然受到传统工业工作的主宰，而且在25年前确实比瑞典或美国保持了更大的“工业性”。



表8.4　1980年代中期的就业结构：按行业分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image: ]


这些数据加在一起不是100，因为我们忽略了边际群体（特别是国内服务）。

资料来源：SSIB数据文献。

在德国，总体的就业下降了，但是制造业就业和总就业的关系在196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因此，德国进入“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大规模的闲散人员，而不是创造了新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剩余人口”为福利国家所吸收，作为退休人员或学生，或者回到家里成为家庭主妇。美国和瑞典的去工业化水平相当，但是其相似点仅此而已。瑞典的后工业化基于福利国家的特征。瑞典人大量消费医疗、学校和日托服务，但是却不消费那么多的食物、酒和“享乐”。美国的后工业基本上是围绕着商务的：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比德国的社会服务要强；而且非常具有“享乐性”。

总结一下国家之间基本的差异，我们可以说，德国的传统工业主导地位比其他国家要强1倍；瑞典的社会服务倾向也比其他国家高将近一倍；美国的生产者服务和“享乐”服务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两倍。

后工业职业结构

在分析职业结构时，我们的方法和前面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在表8.5中，我们列出了经济中某些选定职业的相对规模。然后在表8.6中，我们试图评估不同工业受到知识科技和组织工作所主导的程度。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把管理行政与专业技术性职业归为一类，统称为“MPT分”。职业和行业结构很接近。在德国，传统工业蓝领工人持续失掉优越地位；社会福利性职业和其他服务性工人的工作发展得非常滞后。正如我们所预见到的，瑞典是“管理”得最少的经济。相反，它由后工业性职业所主宰，具有很强的福利国家特征，并且职业化的程度惊人地高。在社会福利之外，服务性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表8.5重新确认了美国过度管理的现象。在“后工业”中，“低级工作”（清洁工、侍者、厨房工人等）和其他的个人服务性工作比例非常大。



表8.5　一些职业群体的相对规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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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减去家庭佣人。

为了具有可比性，我们对每个国家的职业头衔使用了修正的ISCO分类系统。表格排除了若干职业群体（如农民、文员或交通工人），他们在这项分析中的作用并不重要。

资料来源：德国：《工资收入者的就业培训和工作条件》（Berufsausbildung und Arbeitsbedingungen der Erwerbstatigen
 ），Faschserie 1，1985. 瑞典，AKU
 1984年原始数据表；美国：劳动部，《就业与收入》（Employment and Earnings
 ，1987年1月）



表8.6　1980年代一些行业中管理层、职业者和技术工人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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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德国：《工资收入者的就业培训和工作条件》（Berufsausbildung und Arbeitsbedingungen der Erwerbstatigen
 ），Faschserie 1，1985。瑞典，AKU
 1984年原始数据表；美国：劳动部，《就业与收入》。但是请注意，工业中的服务性工人是根据OECD的定义，来自《就业展望》（Employment Outlook
 ，1984）。

当我们看表8.6时，我们发现管理-专业-技术（MPT）的影响在我们的后工业国家里要高得多。这是原本就可以预料到的。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从经济角度看，德国落后了，而瑞典是先锋。美国的后工业化经济是职业化最低的。

三种后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分层

在早期的后工业化文献中，工作的未来被描述成是高质量的。由此，贝尔（Bell，1973）所描绘的景象集中于科学、信息处理和分析性的工作。相比之下，许多人认为服务业就业的趋势和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的去技术和无产阶级化是一致的。库特纳（Kuttner，1983）和布鲁斯通和哈里森（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6）认为，多数新工作是低工资、低技术和低质量的。因为去工业化同时淘汰了许多传统上收入较好的技术性工作，其结果是新的阶级分化：中产阶级缩小了，一个新兴的、数量很小的专业管理经营阶层面对的是众多的“麦当劳”工人。

中产阶级的下降受到了质疑。劳伦斯（Lawrence，1985）举例说，这种现象可能是对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出于生育高峰期的一代暂时地充斥了劳动力市场。迈尔斯等（Myles et al
 . 1988）近来用加拿大的数据对这一论点进行了验证，认为中产阶级还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这和贝尔对后工业化社会的比较美好的憧憬相符合。

对这个问题的比较分析还没怎么开始做。我们从理论上总结的，基本上是一种情况。而且，几乎所有对“中产阶级缩小”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收入数据。在这一章中，我们的方法是用就业数据考察后工业社会分层，强调工作的基本质量。因此，我们的重点在就业。

后工业职业的质量组合

我们可以在三种轨迹中分别找出后工业的“好”和“坏”工作的组合。好的工作包括管理、专业、科学和技术性的职业——那些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工作。坏工作则包括手工的和重复性的工作。

表8.7表明了1980年代按职业分的好工作和坏工作分配。我们比较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间的服务性工人和食品、清洁和熟练工。中间层级包括非专业的医护和社会部门的工作者（如助理护士）和个人服务工作者（如理发师、保安人员和摄影师）。家庭佣人不包括在内。



表 8.7　后工业职业中的混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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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德国：1985年的《微观调查》（Mikrocensus
 ），摘自IAB，《职业和培训》（Berruf und Ausbildung
 ）：瑞典：1980人口普查；美国劳动部，《就业与收入》，1987年1月（1985年数据）。

表8.7展示出了三种不同的质量组合。德国集中在中上层；瑞典侧重在好的后工业就业；美国则集中在中层和底层，但是好工作的部分也不算太少。

我们掌握的数据太简略，没有办法实证关于“中产阶级缩小”的理论是否如此，但是这些数据确实能说明各国之间的差别很大，根据美国的经历作出的理论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国家。即使美国存在大量的“坏工作”支持了无产阶级化的论点，也还是有一些其他指标证明并非如此。首先，美国专业性工作增长的速度比坏工作的增长速度更快。其次，中间的从事服务性工作的人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底层工作者。瑞典的情况则是，后工业化使人力资源的分布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导向。

在对后工业社会阶层化进行评价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好的与坏的工作中的职位空缺如何得到填补。这个问题也有助于判定雇用决策的过程是否更开放，是否看重能力和是否民主。

我们将着重对有限的，但却是有决定意义的开放性特征进行分析。也就是在传统意义上处于弱势的劳动力市场群体，在各种后工业化类型的工作中获得就业机会相对有多大。分析的重点是这三个国家的女性群体和美国的黑人及西班牙裔移民。

三种后工业制度中的职业流动

关于职业隔离的文献数不胜数，我们不能在此逐个评价。我们要讨论的是弱势群体进入具有吸引力的工作的可能性是否比以前更大了，还是职业隔离仍然存在。

总体上看，文献资料支持职业隔离的说法（哈基姆（Hakim）, 1979; 罗森费尔德（Rosenfeld）, 1980; 克罗姆顿（Cromton）, 1986; 戈尔丁（Goldin）, 1987; 雅各布和布雷格（Jacobs and Breiger）, 即将出版）。例如，如果只从正式工作看，性别平等似乎确实实现了，但针对单个公司的微观研究却反映出，看似相似的职业类别中雇员的事业路径存在着很大的内部隔离（贝尔比和拜伦（Bielby and Baron）, 1986）。我们的分析将集中在进入后工业类型岗位工作的人。因此，我们的结果与其他研究的可比性不大。

研究职业隔离的方法很多。我们先追溯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黑人和西班牙裔移民在若干有吸引力的或者没有吸引力的行业中人数过多或者过少的变动情况。为了能够区分出性别隔离的情况，我们把教师和护士从职业-技术岗位中分离出来，因为这些岗位在传统上就是以女性为主。

我们后面的分析将会评价妇女与少数民族的就业分布情况。在此，我们特别关注女性、黑人或西班牙裔成功打入传统（白人）男性就业为主的行业（例如，管理和总裁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集中于并不吸引人的或者传统上女性为主的行业。

在表8.8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在特定行业中妇女比重过高或过低的程度指标。负号代表比重过低。指标测度的是偏离正常水平的点数，并根据妇女就业的相对比例来调整。表中显示了根据性别差异的职业隔离在减少，但是有几个特例。妇女在进入很好的“男性”就业领域方面比较成功，例如管理和专业性的工作；她们在只有女性才愿意做的工作和在“坏工作”中的过高比重也有所下降。



表8.8　1960～1985年妇女在传统和后工业职业中的就业过度或不足的现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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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护士和非大学教师不计。

资料来源：德国数据来自《职业培训、实习或专业培训》（Berufsausbildung und Arbeitsbedingungen der Erwerbstatigen
 ）。出版社：Fachshuie, 1, 1985; 瑞典数据来自1984年AKU
 原始数据表；美国数据来自劳动部, 《就业与收入》（Employment and Earnings
 ），1987年1月。

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妇女从产业工人行列里退出的趋势。这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1）去工业化在传统的“女性”行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妇女的职位较低，而且对工作的忠诚度比较低，妇女往往要忍受突然的裁员。无论处于那种原因，结果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妇女在后工业领域就业。

隔离消除的趋势在德国比较弱，因为只有在专业性工作的领域，妇女才有了重要的突破。德国妇女在“坏工作”中的重要性尤其大。瑞典妇女则经历了明显的职业上升，但是同时被隔离开来。她们没有能够进入管理层，主要集中于社会福利领域的辅助性工作。瑞典看来比其他国家的性别偏向性更强。性别隔离的消除在美国最强。妇女在管理和专业领域的工作中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在“坏工作”中的女性偏向性大幅下降。然而，这些相对的改善受到女性在文员类工作中就业比重偏高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少数族裔的就业更有力地验证了后工业化的平等化。在欧洲和美国，外国人和少数族裔把劳动力市场底层的工作承担起来，而且是外国人承担得更多，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事实上，少数族裔的就业陷阱有两种现象：一是他们可能进入传统的条件恶劣的工作，这样就不再有进入后工业岗位的机会；二是他们可能是后工业中“坏工作”的储备力量。

瑞典和德国没有关于外国工人的具体数据，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限制在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由于缺少早期的数据，我们对这两个群体的分析只能从1970年代开始。要想作出和前面的表格具有可比性的指数分析，我们对黑人和西班牙裔的数据进行加权以便反映出他们相对于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重。

表8.9是关于少数族裔作为储备力量的理论的有关数据。黑人和西班牙裔就业于传统产业工人和后工业的“坏工作”中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族裔。我们注意到，虽然黑人和妇女在“坏工作”中的过大比重有所下降，西班牙裔的比重却是有所提高。西班牙裔的人口似乎是在体力劳动中填补低薪工作岗位的新劳动储备。



表8.9　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在若干职业领域就业比例过高或过低的程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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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和西班牙裔的数据经过加权平均以便考虑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比重。调整他们与妇女的比例，我们找到了使指数在妇女、黑人和西班牙裔之间完全能够对应的方式。我们使用的权重如下：黑人（1970）3.4；黑人（1986）4.5；西班牙裔（1970）：8.6；西班牙裔（1986）：6.7。

a．护士和教师不计。

资料来源：德国数据来自《职业培训、实习或专业培训》1, 1985; 瑞典数据来自1984年AKU
 原始数据表；美国数据来自劳动部, 《就业与收入》，1987年1月。

尽管黑人在传统和后工业底层就业中保持着明显的隔离，他们经历的职业隔离还是有明显的下降。他们在最吸引人的行业中有了明显的突破：在管理层和总经理的位置上，在后工业的工作岗位上，最重要的，在“福利性的职业”中，都有了进展。他们在好工作中比重过低的现象已经有所缓解，他们在“坏工作”中比重过高的现象也有所下降。社会和其他（非“坏工作”）服务是黑人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

西班牙裔群体没有那么成功。他们局限于在“坏工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他们进入具有吸引力的经营管理和专业性工作的能力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的职业上升渠道主要通过文员和非福利性服务行业。

即便如此，时间的推移对黑人、西班牙裔，特别是妇女有利。长期的增长率表明妇女比黑人和西班牙裔更能取得好工作。但是所有这三个群体都比所有的男性平均起来变化快。黑人和西班牙裔已进入管理层岗位的年平均率是17％，妇女是18％，但是男人只是3％。再看专业性工作（护士和教师不算），黑人是8％，西班牙裔是9％，妇女是13％，男人只有2.5％。

我们对后工业分层的最后研究将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妇女在就业结构中成功克服传统性别壁垒的程度；第二，在好工作和坏工作之间，群体的分配。在表8.10，我们提出了三个国家女工在“女性主导”和“男性主导”的工作中所占的比重。表8.10能说明两个结果。妇女曾经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女性主导的工作中（文员，护士和教育），而且还更多地进入传统男性主导的岗位中。



表8.10　女性工作者在典型的“男性”和“女性”工作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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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护士和教师不计。

资料来源：德国数据来自《职业培训、实习或专业培训》 ，1985; 瑞典数据来自1984年AKU
 原始数据表；美国数据来自劳动部, 《就业与收入》，1987年1月。

瑞典又一次成为三个国家中性别隔离最大的国家。一半以上的妇女被锁定在典型的女性工作中，而很少的女性进入到男性为主的就业领域。瑞典的后工业化过程仅仅加重了性别隔离的问题。相比之下，德国则隔离性比较低，但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妇女特别集中于底层的个人和较差的服务性工作。美国又一次证明它能够降低性别隔离。尽管女性集中于女性主导的工作稍微有所提高，她们还是更多地进入传统的男性工作领域。妇女在较高级的男性就业领域所占的份额已经相当于德国和瑞典的两倍。

在表8.11和8.12中，我们把群体之间好工作和坏工作进行比较分析。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表格可以视为一个在劳动力市场机构中的阶级结构。我们按照前面的做法，把传统和后工业岗位进行比较。为了节省空间，我们把美国的数据在表8.12中分列出来。



表8.11　德国和瑞典男性和女性就业于好／坏工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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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德国数据来自《职业培训、实习或专业培训》，1985; 瑞典数据来自1984年AKU
 原始数据表；美国数据来自劳动部《就业与收入》，1987年1月。

这个数据无疑揭示出了在过去十年中到处都在发生的职业升级。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管理层对工人/文员的比例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是谈妇女的话，在德国和瑞典都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当然要记住女性产业工人就业的急剧下降。瑞典的表现不良与其说是由于瑞典体力劳动者以及文员的下降，还不如说是因为管理层规模小，而且发展缓慢。而后工业经济则是“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分布比较均等，后工业的发展不是特别有利于女性；在德国和瑞典，专业性工作对“坏工作”的比例下降了。

在表8.12中，美国的情况非常相近。除了美国管理层的划分可能比欧洲的更为宽松之外，总的趋势也是对职业升级有利。在管理者–工人的对立中，妇女的位置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黑人和西班牙裔则差一些。在专业性和／坏工作的比例上也是如此。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有明显的“民主化”力量在起作用，这一点不仅仅通过多数群体的改善得到证实，而且由于男性工作的优越性急剧下降得到证实。



表8.12　美国男性、女性，黑人和西班牙裔就业于好／坏工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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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德国数据来自《职业培训、实习或专业培训》，1985; 瑞典数据来自1984年AKU
 原始数据表；美国数据来自劳动部, 《就业与收入》，1987年1月。

我们现在已经看过了三个国家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堆积如山的关于增长、结构和社会分层方面的数据。在我们作出更为概括的分析性结论之前，或许值得简要地小结一下主要的结论。

我们看到了三种走向后工业就业的路径：每个国家都是在其独特的发展动态中运行，肯定在某些基本方面是平行的，工业就业的重要性渐渐减小了；分配型的服务渐渐停滞了；妇女的就业机会得到了改善。然而，各种变化掩盖了趋同的趋势。

德国的轨迹可能是最与众不同的。服务和后工业职业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蓬勃发展。反而在这些领域内有所下降。德国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私人和公共服务领域相对发展较为缓慢。职业结构也没有得到像其他地方那么快的升级，而且专业化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发展得那样快。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这个结果是混合的。由于后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德国在新的“坏工作”的增长上比较缓慢，结果是结构的两极分化或两分化不那么明显。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结构中，就业分布的性别隔离比较严重。相比之下，妇女不是做得很好。劳动力市场停滞，妇女的就业也很难增长，仅在公共部门稍有起色。德国的就业机会在男女之间也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社会福利领域没有什么大的增长，因此我们发现国家部门还是非常地男性化。德国妇女在“坏工作”中的就业比例相对于他们在其他部门的就业比例显得过大。

根据德国走过的轨迹，它所面临的主要前景是，德国将继续保持工业经济为主的状况，但是参与生产的人会有所减少，不工作却要依赖福利国家的家庭妇女、青年人和老人的数量增加。德国接近于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提出的无工作的世界。

瑞典的后工业化则是由社会福利服务作铺垫。福利国家非常有活力，尽管经济有些低迷。但是它的偏向性却是完全在女性这边。公共部门提供了将近80％的新工作；75％都是女性。福利国家服务因此使私人部门的服务受到排挤，特别是在个人和“娱乐”服务领域更是如此。

结果是经济存在较高程度的专业化，很少“坏工作”。但是，再次强调，这个专业主义却包括了大量的在卫生、社会和教育机构中的准专业性工作。依据最传统的标准，瑞典妇女做得特别好，但是代价是非常强的部门性职业隔离。事实上，瑞典的就业结构发展成了两个经济体：一个是男性为主的初级部门；另一个是女性为主的公共部门。

美国的轨迹看上去很像“不受约束”的市场。总体上就业机会的扩张很引人瞩目，即使在传统经济中也是如此。第一个重要的结论自然而然地就能得出：后工业的增长很可能和传统经济的增长齐头并进。美国还能够在很广泛的领域里面实现就业增长。美国的例子证明了社会服务可以在没有公共提供的情况下得到扩张。此外，其发展的动态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具良性：在美国的就业“机器”上，好的工作显然超过了坏的工作。

尽管如此，美国的经历有其自身的发展偏向性。它曾经过度地偏向于商业和“娱乐”业。这些行业带来了大量的好工作和坏工作。好工作主要是管理型的，“坏工作”的规模巨大。

日趋合并的社会分层体系表现出了一定的二元性，顶部很坚实，底部大而且缺乏安全性。因此，至少是在表面上和二元化有点类似，代表着传统的工业就业分布。妇女和黑人的就业限于“坏工作”，白人男性则主宰了管理和专业性的职位。这也是美国后工业经历中令人惊异的地方。

确实，妇女、黑人和西班牙裔在不是很受欢迎的工作中所占比例较大，但是这种现象在渐渐减少也是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减少的幅度还很大。妇女做得最好，在管理层和专业性的岗位上没有什么比例过低的问题——尽管仔细地看看就能发现，妇女还是进入不太有吸引力的以及更为“女性化”的职位。美国的经历对于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来说，并不是无益的。黑人和西班牙裔进入好工作的增长趋势很不错。黑人和西班牙裔现在在“坏工作”中的比例过高的现象已经不比妇女在1960年代的德国和瑞典明显了。

证据表明，美国的后工业化“市场模式”在就业分配上也可以说是平等的：好的工作和“劣等”工作正在以更为民主的方式分配出去。尽管有些西班牙裔的人移动到了“好的工作”，但是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填补着妇女和黑人不愿做的工作。

如果把这些后工业表现的差异都归于经济或技术力量似乎并不合适。在国家和家庭层次上，从经济发展、国家财富和搞技术的使用方面看，我们所选的三个国家相似点更多一些。

它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些轨迹。瑞典，特别是德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服务非常大的进口国。德国人和瑞典人更喜欢到国外旅游而不是在国内，这对它们的“享乐”行业规模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德国来说，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其国内工业主导地位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它精简而且技术先进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了非凡的竞争力。

这些个别性的解释强调了每个国家的结构特殊性，可能对就业趋势有很强的影响。然而，他们显然不能作为具有一般可比性的解释。

鲍莫尔的模型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底线是如果工资太高的话，服务会恶化。这个论点乍看起来很诱人。美国就业的爆炸可能和私人服务经济中更为灵活的工资结构和很低的工会化有关。瑞典以团结为基础的工资谈判体系，可以在事实上防止服务就业在低工资的基础上增长。

然而，用这种方式来论证，鲍莫尔的模型遇到一定的困难。从美国的经历出发，新工作不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低工资的。保守的估计是“劣等工作”会占到8％；更为松散的解释会包括其他的个人服务就业，这样最高可以达到就业的17％左右。一个好得多的估计方法是计算具体行业随时间变动的工资成本就业弹性。我们发现，美国1951～1984年间确实只有在“劣等工作”范围内就业增长才依赖于较低的相对工资。鲍莫尔模型显然不能解释生产者和医疗服务的大幅增长。

鲍莫尔模型在用来比较德国和瑞典时，也会遇到困难。从总“后工业”就业增长看，瑞典达到了美国的年均6.7％，是德国的两倍。瑞典专业性和社会福利性工作的爆炸性增长，不是低工资造成的，而是由高税收造成的。

关键在于，可能后工业就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并没有多大价格弹性的需求。商务服务，如工程和设计，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和法律顾问是因其专业化的技术而受到追逐；对于多数专业性和近似专业性的社会服务，如保健，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面对多数理论还不能解释的复杂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福利国家分类变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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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后工业结构中的福利国家体制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福利国家如何群聚成三个不同的体制类型，展示了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如何从它们置身的社会政策制度框架中衍生出各自的逻辑。我们的研究显然忽略了现代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重要的政策领域和制度方面。然而，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如社会分层、社会权力（“自由”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它）、资源分配、工作生活以及就业的发展等，似乎有足够的证据作出结论，已经演化出了三种福利资本主义的模式。

在这章结论中，我们不应该再用前面提出的证据消磨读者的耐心。我们真正应该集中论述福利国家和就业制度不仅是巧合，福利国家确实对就业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有直接影响。我们因此回到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当代福利国家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被动副产品。随着福利国家的工业化，福利国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决定性地塑造着将来。我们因此应当探索“后工业”发展的多样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我们的福利国家体制特征所解释。

可以看出，我们的论点对多数当前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提出了反对意见。发展主义的现代化学派，其观念总是经济力量是推进社会变化的主要力量。现代化理论往往沉陷于自由的神话，即现代工业革命在国家干预之中自发出现，并确实要求后者的退隐。在此，技术才是推动力。

我们秉承的理论出现于一个国家主要在领导战争和统治大众中方可见得到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社会和经济进步、自由和现代性与集权主义、干预主义和专制主义国家的瓦解相联系的时代。因此，我们学科的主导理论范式在经济发展分析中看不到国家的相关性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一场深刻的重组，如果不是革命的话，正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中运行。各种名称的泛滥，如“后现代主义”、“后唯物主义”、“后伏特主义”或“后工业化”往往在分析中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它反映了一种认识：我们正在离开我们已经能够很好理解的社会秩序，并进入一种只能大致辨清轮廓的秩序。我们的分析正是在这个雷阵中冒险。我不伪称提出一种关于未来的理论。唯一的想法就是承接我们在前几章中通过实证描述出的趋势，提出福利国家体制类型在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就业和社会分层方面正在沿着多样化的轨迹前进，以及在最后的分析中提出的，正在走向新的矛盾前景时，提供一个有益的出发点。

对瑞典、德国和美国“后工业”就业发展的比较是区分福利国家体制效果的非常有用的方式；这三个国家可以分别作为代表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想类型”。

后工业就业中的福利国家

这里简要回顾三种就业轨迹的主要特征，瑞典形成了一个由社会福利引导的后工业就业结构；美国是商业服务和“享乐”的结合，比较好的工作几乎都在前者，坏的工作都在后者；德国还没有发生很多的“后工业”变化。

为了说明瑞典的情况，我们需要超越鲍莫尔模型和我们对瑞典福利模式理解的简单混合。如前面谈到的，团结工资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有力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低级-工作”（junk-job）的增加。瑞典的去工业化与相当温和的经济增长相结合，如果不是福利国家对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则的坚持，就会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这三个原则是：1）改进和扩张社会、卫生和教育服务；2）就业参与，特别是妇女就业参与的最大化；以及3）持续的充分就业。这三个原则在福利国家社会民主模型中得到统一。

瑞典公共部门妇女和社会服务就业增长的巧合表面看也许是为满足妇女工作需求的最后努力，也部分地出于保持充分就业的义务。然而，不太可能就是如此。因为福利国家的服务扩张始于1960年代中期，是在对失业的恐惧出现很多年以前。尽管如此，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瑞典福利国家的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偏向于妇女的社会服务爆炸。在供给方面，它提供了服务，如日托，妇女需要这类服务以便从事工作，作为巧合，它又为妇女提供了工作。它还为工作的母亲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和非全职的工作机会。此外，福利国家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养老金）和税收为妇女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就业引力。即使是非全职的工作也能有资格获得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对住户较高的边际税收意味着需要两个工资收入者来实现较高的生活水平。

在需求方面，我们发现，瑞典福利国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特殊的后工业结果。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它的未来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后者要求扩张和改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另外，它的财政支持，依赖于税收基础的最大化，意味着多数人必须工作，尽量少的人依靠福利。在这种关系中，显然瑞典不会接受欧洲追从的提前退休。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风险已经引起经济的主要不稳定和严重公共负债时，还是要实现就业的最优化。

诚然，成本病的问题不可避免，即使在福利国家补贴服务就业的增长时也是如此。把公共就业扩展到总就业的30％，即使其中很多都是非全职工作，也会最后受到税收上限的制约。因此，政府必须依赖工资限制。而这一点，如我们所见，正是瑞典模式的致命弱点。

德国也是利用工资政策（固定劳动成本很高）防止了走上低工资、“低级-工作”的道路。然而，德国福利国家在制度上无法担当就业的补偿功能。实际上，它强烈地倾向于劳动供给的减少。在供给方面，它是建立在传统保守主义和天主教附属原则之上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妇女和社会服务（医疗除外）属于家庭范畴。因此，它很不愿意提供能够让妇女就业并最终为她们提供就业市场的服务。但是，它还是一个强力支持为那些“挣了收入”的人提供收入维持的福利国家。然而，德国的享受条件比较严格，要取得福利需要有很长的工作经历，许多妇女都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但是作为对去工业化和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回应，提前退休可以作为在濒临破产的行业中工作的老年男子的一种主要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选择。

因而，在需求方面，没有什么提升公共服务的意愿。但是，即使有一项积极的政策（如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社会民主期间所做的那样），公共就业增长也是很有限的。非常高的转移支付成本限制了额外的收入增加是一个方面（沙普夫（Sharpf），1985）。另一方面，德国当局所追求的持续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防止了公共部门以及私人部门的扩张（布鲁诺和萨赫斯（Bruno and Sachs），1985；布朗夏尔等（Blanchard），et al
 . 1986）。

在德国的制度中，整个体系都倾向于反对服务就业的增长，但是支持工作减少。然而瑞典模式则是依赖于参与的最大化。德国必定是相信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有能力支持维持退休人口和非就业人口增长的负担。这种经济“剩余”人口所带来的成本危机构成了德国道路的致命弱点。

在美国，显然有若干一般条件会影响到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第一，经济政策具有非常的扩张性，主要是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第二，国内市场的保护性更强，直到最近美国才不得不面对严重的国外竞争。第三，美国的人口影响供给和需求；对前者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口的显著增长；对后者的影响通过一个相对滞后，但是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虽然这些因素会影响总就业的增长，但是它们不太可能解释美国道路的特殊结构特征。

一个以福利国家为基础的解释与美国由市场驱动的路径似乎驴唇不对马嘴，然而美国的很多特殊形式与福利国家的补余主义是直接相联系的。但是，要开始清理出美国发展背后的力量，我们首先需要对其构成因素有明确的了解。在所有新创造出来的工作中，“享乐”型服务只占16％，与商业/生产性服务的23％和社会和教育服务的30％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计算职业，我们发现“低级工作”只占总增长的大约12％，而职业-技术性工作占24％。

鲍莫尔的成本病论点可以很好地用在“享乐”部门的多数工作以及所有“低级工作”上，也许还能用得更广泛一些。这与布鲁斯通和哈里森（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6）的数据相一致。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工资不能解释在社会和商业服务中更为惊人的表现。许多社会服务，特别是教育，都受到了公共部门的刺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直到1960年代后期，美国的公共部门社会福利就业都高于瑞典（丘萨克和赖因（Cusack and Rein），1987）。

私人部门养育了社会服务和生产者服务中巨大的和高质量的就业增长。然而，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市场的“私有性”提出质疑：在此，美国体系独特的公私交互作用才变得重要起来。

从管理和商业服务性工作开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关于欧洲福利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内化于美国商业企业中的假设。这特别影响了人事和附加福利的管理。美国福利国家的两个方面促进了这种管理主义。首先，充分福利和服务的空缺意味着它们成为工资谈判的目标。第二，美国福利国家的税收支出鼓励公司提供附加福利以取代直接工资。其净效果是，美国公司背负着很多未经立法的间接工资成本。

就业的结果应当是欧洲福利国家的很多雇员在美国是经理人员或在商业服务领域工作。例如，在美国有100多万人就业于人事供应服务中，仅此一项就占到生产者服务总就业的8％。在瑞典，这一群体会小得多，并主要在政府劳动力市场局工作。

一个类似的逻辑适用于多数私人部门的社会服务就业，无论是在医疗、教育，还是在其他方面。税收结构与直接补贴相结合（主要通过私人保险市场体系提供），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服务体系，因此也提供了就业补贴。

美国特殊的福利国家可能在妇女和黑人的就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一个制度性的福利国家，如瑞典那样，把自己直接定义为有义务提供公平机会和保障就业。美国体系的内在偏好是鼓励市场支持这样的崇高目标；因此出现了《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和《平等机会法》（Equal Opportunity Act），努力引导教育体系和就业市场来改善少数人种的机会。

我们的发现表明，《平等机会法》类型的方法效果不错。从官方的角度，当然它只适用于有政府合约的公司或组织。鉴于美国国防合约的无所不在，这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但是可能不足以说明我们所见到的趋势。我们因此可以认定其他的公司也会采用《平权法案》，也许出于形象原因，也许它本身已经能够证实这样做有利可图。

综上所述，必须谨慎对待美国“市场模式”的公平结果。在政府干预最少的地方，如“低级工作”部门，结果不是很好；而在它干预最多的地方，如《平权法案》或《平等机会法》，平等的动向是可以看到的。

后工业社会的分层和冲突

研究社会分层就是要找出可能的冲突结构。第一代的后工业理论提出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普遍的去技术（de-skilling）和无产阶级化（proletrianisation）；另一个是职业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底层手工工作的消失。它们都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均会出现趋同。

我们研究后工业就业分层的方式不过是尝试性的，然而它指出了三种独特设定的存在，很有可能使冲突结构产生质的差别。

乍一看，瑞典的职业化水平很高，同时减少不好的工作，似乎确定了乐观的估计。但是近看，这个体制在公-私部门的轴向上存在严重的性别分割。当然这种按性别的群聚不一定会产生冲突，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该制度的致命弱点，则产生严重的性别/部门冲突的可能性很高。

为了保持和扩张福利国家就业，政府被迫要求对公共雇员采取工资限制。在瑞典，中央控制的团结工资政策意味着这种工资限制必定会传播到整个经济。后者看来是不可能的，结果在1980年代的瑞典劳动力市场中产生了最为严重的冲突（包括重大罢工），矛盾产生于公共和私人部门工会之间。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出（主要是）男性工人的私人部门和（主要是）女性工人的福利国家之间发生一场战争。如果确实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瑞典社会民主党只能期望婚姻纽带会足够强大，以便化解经济福利的暴风骤雨。

德国后工业主义是无工作的增长。不是创造了工作阶层或就业部门新式的分层，而是演化出了一种“内部人-外部人”的分隔。在经济学文献中，内部人-外部人问题的定义是，集体谈判只代表有工作的人，追求工资的最大化，而以无工作的外部人的就业机会为代价。把这个定义再扩展一些，就成为最适合刻画德国道路的数轴了。作为企业、工会和政府之间的默契，德国对去工业化的反应是通过退休和失业计划来削减人力，并鼓励返聘工人。这当然导致了小得多的工作队伍并提高了生产率。由于妇女劳动力供给积极性的缺失，结果是规模越来越小但生产效率很高的工作队伍在支持着不断增长但不具备生产力的外部人群体。在德国，不工作的人口达到60％，在瑞典只有49％，而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老龄人口多于瑞典。

为了支持家庭妇女，男性工资收入者必须依靠把收入的较大部分拿回家；为了支持福利国家的主体，雇员将必须支付重税，这就是冲突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内部人-外部人问题的一面是使外部人不可能参加工作。如凡·帕里斯（van Parijs，1987）所建议的，当工作变成了稀缺产品，它们就变成了资产，没有的人就会觉得受剥夺。

内部人–外部人关系中的另一面可能更具爆炸性。当不断缩减的积极劳动力不得不支持不断膨胀的剩余人力，特别是在从社会的生产性向非生产性部分的转移支付表现得非常明显时，就有可能引起对税收的厌恶。一个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对外国工人的反感和歧视。外国工人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福利寄生虫或者是窃取工作机会的贼。

最后，在美国，后工业冲突不太容易辨别。有一点是确实的，存在着服务经济围绕着某个显赫工作的两极分化。不仅工作质量，而且工资和福利都是高度不平等的，比在其他国家要明显得多。一个真正的分化效果也许就是因为1980年代的“低级工作”偏见变成了长期趋势。在美国服务经济的底层，工资和贫困水平很接近，附加福利几乎不存在。

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到就业结构中的分配机制。显然，少数人种继续在底层被过度地代表了，但是这正在发生着迅速的改变。毫无疑问，工作的分配在性别和人种之间已经变得更加平等。鉴于我们相当有限的实证证据，我们实际上可以预见到三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一个是西班牙裔人，可能还包括其他近来移民的人口，正在变成新的后工业无产阶级，占领了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会产生基本上是以人种为基础的二元分隔。然而这种景象不是特别可信。有证据表明，黑人正在显著地向上移动，但是也很清楚的是，他们还是被锁定在低标准的工作中。

第二个也是更为现实的现象是阶级差异在性别和人种之间会减小，但是在性别和人种之内却会扩大。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很明显美国的二元分化沉重地压在性别和人种的分隔上。但是作为黑人女性，被牢牢套在低标准工作上的必然性发生了扭转。作为妇女，同时又是黑人正在越来越充分地融入现行的阶级结构中，阶级差异很可能会更为明显地固化到各种少数人种群体之中。正如有的妇女成为雅皮，有的黑人变成中产阶级，落在后面的妇女和黑人将会受着更为严重的相对剥夺。

第三个可能性显然对于美国后工业社会来说是最为乐观的。在第一和第二种可能性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假定了问题层出不穷的“低级工作”部门是一个通往工业贫民窟的死路，一旦进入，就很难逃脱。如果代之而发生的是美国服务经济的巨大底层主要是年轻人和新移民的跳板或中转站，我们的结论就会大不相同了。为了确认这种假设，我们需要微观数据，包括具体的工作历史，以确定滞留或脱离劣质工作的人的比例。尽管如此，25％的从事食品服务业的人年龄在16到20岁之间（劳动统计局，1987表D20）。

对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作出最终的结论显然是不可能的。瑞典、德国和美国很可能正在走向三种不同的“后工业”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我们所描绘的冲突景象可能会固定下来，形成长久的结构性特征。但是，也有可能会发生重大的事件或引入变革，最终改变这些国家现在的走向。

我从事这项研究的时期正是一个发生着快速变化的时期，因此结论必定是开放的。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不被视为一个或多或少失败的预测。本书的目标不是对未来进行理论分析，而是提出一种对分析当代变化或有益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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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modification of 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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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r-relief see under welfar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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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political 政治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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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经济发展和福利国家制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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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福利国家制度类型的影响

institutions and 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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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of 福利国家制度类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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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社会分层和福利国家制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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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elfare employment in 福利国家制度类型中的社会福利就业

structural approach to 福利国家制度类型的结构性研究方法

retirement 退休

rights, social 社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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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universalism in 斯堪的纳维亚的早期普遍主义

employment policies in 斯堪的纳维亚的就业政策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斯堪的纳维亚的制度主义化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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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regation, occupational 职业隔离

service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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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ies, corporate 法团社会

society, post-industrial 后工业社会

state, welfare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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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ism and 自由主义和社会分层

post-industrial 后工业和社会分层

social democracy and 社会民主和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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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瑞典的职业结构

services in 瑞典的服务业

social policy in 瑞典的社会政策

Taxation in 瑞典的税收

Switzerland 瑞士

system theory see structuralism 系统论，参见结构主义

 

 

taxation 税收

 

 

UK 英国

employment policies in 英国的就业政策

institutionalisation in 英国的制度主义化

liberal reform movement in 英国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

pension provision in 英国的养老金提供

poor-relief in 英国的贫困救助

taxation in 英国的税收

unemployment 失业

unions 工会

class cohesion and 阶级调和和工会

incomes policy and 收入政策和工会

pensions and 养老金和工会

socialist social policy and 社会主义社会政策和工会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社会分层和普遍主义

welfare-state definition and 福利国家界定和普遍主义

USA 美国

employment policies in 美国的就业政策

employment trends in 美国的就业趋势

home-ownership in 美国的住房拥有

income policies in 美国的收入政策

institutionalisation in 美国的制度主义化

labour movement in 美国的劳工运动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美国的职业流动性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美国的职业结构

pension provision in 美国的养老金提供

services in, growth of 美国的服务业增长

taxation in 美国的税收

welfare-state regime of 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类型

 

 

wage, social 社会工资

deferred 递延社会工资

wages, see
 income 工资，参见收入

wagner's Law 瓦格纳法

welfare, social 社会福利

absenteeism, and 缺勤制度和社会福利

cost of 社会福利的成本

de-commodification of 社会福利的去商品化

eligibility for 社会福利的享受权

employment in 社会福利中的就业

historical forms of 社会福利的历史形式

income replacement value of 社会福利的收入替代价值

means tested 资力审查的社会福利

poverty and 贫困和社会福利

sickness and 患病和社会福利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社会分层和社会福利

taxation and 税收和社会福利

types of 社会福利的种类

unemployment and 失业和社会福利

welfare-state definition and 福利国家的界定和社会福利


see also
 pensions; regimes, social welfare 也参见养老金；社会福利制度类型

women 妇女

employment of; 妇女就业；absenteeism and 缺勤制度和妇女就业；full employment and 充分就业和妇女就业；increases in 妇女就业的增加；part-time 非全职妇女就业；post-industrial 后工业妇女就业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of 妇女的职业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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